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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治理
(1)



弗朗西斯·福山著　刘燕　闫健译
(1)




摘要：
 本篇评论直接针对国家质量的实证测量的薄弱现状。在这里，“国家”指的是行政部门及其官僚机构。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概念层面，因为人们对于何为高质量政府很少有一致意见。本文认为，测量国家质量有四种途径：（1）程序测量（procedural measures），例如韦伯提出的官僚体系现代性的标准；（2）能力测量，包括资源和专业程度；（3）产出测量（output measures）；（4）对官僚体系自主性的测量。笔者不采取“产出测量”的方式，而是建议将“能力”和“自主性”作为测量行政部门质量的两个维度，并进而提出了一个双维的（two‐dimensional）测量框架。这一测量框架解释了我们为何建议低收入国家降低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而建议高收入国家提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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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好的测量治理而言，本篇评论仅仅是个开始。在现阶段，这一尝试（即“测量治理”）只不过是彰显了就这一问题的当前讨论所包含的复杂状况和含糊不清。尽管如此，在我们对善治进行测量之前，最好先明确地下个概念。

在现今政治学领域中，对于国家——即实际运转的行政部门及其官僚机构——的关注相对较小。自30多年前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开始，比较政治学的绝对重心都放在了民主、民主转型、人权、过渡时期的公正（tran‐sitionaljustice）以及类似的问题上。对非民主国家的研究也主要围绕威权统治的持久性而展开，这就意味着研究者的关注点仍旧是长远的民主问题或民主转型问题。换句话说，每个人都热衷于研究那些限制或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责任制还是法治），但是很少有人关注集中权力和使用权力的机构，即国家。

相对强调制约权力的制度而非实施权力的制度，这种倾向在近年来的治理测量研究中十分明显。现在已经出现了众多对民主质量的测量，比如民主之家和政体测量（Polity Measures）。同时，我们也有对民主质量的更新的、更为成熟的测量，比如由迈克尔·科皮奇（Michael Coppedge）和约翰·杰瑞（John Gerring）等人领导的“民主类型”项目。我们很少有对韦伯意义上的官僚体系的测量，比如官僚体系内部的招录和提拔工作是否基于“能力”标准、是否“职能分明”以及是否基于技术水准（tech‐nicalqualification）等等。唯一的例外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和詹姆斯·劳赫（James Rauch）2000年的一项研究，但是他们的样本仅限于30多个国家，并且没有任何时间序列数据。“民主类型”项目中有关官僚体系质量的数据源于专家调查。其他的政府质量测量包括贝塔斯曼转型指标（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它“聚焦于决策者如何有效推动和掌控发展和转型过程”——以及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olitical Risk Service’s Group）的世界各国风险指南。世界银行研究所的“世界治理指标”由六项指标构成，其中的四项试图对政府能力进行测量（政府效能、管制质量、政治稳定性和无暴力，以及控制腐败），但是这些是其他已存在测评指标的集合，并且（我们）尚不明确如何将它们纳入到韦伯对官僚体系的分类之中。例如，在“没有暴力”这一指标上得分较高难道就意味着警察的工作卓有成效吗？比如，笔者怀疑朝鲜的警察工作并非很有效，尽管朝鲜并没有什么街头犯罪或军事政变企图等现象（这些问题在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中同样存在）。最后，哥德堡治理质量研究所的罗斯坦（Bo Rothstein）测量了世界上136个国家的治理质量，还对欧盟的172个地区的治理质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测量。同样，这也以围绕国家公正性程度问题的专家意见为基础，在罗斯坦看来，“国家的公正性”就代表了国家的综合质量。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尤其拥有一种偏见，即他们反对考虑国家能力问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以曼柯·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假定为出发点，即国家是具有掠夺性的，因而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创立制度（比如法治和责任制）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这些学者假定，所有享有权力的国家都是掠夺性的，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国家能力首先源自何方或者国家能力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或减损。坦率地讲，很难发展出一种国家能力的理性选择理论，因为任何组织的能力都受到规范、组织文化、领导力和其他因素的深刻影响，而这些因素无法轻易地被整合到一个基于经济动机的模型之中。

此外，还有大量有关公共部门改革的文献，它们源于制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以及实务界——后者主要由那些寻求改善治理状况的发展机构（development agencies）所构成。经济学家则青睐试图在委托—代理框架内将治理概念化，试图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控制腐败和低效行政。这一框架内的很多新方法试图将类似市场的激励机制带到公共部门中来，主要通过创立退出选择、竞争和控制工资规模、缩减责任链条（accountability routes）以及更好的监督和惩戒工具来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许多方法不过是上述方式的自然衍生而已，尽管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已经遭到质疑。

现有的对国家质量或能力的测量存在许多局限性。专家调查有着内在的弱点，特别是当研究者试图创立时间序列数据的时候。由于对善治的概念尚没有定论，当面对相同的调查问题时，不同的专家或许回答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例如，庇护主义和直接的腐败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在庇护情况下，庇护者和被庇护者之间存在互惠的关系，而在腐败的情况下，腐败官员一方没有任何义务要作出回报。腐败带来的经济影响变化万千，这要取决于腐败的“税入”（corruption tax）是10%还是50%，以及客户从腐败中得到的服务质量和性质。例如，在中国，腐败看起来非常普遍，但是腐败的“税率”却很低，并且服务供给率据说要比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地区要高得多。据笔者所知，现有的所有腐败调查都没能对这种状况进行区分。

罗斯坦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以说明“公正”应当是政府质量测量的核心要素。然而，仍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即政府高度公正，却仍然缺乏有效提供服务的能力或者自主性。罗斯坦认为，“公正”就意味着（政府）有足够的能力。事实或许如此，但是这需要实证检验而非简单声明即可。

此外，还有许多对“法治”的测量也是与政府质量相关的，例如美国律师协会的“法治倡议”项目（ABARule of Law Initiative）和世界正义项目推出的法治指标（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s Rule of Law Index）。一些中国学者尝试通过统计起诉政府机关的案件数量以及该类案件中原告的胜诉率来衡量基于规则之上的决策的扩散程度。

不同的学者对“法治”有着不同的界定：它可以意味着法律和秩序，也可以指产权和确保契约的执行，以及对众多西方的人权规范的遵守和对行政权力的宪法约束（Kleinfeld，2006）。一些学者已将法制（rule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区分开来，法制是行政部门将法律和官僚制作为权力工具，而法治指的是行政人员自身受到适用于任何人的同样法律的约束。在许多方面，法制与政府质量相互重叠，因为我们希望政府通过一般的、透明的、公正的和可预见的规则运转。另一方面，狭义地看，法治意味着对行政部门的宪政约束，这是与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法治国时期的普鲁士／德国（Prussian／German Rechtsstaat）、明治时期的日本和当今的中国都是威权国家，它们都可以说是拥有法制却无法治的典型。这就意味着，“法治”的某些层面对于测量国家质量而言将会很有用。另一方面，许多法治测评测量的是可测评的内容，而不是根本性的法律质量，因此我们在选择它们时要谨慎。


定义


首先，笔者将治理界定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而不论这个政府民主与否”。笔者对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谓的“基础性权力”而不是“专制性”权力更感兴趣。笔者之所以将民主责任性（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排除在治理的定义之外，是因为我们随后想要能够将治理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予以理论化。在发展领域，当下的一个正统观点就是，民主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将表明，这种观点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并非得到实证检验的事实。如果我们认为A包含B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从实证上验证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初步的界定中，治理质量不同于治理想要实现的目标。也就是说，治理是代理人在实施委托人愿望时的表现，它并不涉及委托人设立了怎样的目标。政府是能将其职能发挥得更好或者更差的组织；因此治理是与执行有关的，或者说它涉及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范围内的事，而不是政治或者公共政策。因此，一个威权政府可以治理得很好，正如一个民主政体有可能运转不善一样（正如我们如下所看到的，这种区分并非总是那么清晰。委托人有能够为他们的代理人设定具有自挫性的任务）。

正如罗斯坦（2011）所言，将“执行意义上的治理”（governance as implementation）从政府想要提供的规范目标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究竟是否应当拥有无情、高效和集中的执行者而不是接受贿赂的执行者，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答案。另一方面，一旦一个人开始将实质目标作为好政府的标准，那就很难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停止。正如罗斯坦指出的那样，现有世界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包含了许多规范性的政策偏好（例如，较少而不是更多的管制），这令最后的结果“着色不少”。我们会因为美国做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事情——比如入侵伊拉克——而认为美国军队效率低下吗？

罗斯坦认为可以通过“公正性标准”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既规范，又体现了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好政府”的内容。然而出于下文即将论述的原因，笔者认为公正性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衡量指标。现在，我想把规范性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尤其是我很希望将来设计的测量指标能够同时适用于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关注像集中营这样的极端案例不应该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如下事实分散开来，即事实上所有的政府都面临着提供教育、医疗或者公共安全这样的问题，这样，我们对“治理质量”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视角便足够了。

如果我们接受对于治理的上述界定，那么，宽泛地讲，至少有四种方式来测量治理质量：程序测量、能力测量、产出测量和对官僚体系自主性测量。


程序测量


根据程序界定治理的最经典的例子便是马克斯·韦伯（Weber，1978：220－221）在《经济与社会》中对现代官僚制特征的归纳。我们仍旧将“韦伯式官僚制”（Weberian bureaucracy）视为一种理想类型，这也是那些高度腐败的、新家长主义的国家最终要努力的方向。在此重新审视韦伯为“官僚制”（所设定）的条件或许很有用：

（1）官员个人是自由的，他们只在限定的范围内服从于权力。

（2）他们被组织到一个界定清晰的职位等级之中。

（3）每个职位都有界定的能力范围。

（4）所有的职位都通过契约关系确定就任者。

（5）候选人的才能（technical qualifications）是选拔的基础。

（6）官员获得固定工资作为酬劳。

（7）任职者应当为专职。

（8）职位应成为任职者的事业。

（9）所有权和管理权之间要进行分离。

（10）官员要接受严格的纪律和控制。

条件1—5和9可能是人们谈及“现代官僚制”时触及的核心：它们清晰地将这样一个组织与欧洲旧制度之下的贪污受贿或世袭制组织区分开来，也与现今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家长主义组织区分开来。然而，条件6、7、8和10更是充满了问题。“固定工资”（条件6）和新公共管理下提供给官员的各种激励并不相容。条件7和8对于当代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中层官员并不适用。有人可能会说美国并没达到韦伯的理想官僚制类型，但是，如果不是来自私营部门或者学术团体的有天赋的个人能够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段时间的话，美国的官僚体系的质量似乎不可能得到提升。条件10和保护公务员的原则不相容，后者在进步时代被视为是取代庇护制的现代官僚体制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条件10暗示着官员只是呆板的代理人，其唯一目标就是按照委托人的吩咐做事。官僚自主性的理念——官员本身能够独立于委托人的意愿以外自我设定目标和任务——在韦伯的定义中是不可能的。

然而，一些程序测量仍将构成任何治理质量测量的核心。人们想知道招录和提拔官员是基于能力原则还是政治庇护的原则，他们需要得到何种程度的能力，以及与官僚体系程序的契合程度。


能力测量


所有对官僚制的程序界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尽管对程序进行了界定，但是，程序或许与所期待的政府的正面结果并不相关。我们假定，韦伯的官僚制比高度专断的世袭制能提供更好的服务，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世袭制由于缺乏规则的束缚，反倒能更快速更好地作出回应。韦伯的定义中并不包含执行的权力（enforcement power）；有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非个人化的、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官僚体系却什么事也干不成。在“能力”基础上选拔官员并不意味着对“能力是什么”进行了界定，它也没有解释官员的技能是否会因条件或技术的改变而得到更新。

最普遍使用的测量“能力”的指标是资源提取能力，后者通过征税情况进行衡量。征税从两个方面测量了“能力”：第一，为了征税，就要创造征税的能力；第二，成功的征税能为政府提供资源并使得后者能在其他领域活动。征税比率（tax extraction rates）可以通过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也可以通过税收的性质来衡量，即，是直接对收入或财富进行征税，还是征收间接税（因为收入税和财富税要比间接税难征得多）。

尽管征税可以成为“能力”测量的合理起点，但它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局限：

（1）课税潜力和实际课税率之间存在区别。实际税率不是由课税潜力决定的，而是由有关最优税率和税收类型的政策选择决定的。历史证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征收很高的税，因为当时面临着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和平时期的（课税）水平反映了有关政府最优规模的规范性偏好，然而，在具有同等征税潜力的国家之间，这种规范性偏好可能会不同。

（2）既定的征税水平并不必然转化为对于税收收入的有效使用。低效的行政、零效转移支付或者彻底腐败可能会浪费税收收入。官僚体系的绩效不仅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且还受组织文化之类因素的影响。朱蒂斯·腾德勒（Judith Tendler，1997）曾论述了这样一个例子：巴西东北部地区贫穷且缺乏资源的政府却取得了很好的治理绩效。

（3）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政府的收入来源于资源租金或者国际转移支付，而不是国内税收。在许多国家，这些租金和国家转移支付构成了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有人或许会说，如果税收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一项指标，那么，资源租金应该被排除在外。

课税率并不是测量国家能力的唯一可能的指标。国家执行着多种职能，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用来作为测量国家能力的指标。税收是测量国家能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因为它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履行的一项职能，并且它总是能够提供大量的数据。蒙莉沙·李（Melissa Lee）和张楠（Nan Zhang）指出，可以将获取准确的人口普查结果的能力作为衡量“能力”的指标，因为人口登记是一项非常基本的政府职能。

除了税收，另一个关键的能力测评指标是政府官员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化程度。相比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债务危机的酝酿时期，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经营得非常之好，部分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人员的高度专业化。在进步时代，美国国家构建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让接受大学训练的农学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取代不称职的政治庇护下的委任者。

关注政府的职业化程度部分解决了如何衡量腐败水平的问题，后者并不取决于专家调查或主观调查。所有的职业化教育（可能商学院例外）都潜含着一个强大的规范因素，即为特定的领域服务以及为更为广泛的公共目标服务是至高无上的。例如，一位医生被假定，主要根据病人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然，所有的专家也都是自利的个人，他有可能以腐败的方式行事。但是在现代组织中，我们赋予教育程度高的专家以更高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我们假定或者希望他们受到内部规则的引导，即便他们的行为不能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

由于政府能力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政府层级和不同的地区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人们便希望测量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的能力。例如在巴西，人们广泛认同巴西国家内部存在“卓越之岛”，但是它们可能在集合测量（aggregate measures）中被忽略。因此，凯瑟琳·伯奇（Katherine Ber‐sch）、塞尔吉奥·普拉查（Sergio Praca）和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一篇文章对300多个巴西联邦机构的能力进行了测量。显然，这种数据在许多国家并不存在，即使在巴西，上述几位作者也无法得到中央、地方和市级层面的、有关“能力”的相似的统计数据，而众多治理行为正是发生在这几个层面。评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产生这类分散的数据就非常重要，因为显然治理质量会随着政府不同层级和职能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一边是无法获得理想的、完全分解的能力数据，一边是有限的集合测量。作为对这种两难状况的一种妥协，或许可以确定一系列能够获得数据的政府职能领域。这可以是一系列（理论上）由所有政府履行的职能（例如，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基本的法律和秩序，初级和中级教育，人口登记），或者它可以包含一些数据，以说明履行这些职能的成本有多高（例如，如果政府能够管制药品，就给予它额外的分数）。


产出测量


良好的程序和强大的能力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想要政府做事，比如提供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和国防。这就意味着对于政府质量的另一种测量，即对最终产出的测量。人们可通过识字率和初级中级教育等指标上的分值，或是通过各种卫生方面的测量指标，来洞察政府在这些领域内的表现。

产出测量听起来很美，但是在笔者看来，它在应用中存在着若干重大且具决定性的缺陷。首先最重要的是，像健康或者教育并非仅仅是公共行为的结果。公共部门会与其周围的环境和社会互动。例如，20世纪60年代关于美国教育的科尔曼（Coleman，1966）报告表明，相比公共部门的教育投入，教育质量更加取决于学生的朋友和家庭这样的因素。米格达尔（Joel Migdal，1988）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型”指出了政府渗透或管制一个社会的能力取决于两个要素之间的比率，即政府能力与社会潜在的自组织能力。两个政府可能拥有相同的管制能力但是却产生了不同的管制结果，因为其中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具备自组织能力，因而能够抵制政府的渗透。

第二个问题是产出测量本身在方法论上存在纰漏。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的那些服务很难得到测量。例如，标准化测试是评价教育结果的一个常用的方式，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其低效的测评效果而受到批评，并且产生了“应试教育”的激励机制。如果判决时间、结案率等指标一样，法治测量（measures of rule of law）无法说明特定司法体系所实现的公正程度。

最后，结果测量无法轻易地与程序测量和规范测量相分离。一个警察国家或许通过大规模逮捕和使用酷刑而控制了街头犯罪，然而大多数信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或许为了获得个人权利的程序保护而宁愿接受高犯罪率。即使人们对于警察使用酷刑是否合理在道义上保持中立，在评价政府时，他还是想知道，酷刑是否被当作“正常”手段而被普遍使用。

我个人的感受是，由于产出测量容易受到外生因素的影响，因而，我们首先就不应当将其作为国家质量的测量指标。人们可能会使用许多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控制这些外生因素，但是这又会带来另一层面的复杂性和问题。实际上，最好是将“产出”视为由“政府质量”来解释的因变量，而不是将其视为测量“能力”的指标。如果“产出”不是政府质量的一个有效测量指标的话，那意味着我们也不可能对政府效率进行有意义的测量（“政府效率”作为国家质量的测量指标），因为“政府效率”代表了政府投入和产出的比率。


官僚体系自主性测量


政府质量的最后一种测量方式是衡量政府不同组成部分所拥有的自主性程度。塞缪尔·亨廷顿（2006）将自主性视为制度化的四个标准之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拥有高度自主的官僚体系。在亨廷顿的用语中，与“自主性”相对的是“服从”。

可以这么讲，自主性指的是政治委托人对官僚发号施令的方式，其中官僚作为代理人而存在。没有一个官僚体系拥有权力，能够自行界定其所要服从的“命令”，无论它所在的政权是民主或专制。但是有很多发号施令的方式。从理论上讲，委托人应该给代理人设立一项宽泛的命令，例如，购买先进战斗机。但是，委托人也能就如何执行这项宽泛的命令发布许多其他的命令，例如通过合同商的方式购买战斗机，这能提高X选举区和Y选举区的就业，或者通过少数族群或妇女所有的企业（进行购买），或者获得另一竞争部门所期望的、Z程度的绩效（Z degree of performance desired by a rival service）。在某些情况下，委托人能够发布官僚体系人员招录和提拔的指令，要求后者雇佣特定人员，或是为后者的人事管理制定详细的规则。

政治委托人经常发布重复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命令。实际上，在许多政治体系中可能存在多个委托人，它们都有权发布命令，尽管这些命令有可能会相互冲突。例如，国有设施常常被要求同时要收回成本，为穷人提供一般性的服务，以及为企业客户提供有效竞价（efficient pri‐cing），其中的每一项命令都是由政治体系的不同部分发出的。这些不同的命令很显然不可能同时完成，而且有可能致使官僚体系不能有效发挥其职能。如果不是国会要求其为众多小规模的农村社区提供服务的话，国营铁路客运公司（Amtrak）可能会成为一个赢利的有效率的铁路公司。在中国，经常会有一些重复设置的管理部门，一些服从部委的领导，另一些则向市政府或省政府汇报工作。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它们如何解决彼此间的矛盾。

因此，自主性与委托人所发布的命令的数量和质量是负相关的。命令的数量越少并且越具有一般性，官僚体系所享有的自主性就越大。享有完全自主性的官僚体系根本不接受命令，它会自行设立独立于政治委托人的目标。相反，没有自主性或者处于隶属地位的官僚体系则要接受委托人事无巨细的管理，后者设置了代理人必须遵守的、纷繁复杂的规则。

官僚体系的适度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官员要孤立于社会之外，或者作出违背公民要求的决策。实际上，如果一般的命令是提供高质量的卫生和教育服务的话，官僚体系就需要从公民那里获得相当程度的反馈和批评意见。也不能排除在提供服务方面它需要与私营部门或者公民社会组织进行广泛的合作。实际上，享有适度自主性的官僚体系应当能够决定何时何地要进行这样的合作。

看起来自主性和政府质量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倒U形（见图1）。坐标的一极代表着完全的从属地位，即官僚体系没有自由裁量权或独立判断的空间，完全受制于政治委托人所设定的详尽规则。X轴的另一极则代表着完全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治理结果也有可能很糟糕，因为官僚体系已经摆脱了所有的政治控制，它不仅设定了自身的内部程序，还自行设定目标。这基本上就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1995）提出的“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概念：官员们需要免于社会行为体的特定影响，但是，在大的目标方面，他们要服从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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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官僚体系自主性与政府质量

有很多官僚体系过分服从导致绩效低下的例子。最糟糕的情形之一就是，官僚体系失去了对内部人员招录和提拔的控制权，人事安排完全是政治任命式的。这正是庇护主义政治体系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即便在不存在庇护主义的情况下，官员们也有可能反应极度缓慢和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受到了太多的规则约束。然而，图1的曲线在X轴的左侧向下倾斜，代表完全的自主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意志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分别遭遇了这样的问题。两国当时都拥有高质量的、自主的官僚体系（尤其是军事部门），后者进而从政治当局手中取得了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

然而，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过度微观管理的危险性大于过多自主性，因而，图1曲线的拐点转移到了右边。高度的自主性有助于官僚体系的创新、试验和冒险精神。丹尼尔·卡彭特（Daniel Carpenter，2001）的《塑造政府自治》（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将进步时代的美国邮政局和美国森林管理局描绘为高质量官僚体系的代表，因为它们自行设置日程，并不严格遵守国会给出的指示。在美国军队综合武装行动的战斗手册FM100－5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反思越南战争综合武装行动的教条时，指南撰稿人将重点从集中命令控制转向更灵活的任务指令，在其指导下，指挥官只是设立广泛的目标，而将执行（权）转交给最低的等级去行使。换言之，后者是代理人，他们被允许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包括容忍他们在创新或者试验过程中的失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的私营部门组织经历了不断的进化，即从僵化的、强调严格的韦伯式标准的泰罗制演化为更为灵活而扁平的组织，后者将更多的权力赋予给下级组织。

如果适度的官僚自主性是高质量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话，那么，韦伯的模型和委托代理模型都无法完全帮助我们理解官僚体系应当如何运行。如前所述，韦伯的模型假定，官僚们实质上是受制于规则的执行者，他们仅仅执行政治当局的决策而已。他们或许有技术能力，但是他们没有自行设定日程的权力。委托代理模型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也假定代理人仅仅是委托人的工具，然而，在一个良好的官僚体系下，权力常常是反向流动的，即从代理人流向委托人［这是公共行政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

我们如何来测量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在我看来，这是进行有效的政府质量测量的最核心、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最普遍的方式是通过专家调查——在此方式下，专家被要求对特定官僚体系的自主性进行评估。在这种情况下，专家调查尤其是问题多多，因为“自主性”这个概念本身并没有得到清晰地界定，因而，专家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要求去测量什么东西。专家们难道有充分的标准来评判哪些命令合适以及哪些命令不合适吗？他们会把多重的或相互冲突的命令看作是（官僚体系）从属地位的迹象吗？

因此，对自主性进行客观测量会更好些。由于“自主性”的反面是“从属性”，因此，或许可以将庇护主义的程度或对官僚体系运行的政治干预作为衡量指标。例如，人们可以观察一个官僚体系中，专门职位相对于政治职位的数量。但是，这仅仅是测量了与人事有关的一种从属类型而已。政治委托人可能会通过发布多元的、冲突性的、与人事问题无关的命令来削弱官僚体系，或者为官僚体系设置过于纷繁复杂的行为规则。


能力和自主性


似乎是，政府质量是能力和自主性之间互动的结果。亦即，自主性的多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要取决于官僚体系拥有多大的潜在能力。如果一个机构里充斥着不称职的、自行其是的政治任命者，人们可能就会想要限制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并且使其受制于明确的规则。如图1所示，最优的自主性程度转移到了右边的情况只适用于高能力的国家。在那些能力低下的国家，相反的情况则会上演：人们想要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规则来限制政府官员的行为，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会作出正确的判断或者不从事腐败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罗伯特·克利特嘉德（Robert Klitgaard，1988）提出了腐败＝自由裁量权－责任的公式。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发展援助机构一直在建议贫困国家限制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如果同样的政府机构里全是持有名校研究生学历的专业人才，人们不仅可以放心地赋予他们相当程度的自主性，而且还希望能够降低规则的约束，以鼓励后者的创新行为。

图2表明，对于四个假定的、拥有不同能力水平的国家而言，最优的自主性曲线也各不相同。对于其中每一个国家来说，曲线都向下靠近坐标轴的一端，这是因为每一个官僚体系拥有的自主性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但是，对于能力低下的国家而言，拐点会转向左边，而高能力的国家的拐点则会转向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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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能力水平国家的最优自主性

人们能够通过明确的正式规则和激励机制或是非正式的规范和习惯来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其中，后者实质上带来了更低的交易成本。许多专业人才基本上都是自制的（self－regulated），这是基于如下事实：（1）外行很难评价这些专业领域的工作质量；（2）如前所述，他们的教育包含了特定专业规范的社会化过程，这些规范能够预先组织特定类型的自利行为。因此，官僚体系的能力越强，人们希望赋予他们的自主性也就越多。因此，在判断政府质量的时候，我们既想要了解政府能力，也想要了解官僚体系的自主性程度。

换句话说，我们从实证上将官僚机构置于图3的矩阵之中。那条向左下方倾斜的直线代表了图2中沿着拐点画出的那条线，它意味着在特定能力水平下的最优自主性程度。处于这条线左边的官僚体系很可能要饱受过多规则的约束之苦；而位于这条线右边的官僚体系则享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过去的10年间，国际援助机构一直建议发展中国家要减少官僚体系运行中的自由裁量权。从图3可见，这并非总是一个好的建议。在高能力国家，人们想要赋予官僚体系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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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治和能力

图3表明，公共部门改革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人们总是希望官僚体系能够位于Y轴上更高的位置，以获得更高水平的能力——尤其是当涉及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的时候。然而，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而且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如果一国不能在短期内实现能力的重大提升，人们就会将官僚体系的自主性程度向倾斜线转移。这就意味着，向左移动就会使国家进入低能力国家，向右移动则会进入高能力国家。图4包含了一些国家在矩阵中假定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对于特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集合化。图4表明，尼日利亚和中国需要向矩阵的左边移动，而美国则需要向右移动。然而，中国需要到达的位置应当能够赋予官僚体系更多的自主性，因为它拥有比尼日利亚更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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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改革路径

试图在这个矩阵中为印度找一个位置的努力彰显了上述分析的复杂性。印度一方面有着高度的腐败和庇护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时面临着纷繁复杂的规则和官僚部门的繁文缛节。显然，印度比其他国家更需要更为强大的国家能力。但是，印度需要更多还是更少的自主性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是“两者都需要”，这要取决于特定的情境。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丑闻，负责无线频谱拍卖（spectrum auctions）的官僚机构应当被置于更为严格的规则之下。另一方面，海得拉巴（Hyderabad）市自来水运营部门如果要更好地发挥其职能的话，就需要将其从所面临的多重且相互冲突的政治命令中解脱出来。这表明，为治理质量设计单一的集合指标可能是不充分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结论


显然，如果要测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治理质量，现有的定量测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进行更好的测量，我们必须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要对政府质量进行程序测量，我们要保留韦伯的“官僚制条件”清单上面的哪几个？

·我们能搜集到多少个国家的能力的非集合数据？

·如果我们不能收集全面的能力测量数据，哪个指标能够最好地代表综合能力（aggregate capacity）？除了征税水平以外，我们是否可以将官僚体系专业化程度作为一个测量指标？

·关于征税这样的普遍使用的测量指标，我们如何能够辨别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之间的差别？

·我们将如何准确界定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指标来衡量它？

·相比对过程的定性描述，或者对特定治理领域的案例研究，定量测量到底有多重要？

这篇评论并没有假装回答了这些问题，只是为讨论奠定了一个基础。我们无法测量那些我们不能界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概念开始。笔者提出了治理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分别是“能力”和“自主性”，并且指出了它们的一些构成内容。尤其是，“能力”是由资源和官僚体系中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构成的。笔者进一步提出治理质量最终取决于能力与自主性之间的互动结果，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单独实现对政府质量的测量。最后，笔者提出，我们需要根据功能、区域和政府层级对国家进行分解，进而需要对国家的这些不同部分的能力和自主性进行测量。显然，大多数国家或许是所有国家都没有这样规模的数据。那么，这样的数据究竟能产生多少呢？或许我们应当从像美国这样庞大、相对来说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开始尝试，看看我们到底能够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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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ommentary points to the poor state of empirical measures of the quality of states，that is，executive branches and their bureaucracies.Much of the problem is con‐ceptual，as there is very little agreement on what constitutes high‐quality government. The commentary suggests four approaches：（1）procedural measures，such as the Weberian criteria of bureaucratic modernity；（2）capacity measures，which include both resources and degree of professionalization；（3）output measures；and（4）measures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It rejects output measures and suggests a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using capacity and autonomy as a measure of executive branch quality. This framework explains the conundrum of why low‐income countries are advised to re‐duce bureaucratic autonomy while high‐income ones seek to increa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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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探讨：城市社区治理


 价值意义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

——关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探索

丁元竹
(1)




摘要
 ：本文对于社区这个在日常生活和学术探索中使用十分频繁的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认为在当前的社区研究、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中，人们往往忽视了社区的社会本质。社区的社会本质源于社区概念的创始人滕尼斯，即一种理想和价值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后来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破坏了这种生活共同体。作者从历史、理论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价值意义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的概念，并提出了走向价值意义社区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
 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　价值意义上的社区　工具意义上的社区


引论


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探索中，社区都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却又十分模糊的概念。在当前的社区研究、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中，人们往往忽视了社区的社会本质。探索迈向人民的社区研究、迈向人民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是当前社区研究、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中心点。社区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真正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绝不会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人类的社会本性，从“看不见人”的社区走向“看得见人”的社区。

进一步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价值意义上的社区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是基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衍生出来的、理想意义上的社区，包含了舒适感、识别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精神和生活的意义。工具意义上的社区是指政府、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依照自己的理解在一定历史阶段建设和治理社区，设计社区功能。如果社区建设的主体能够把握社区的社会本质属性来开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那就会贴近人类的本性和人民的生活，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激发人们参与社区生活和社区治理的热情。“试图在城市街区中追寻成功的标准，如高标准的物质设施，或所谓的能力很强的‘无问题’的街区人口，或记忆怀旧的城镇方式的生活等，都是白费工夫。这种做法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即，城市的街区是干什么用的？”〔1〕
 不论滕尼斯当初如何去回忆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共同体，从人类本性上说，社区就是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共同生活与共同工作。

再进一步说，人们怎样理解社区，就会怎样去建设社区、治理社区。关键问题是，社区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它是基于历史和人类自身的特点形成的理想追求。只有把握了社区的本质和社会的内在规律，才能把握社区的真正内涵，建设真正符合人类需要的社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才能成为人类乐于栖息、获得享受的生活共同体。


一、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美国的启示



（一）满足个人与他人需求的一种组织形式


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他（或她）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种社会关系总和中，个人和他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在这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利与责任，即个人的权利与个人对群体的社会责任，这些通过一系列的社会规范得以规定，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互动得以实现。社区成为生活共同体，首先要有共同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不是外部强加的，也不是少数人制定赋予大多数人的，而是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制定的、真正意义上的乡规民约。美国素有遵循乡规民约的历史传统，从最早的移民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在使个人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必须满足群体的需要，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在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中实现个人安全、自我放松、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共同认知。乡规民约是社区自治的基础。“当清教徒们在1620年抵达普斯茅斯时，‘五月花’号上的乘客们已经在一份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协议规定，他们在新大陆将遵守社区的法律和教会的训令。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团体，尽管其中也有并不信奉清教主义的人，但他们仍然认为遵守这样一个能够确保大家安全的协议是最好的选择。清教徒们认为，城镇和集市是一致的。教徒们如果想要保持他们的信仰，就必须在相互监督下生活。”〔2〕
 这些规定、社区法律、教会训令、信仰以及相互监督机制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最基本规范，也是社区治理的基础。19世纪初期，托克维尔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在美国的乡镇，人们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碎权力，以便使多数人参与公共事务。结果，选民的任务是经常开会审议乡镇的管理措施，而形形色色的官职独立于选民之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代表权力很大的乡镇自治体”〔3〕
 。至今，在对美国乃至加拿大居民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乡规民约的作用。社区机制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需要平等的社会关系、个人坚守对集体的责任、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机构。每个人坚守社会规范，把日常的小事做好，才会逐渐把社会和国家的大事做好，当个人都能承担社会责任时，公民意识才能慢慢融入到整个社会。在任何社会，平等都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中不易建立起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换句话说，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不是靠政府的号召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美国社会的形成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历数数百年，通过组织机构、制度规范、行为要求、心理约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积淀，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共同工作和共同生活是社区的特征。美国第42届总统克林顿在谈到社区时说：“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工作以建立共同基础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4〕
 1996年在竞选第二届任期时，克林顿曾经把建立强大社区作为他国家战略的选择之一，也把社区建设视为美国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西方文献中，总有人把社区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出现所谓工作社区（working community）。把社区仅仅局限于生活区域是不够的。

美国的价值观中存在着追求社区生活的内涵。“根据198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乡村地区的人口增长首次超过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在传统主义者看来，这一趋势或多或少与美国人的性格特点有关，尤其是对社会归属感和稳定生活的向往……一些人在寻找美国人一直在寻找的乌托邦式的社区……”〔5〕
 这个乌托邦式的社区就是滕尼斯所谓的生活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并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人类在与他人的相处和交往过程中得到满足，产生安全感，社区成员在其中亲密无间、无拘无束地交流。精神上的放松，以及内心的愉悦，是任何行政和市场力量所不能提供的。

（二）关心他人生活的共同体精神


社区精神是生活共同体不可缺少的要素。建国伊始，宗教渗透到了美国的基层社会。乘坐“五月花”号的人们在以教区为单位的社区生活。进入20世纪的美国社区依然不能与宗教的发展完全分离。大转型时期（1900年至1950年），“人们有一种基本感觉：国家及其公民必须关照所有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少数特权者的利益，正是这样的感觉，鼓舞了平时很少关注立法的不同人群。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追寻‘赫尔之家’的简·亚当斯和‘亨利街社区中心’的莉莲·D.沃尔德的足迹，使社会服务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牧师们把越来越多的制度化社会服务工作带入他们的教区”。〔6〕
 鄙视特权、崇尚平等是社区精神的核心。这也为我们理解社工精神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社会工作精神浸透了关爱、合作、奉献和职业化，以区别于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即由政府提供或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活动。把社会服务与公共服务区别开来，也就是区别政府与社区的各自职能，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美国国家统计局一直进行的常规性社区调查（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ACS）旨在获取有关社区年度数据，以便为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大约4000亿美元的社区投资提供必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家庭和社会关系、收入和福利、医疗保险、教育、退伍军人、残疾人、在哪工作及如何上班、在哪居住和基本生活支出等。所有这些信息与统计数据结合起来帮助政府决策，从学校午餐到医院建设，等等。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和行动介入社区从来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

大转型时期，美国人还形成了一种观念，“界定清晰的经济等级和社会等级的存在，应当被视为对美国民主理想的违背，而予以抵制。当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为了看上去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而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更好的发展”。〔7〕
 在公共生活中，社会等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的东西，它破坏了人们一道工作的气氛，人为地造成隔离、歧视和敌对。在社会等级下，以志愿精神为基础的公共参与是难以形成的。平等是社会参与的基础，人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平等，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放弃特权、差异、歧视而一道工作确实可能，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公共生活中和平等的气氛之中的。在公共价值和公民意识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奢谈公众参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现代化对生活共同体的冲击


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对社区的解体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而这一点往往为大多数关注社区的人们所忽视。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成果，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在那些为自己的现代头脑而自豪的年轻男女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教会的工作、或社会服务工作、或者当得起‘促进社会进步’这个词的其他东西，统统都看作是‘有害的’，是毫无根据地侵扰别人的隐私；此外，一个人有享乐的权利，再者说，礼拜日早上驱车兜风总比上教堂要有趣得多”。〔8〕
 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分展示。利己主义替代了利他主义，物质生活挤占了精神生活，经济的满足替代了社会的需求，这是人类历史上长达数百年的精神迷失，是人类对于生活的意义和自我本质的迷失。


二、作为共同体的社区的逻辑演变：
 从共同体到社区



（一）“共同体”与“社会”


由德文的Gemeinschaft，到英文的Community，再到中文的“社区”，这其中不免会发生意义的流失，当然，也会有意义的增加和发展。各类文献使用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概念数不胜数，几乎每一篇专门研究社区的硕士、博士论文都会提及滕尼斯或从滕尼斯说起，但是极少有人去阐述滕尼斯提出这两个概念的历史背景，而这个背景对于当前人们理解社会不可或缺，对于理解他提出的共同体十分重要。“裴迪南·滕尼斯是在风景如画、一望无际、仅仅受到地平线的限制的艾德施泰德的一个湿地的农家大院的菩提树下成长起来的，是一个农村地区快乐的孩子，备受宽宏大量的父母的呵护。”〔9〕
 人与人之间健康亲密的交往是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单一的个人是没有这种成长机会的，有利的空间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市场所缺乏的，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一个人在孩童时代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成为他（或她）日后理解生活的、潜在的理想类型和评价问题的标准，甚至是评判问题的出发点。在艾德施泰德，“财富，加上牧场经济的劳动强度明显微小，使得尤其是艾德施泰德的殷实的农民，有可能过着一种绅士式的生活：参加社交、参加政治，偶尔还有文人雅士的爱好，享受着绰绰有余的悠闲时光”〔10〕
 。“裴迪南·滕尼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初9年，与他的家庭和村庄共同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由于乡村生活还处在传统的约束中和安全里，他在这里感受了亲情的温暖，深受启迪。这些启迪远远地影响到他的基本理论的构思。”〔11〕
 事实上，这种启迪积淀成为他后来对生活共同体的理想类型的思考。1887年，滕尼斯在他32岁生日的时候出版了《共同体与社会》，“这部书的基本理念几乎说是朴实无华的，而且几乎是采取童话方式开头：从前有一个时代，人们互相生活在‘共同体’里。这些共同体是建立在这类共同体里面的这些个人相互熟悉亲密基础之上的。在这类共同体里，这些人共同生活的基础是感情、习惯、谅解和传统的习俗。共同生活这种形式的原型是家庭，包括所有不同亲疏程度的家庭、家族。在较近的时代，人的相互共同生活的形式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发生变化：不再是感情、习惯和熟悉程度首先决定着人们相互之间的举止行为，而是有计划的考虑、努力追求的目的，决定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举止，努力追逐的目的有可能与其他的人协调一致，并把他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某种纲领的行动者，他们自己以理性的思考赞同这种纲领。人们共同生活的这种新的基本场域，滕尼斯称之为‘社会’”。〔12〕
 从这里可以看出，滕尼斯对于童年经历过的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存有无限眷恋之情。当然，由此推断他对于由于工业革命导致的人口流动及其所带来的陌生人社会心存无奈可能还是缺乏证据。滕尼斯是传统社区生活到现代都市生活的亲历者，他亲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并以其社会学家的观察和哲学家的思考把这些写下来，留给后人思考研究和追求。滕尼斯这种生活经历和深刻思考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探索的空间，不仅去探索社区本身，也去探索社会的本质。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在历史的过程中被‘社会’所取代，人们凭感情而为的和受自然约束的共同生活，被有计划的和精打细算的共同生活所排挤。共同体的特征是通过社群意志作为和睦、伦理习俗、宗教来表现的（即本质意志），而社会的社群意志则表明是惯例公约、政治、公共舆论（即选择意志）。紧随着共同体的生机勃勃的、真正的和持久的共同生活，是人为的、暂时的、表面的纯粹机械的社会，共同体随之瓦解。在昔日共同体和友谊占主导地位的地方，现在是利己的金钱交换，契约合同的无限威力四处蔓延。”〔13〕
 还有，在英文的翻译版本中，“Gesellshaft”往往被翻译成“公民社会”，而不是汉语的社会。显然，公民社会与社会含义相差甚大。公民社会是近代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产物，有其特定含义。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滕尼斯和马克思都认识到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问题之所在，但分析问题的角度却不尽相同。马克思更多关注工业社会和城市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滕尼斯更多关注工业社会和城市化中的社会关系及在其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在几乎后来的一个多世纪中，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社会大众也都更多关注经济生活的状况及其变化，对于被异化了的社会生活几乎熟视无睹。人们看到了商品的价值，忽视了邻里关系的意义，这是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可以自给自足，社会则是一种工具。这实质上反映了滕尼斯对其所经历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反思和认识，他看到了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问题，极力追求早年给他带来快乐的农村共同体的某些特质。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已经指出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现代科学技术巨大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撕裂了传统的、理想中的社区，人们在得到感官的、物质的满足的同时，却因过于隔离而孤独、紧张、压抑等。现代人得到了大地，失去了天空。作为有灵性的人类，缺乏了精神生活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心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精神和心理问题正在成为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原因之一。


（二）罗伯特·帕克对现代城市人际关系的批判


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的思想深深打上了美国文化和历史的烙印。帕克对共同体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芝加哥大学从教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发明了一种城市生活的理论，这个理论将非人际关系替代人际的现象联系归罪于城市。”〔14〕
 帕克认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的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5〕
 “邻里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地方的改良社会，其结构是建筑在自发的邻里组织基础之上的，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表达当地人们的情感，以维护他们的利益。〔16〕
 ”帕克试图在城市中找回邻里关系和邻里生活，找回被社会分工、分散居住、人口流动、陌生面孔破坏了的邻里关系、亲情友爱。帕克奠定了现代人文主义的都市规划的基础。可悲的是，风靡一时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大跃进中，这种人文主义情怀荡然无存。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到处可见，封闭隔膜的邻里生活比比皆是。更为可悲的是，一些人至今没有找到人类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始终把居民视为被动的管理对象、服务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是一项制度建设，一项旨在让居民自主性、能动性得以发挥的制度建设。我们没有看到帕克受滕尼斯影响的证据，但是，帕克在1899年赴德国留学期间，曾偶尔读到俄国社会学家基斯佳科夫斯基（B.Kistiakowski）的《社会与个人》（Gesell‐shaft und Einzelwesn，1899），他对这本书产生了极大兴趣，这本书的许多观点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观点极其相似。“德洛尔则认为欧洲的社团主义介于美国和日本的传统价值观之间——与美国相比，欧洲人的社会观念更为强烈，他们总能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17〕
 帕克试图平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受到了欧洲传统的影响。但是，切不可轻视美国文化根基上的公共精神。


（三）从社会研究方法到基层社会建设


或者是由于帕克本人的学术兴趣，或者是由于社会学中中国学派的学术兴趣，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社区研究主要还是朝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在1932年写的《社会学家派克论中国》一文中，费孝通认为，帕克“在社会学上最大的贡献只是一个观点和一个研究方法，他要求研究社会学的人能把社会看成一个活的机体”〔18〕
 。帕克和马林诺斯基一样，也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包含了各类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帕克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期间曾经讲道，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一切中国的东西，任何一项文化特质——器具、习俗、传习，以及制度无一不相互地极正确地适合，因之，它们结合起来，足以给人一种它们适合而一致的整体印象”。〔19〕
 帕克还认为，中国的各种事物，就像各种职业由于分工而专门化，由于悠久的历史而调和、适合，使中国的社会变动，必须在整体变动下进行，单一因素的变动是困难的。〔20〕
 这些思想促使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从一个有机整体研究社会，整体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长久不衰的传统之一，也成为他们认识社会的基本理论之一。直到眼下，尽管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方法依然在大学中流行，显示出其生命力。但如何结合当前的社会变革来创新这种研究方法，值得学界进一步反思。

在美国和欧洲，社区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有了长足的发展。50年后，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这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当民政部门倡导社区服务时，还主要是从社会服务切入的，在这点上香港社会工作者功不可没。通过社区志愿者帮助孤寡老人、残疾人、失业下岗人员成为这个时期社区服务的基本内容。问题出在21世纪初期，尤其是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和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个别部门把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入社区，在政府介入社区过程中没有及时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导致目前社区领域的政社不分愈演愈烈。


三、使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目标聚焦在
 塑造生活共同体上



（一）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上的社区


如前所述，价值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指以滕尼斯的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理想中的生活共同体。它以人的本性为特质，在其中人的社会性得以体现，社会生活得到满足。社会生活发生在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与群体、与社区的交往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共活动中。它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社会交往为核心，以精神满足为目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自己的社会性，展现出人的群体特征和社群属性。对于美好事物和美好未来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质特征。自古以来就不乏各种美丽的传说，表现在诗歌、文学等艺术作品中，它们正是人类本质属性的体现。价值意义上的社区尽管历史悠久，但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在很多地方已荡然无存，重新找回社区成为人类的不懈追求。

工具意义上的社区是我在几年前已经提出的。“我们把社区理解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介入社区发展过程，通过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进行社区建设投资，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来解决社会问题，完善社区体制与机制，提高社区的群体凝聚力，等等，这是社区建设的过程，或者叫社区建设（community building）。社区建设在目标上包括四个重要方面：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社区凝聚力的建设和培养；社区组织和体制的建设与创新；社会问题的解决。这四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合，与其他比较，居民生活质量较其他更具有概括性和目标特征，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如社区经济建设、社区环境保护、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等等。”〔21〕
 作为工具意义上的社区，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建设和治理活动来修复由于工业革命、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对人类本性的损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前的问题是，人们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明了价值意义上的社区与工具意义上的社区之间的区别，尤其是把工具意义上的社区当作社区发展的目标，在社区发展中迷失了方向。社区建设工作者可以进行各种创新，但是要切记社区的最终目标。


（二）价值意义上的社区何以可能


只有按照人类的本性建设和治理社区，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可能的。在现代社会，社区一方面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社区方案。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只有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才有意义。“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就明确指出：‘虽然我们说尽家庭和邻里组织的所有不足之处，但是，它们永远是培养民众精神的首要组织’。”〔22〕
 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指出，“生活上相互依赖的单位性质和范围却受着很多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所决定。我们不能硬派一个人进入一个家庭凑足一定的数目。同样的地方团体有它的完整性。”〔23〕


当社区居民把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可能的。人们把公共利益定义为“共同福祉”（common well‐beings）或“一般福利”（general welfare）。几乎每个人都认同共同福祉和一般福利，因为它们与大部分人息息相关。但是对什么是共同福祉和一般福利，人们尚有不同的认识。〔24〕
 也有人把保护结社、社会公正和机会的社会组织诸如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叫作公共利益组织〔25〕
 ，也有人把阻止全球变暖、可再生能源开发、全球低碳经济视为对人类长期福祉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利益〔26〕
 。就社区而言，公共利益至少包括社区公园、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社区景观等。只有当社区居民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出于对社区环境的爱护而保护社区环境时，才可以认为社区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社区居民把自觉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可能的。社会秩序基于人类的本性，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一方面，人类具有个体特征，另一方面，人类有需要他人的特征，即人们的社会性。如果每一个人单独生活在一个星球上，就不需要社会秩序，而问题恰恰是芸芸众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所以个体就不能完全独立，他（或她）需要与其他人一道工作和生活，这就需要集体行动的规范，于是就有了社会秩序。〔27〕
 人们居住在一起，不仅要相互约束，也要相互之间有效互动——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一个有着高度秩序化的社会必须具有持续合作的能力。公共秩序意味着社区成员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必须有规定的边界，以使人们的行为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预期内行事，避免越轨行为和社会冲突，所以，公共秩序的基本标志就是避免在公共生活中发生敌对状态。人性中的同情、谦和、友善、正义、自觉等是维护公共生活的最基本的自然秩序。另外，意图、价值、规范、权力、权威、自发互动、关系网络以及群体等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要素。但是，仅仅靠这些来维持公共秩序是不够的，法律、法规、规范的产生不可或缺。当然，这不是说一个社会越有秩序越好，而是要有适度的秩序，否则个体就会受到限制。好的社会秩序既要满足群体的需求，又要满足个体的需要。不论是法律，还是道德，还是其他行为规范，都不过是群体对个体行为的预期，在这个预期之内，就不会发生冲突，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一个社区没有冲突固然很好，但在无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和睦、融洽、密切的邻里关系才是最为重要的。

当社区居民构建起自己的分享体系，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可能的。“‘在分享体系下，保持合作的社会关系对交换过程至关重要，而短期物质的得失微不足道。于是，通过分享机制，社区能够平等地获得资源，从而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相比之下，一些援助项目创办的营利性企业在灾难来临时却提倡减少分享，体现了其核心价值——竞争。”〔28〕
 分享需要平等理念和机制，没有平等、关怀他人甚至关怀“陌生人”的精神，社区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们之间日常交往和共同联系需要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以道德为基础，而不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互相关怀的社区关系。

当社区居民自觉维护公共安全时，价值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可能的。社会生活（sociallife）多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两个人以上的联盟，这种联盟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的，很多情况下会由暂时转变为永久的联盟。这种联盟基于理性、爱情、共同一致、常规生意关系，或一些其他类型的社会承诺，受到社会、文化等因素，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朋友、婚姻、社团、工作、邻里、教会的影响。而家庭、亲属关系、朋友、婚姻、社团、工作、邻里、教会的活动是建立在一定的法律或习俗之上的。人们在这些社会关系和共同活动中，互相改变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社会生活在学科研究领域上就分布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之中。“耳濡目染，朝夕相处，这些形式大约可算作人类关系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联系形式了。母亲和孩子，丈夫和妻子，父与子，主与仆，亲戚、邻居、牧师、医生、教师——这些构成生活中的最亲密、最真实的关系；而且在小型社区中，这些关系几乎就代表全部关系了”〔29〕
 。“在这样构成的社区中，其成员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是直接的、不假思索的。互相间的交往大多是在本能和情感的领域内进行的。社会控制大多是顺应着个人的影响和公众情感而产生进行的。它是个人生活习惯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的原则和理性规章。”〔30〕
 在此基础上，社区能够积聚足够的社会资本和治理资源。


结论与讨论


从乡村共同体到公民社会，再到城镇基础上的共同体再造，是现阶段的人性回归。这种复归也是对当代社会体制进行升级的一部分。在对当代社会体制和市场经济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反思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就是从更加具体的层面上来认识整个社会发展的道路。人类以往几百年对于自然的征服及由此获得的巨大的物质满足是以牺牲自然和社会为代价的，而在当代，面对自然界遭到巨大破坏带来的生存危机，财富巨大增长过程中由于分配体制异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于不平等和不公平带来的社会冲突，地区性战争也同样在危及人类的生存。人类曾以征服自然来实现自己的幸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西方的社会体制。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人类似乎失去了理想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这已经不仅仅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各国政治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只有从这个问题出发才会实现其真正的价值，而不会落入行政化的俗套之中。我们要跳出工具意义社区的怪圈，探索价值意义社区的建设与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并使工具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与之密切联系，围绕价值意义社区来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这是当今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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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d“community”has frequent occurrence in both daily life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revisited the word“com‐munity”，retraced its connotations and argued that people tended to neglect the societal aspect of“community”in community research，community building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According to theauthor，Ferdinand Tonnies first explored the societal aspect of“community”by defining“com‐munity”as an idea lliving community.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urbaniza‐tion later eroded this living community.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the author distinguished two kinds of community respec‐tively in value and instrumental dimensions and laid out the basic approach towards the community in value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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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主社区的兴起及其自主治理

肖林
(2)




摘要：
 业主社区是以住房私有产权为基础、以共有产权为纽带的契约性社区。它具有滕尼斯意义上“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这构成其治理的基础。业主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全体业主及其代理组织，以物业公共事务的共同决策为治理的核心内容。业主社区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培育其内部的直接民主、间接民主以及协商民主等多种形态的基层民主。只有业主自治能力的不断提高才能真正推动公民社会的扎根，否则后者只会止步不前，从而成为一种幻象。


关键词：
 业主社区　自主治理　基层民主


一、引言


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等人将英文“community”一词翻译成“社区”，以区别于“社会”，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中文概念。直到2000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推动社区建设运动，“社区”一词才真正普及开来，扎根于行政管理、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之中。虽然学术界对社区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对其构成要素却有着基本共识，包括一定的地域范围〔1〕
 、共同的利益和规范、直接的交往互动、密切的情感联系和认同感等。

官方对于社区的定义很简单——“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
 。在实际操作中，“社区”被等同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管辖范围〔3〕
 。然而，行政划分的“社区”在住房产权上非常复杂〔4〕
 ，一个社区内可能同时有多种产权性质的住房。这导致社区内部异质性很高，社区因居民缺乏利益一致性而很难成为真正的“共同体”。此外，行政社区与居住小区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般来说，一个社区居委会的辖区范围内会有多个小区。

学者们往往也默认和接受了官方对社区的边界划定，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普遍期待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型过程中，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够真正落实其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在社区自治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成为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然而，社区建设和社区研究从一开始在实践上就存在着是培育民主自治还是加强行政管理的争议，在理论上存在着究竟是公民社会崭露头角还是国家威权得以维续再造的争议。〔5〕
 在政府主导的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被强化。有研究指出，中国城市社区“是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国家治理单元，而不是一个可以促进市民社会发育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6〕
 。城市基层治理存在着高度的国家主导与控制的特点，主要的制度创新均由国家部门发起或承认，“到头来不免强化现有的威权体制并抑制民主转型的可能”〔7〕
 。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反思过于理想化的“社区自治”理念，并从这一立场上适当后退。20世纪90年代后期，“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该理论强调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依赖于多元化权威而不是单纯的强制性权力；不是靠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而是靠上下反复互动，以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协商合作。社区研究学者也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一理论视角来分析社区中的不同权力主体（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提倡社区的多元治理或共治模式。

从实践来看，住房私有化给社区治理带来根本性变化。新型物业小区汇聚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难点所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业主维权运动，凸显出业主群体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学者也把原先对社区居委会的期待转移到更具草根和自治性质的业主委员会身上，视之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8〕
 。一些研究着重探讨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功能、选举过程、运行机制、现实困境以及与其他社区组织的关系〔9〕
 ，然而对新型社区本身的内在属性以及置身业委会之外的广大业主如何参与的问题却不够重视。有些研究从公民权理论入手，认为业主对产权的维护和抗争是一个走向公民权的过程〔10〕
 。对于城市商品房小区而言，“公民的形成”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最终将培育和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的公民社会”〔11〕
 。实际上，在轰轰烈烈的业主维权背后却隐藏着各种治理危机，学者期待的公民社会自身的基础并不牢靠。

维权初期阶段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业主与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种种失职或不公正，业主逐步扩大了“斗争”的对象，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明显增多。这两类维权分别可以看作“社会与市场”和“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一推移，维权开始从对外转向对内，业主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愈发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些早期带领维权的业主领袖开始受到普通业主的质疑和批评；对外成功维权的一些小区在自身治理过程中却陷入混乱；维权时业主的参与热情和维权之后的普遍冷漠形成鲜明对比。在成立和改选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公司、使用公共维修基金进行小区改造等一系列公共事务上，物业小区面临着重重的治理困境。业主之间如何克服内部分歧并达成一致成为关系到小区长治久安的核心问题。

面对业主“从维权到治理”的这一必然转变趋势，有必要将研究视角从“国家—社会”关系适当地转移到“社会”自身及其内部上来。为此，我们采取一种“剥洋葱”的分析策略，首先把业主社区与行政型社区区别开来，先从规范的角度来考察其内部权利结构和基本属性，再结合经验现象分析其治理中存在的障碍和解决之道。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基本问题：什么是业主社区？它有着怎样的内在属性并如何影响社区治理？业主社区治理的主体是谁？其治理的基本组织架构如何？它与基层民主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业主社区的兴起及其权利结构



（一）住房商品化与业主社区的兴起


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施住房货币化和市场化改革。这极大地推动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同时也造就了数量庞大的业主群体。

从2002年到2005年，全国城镇私有住宅建筑面积从56.83亿平方米上升到87.9亿平方米，住宅私有（自有）率从72.82%上升到81.62%。〔12〕
 可以说，中国的城市住宅已经基本实现了私有化。私有住宅小区普遍实行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方式。以北京为例，截至2009年年底，全市共有住宅类物业管理项目3557个。〔13〕
 据估计，北京市商品房住宅小区的居民人数在700万至1200万之间。〔14〕
 商品房小区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面积或人口比重上，更重要的是基于产权的社区治理逻辑必然不断向其他类型的私有住房小区扩散。

随着房产成为个人和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群体——业主群体也随即产生，其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都显著提高。从2000年到2010年，全国“购买商品房”（不含经济适用房和二手房）家庭户数的比例从9.21%急剧上升到26.02%，在各种住房来源中所占比例最高，而同期“购买原公有住房”家庭户数的比例则从29.44%下降到17.3%。〔15〕
 业主群体在某些政府官员的眼中似乎是“麻烦制造者”，而在学者看来，他们身上却初步体现出了“公民”意识，并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发展。

本文聚焦于以商品房住宅小区为原型的“业主社区”，以探讨其基本特点和治理机制。相比于行政社区，业主社区不仅内部利益一致性更高，而且也更独立于行政管理力量。所谓“业主社区”，是指以住房私人产权为核心，以共有产权和公共事务为纽带发展而成的地域性利益共同体与生活共同体。它区别于传统城市邻里街区或单位型社区的特征包括：（1）建筑物和空间区分为私有部分和共有部分；（2）有清晰的物理边界和空间范围；（3）有明确的成员资格和排他性享用的配套设施，且成员之间有比较接近的经济社会地位；（4）业主通过集体消费的方式获得市场化的物业服务，并对物业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决策和管理；（5）业主从彼此陌生的原子化初始状态开始相互交往，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不少学者在研究商品房小区时往往笼统称之为“新型社区”。本文明确提出“业主社区”这一概念的原因在于：（1）“业主社区”虽然以商品房小区为原型，其内在逻辑却也扩展到经济适用房小区、两限房小区、售后公房小区乃至动迁安置房小区。它们的房屋产权均为私人所有并采取物业管理方式，符合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的范畴。（2）“业主社区”以住房私有产权为基础，在西方也被称为“所有权社区”（proprietary commu‐nity）或“私人社区”（private community），它本身就是社区的一种重要类型。由于它在空间、设施和服务上的排他性，因此也被称为“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16〕
 ；（3）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业主社区”是业主“创造”的社区。房地产市场只是造就了物质意义上的“小区”，从“小区”到“社区”〔17〕
 必须经过业主和居民的共同创造。“社区并不是碰巧居住在某一边界之内的原子化成员的集合，而是一个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网。”〔19〕
 业主通过集体维权运动和邻里日常交往分别从“利益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两个方面推动着小区向社区转变，进而从“自在社区”走向“自为社区”。


（二）业主社区的权利结构及其公共性


《物权法》对“物权”的定义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如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等权利。物权的这种“排他”不仅针对其他自然人，也针对其他组织和法人，即便是国家也不能随意侵犯。业主对社区的自主管理权派生于住房的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对外界力量的干预有着强烈排斥。这种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业主维权运动和业主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基于不动产的物业小区治理是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19〕
 。

城市高密度的居住方式造成了业主社区内建筑物的所有权区分为专有和共有（按份共有或共同所有）两部分。前者表现为个体业主的私有住宅或经营性用房，后者表现为小区内全体业主或本院落、楼栋业主的共有部位和共有设施设备等。这种产权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业主对共同财产的自主管理成为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用业主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获得小区内的“主权”，并通过相应的业主组织来体现和行使。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业主将小区内的业主组织架构与国家政治体系或者公司治理体系作类比：把业主大会比作“人大”（“议会”）或“股东大会”，把业主委员会比作人大常委会、“政府”或“董事会”，把管理规约（业主公约）比作小区“宪章”，把公共维修基金等共同资产比作小区“财政”〔20〕
 。虽然这样的类比存在简化之处，但却反映出业主在社区内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相反，有着明显官方色彩的社区居委会往往得不到业主的认同，被业主视为一种外来组织。实际上，在西方的所有权社区中，由产权人组成的“住房所有者协会”／“业主协会”（homeowners association）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政府的替代物，它在小区内制定规则、进行决策、收取费用并提供准公共服务。

业主社区产生了一种新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由“物”、“财”、“事”和“规”这四个方面共同组成。首先，“物”是指业主共有部位和共有设施设备等，包括楼内共用部位、小区道路、空地、绿地、物业管理用房、配套会所、停车场等，这些都是具有俱乐部性质的社区公共物品。“财”是指业主共同拥有的资金，包括公共维修基金（从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及其利息收入、共有部位和共有设施的经营性收入（广告、租金、停车费等）以及其他共有资金。“事”是指必须由全体业主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包括参加业主大会，对重大事项讨论和投票表决、选举和改选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协商物业收费标准、社区改造改建等。“规”是指全体业主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包括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和其他各项规章等。这四个方面均是围绕物业事务进行的，构成业主社区自主治理的核心内容。

业主社区的产权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社区内公与私、群与己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在微观层面上的关系。在传统的单位制和街居制下，“公”的代表就是作为“公权力”的基层政府部门（及其代理）和工作单位。在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下，个人只有房屋的租赁和使用权，也就不用承担产权人的责任。与居住相关的公共事务分别由房管部门（单位后勤）、市政（环卫、绿化）、公安等部门承担。同时，在单位制“庇护—依附”关系下私人也无法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住房商品化改革后，个人获得了住房产权，由此也就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性，此时的“公”是在个人利益基础上汇集、凝聚而成的。业主社区中共有部位和共有设施构成了公共利益的重要物质内容。这些共有财产极大地刺激了业主的权利意识，对它们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业主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生活质量。


（三）“共同体”与“社会”二元性


社会学的“社区”概念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人类结合形式作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的理想二分法〔21〕
 。在滕尼斯那里，“共同体”是指由“本质意志”（本能、习惯和记忆）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以血缘（家庭）、地缘（村庄）和精神共同体（友谊或信仰团体）为基本形式。“社会”则是由“选择意志”（深思熟虑、决定和概念）所推动的，有明确目的并以利益和契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财产的联合形式，如企业法人、股份公司、协会等乃至国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2〕
 。因此，“共同体”里的结合大于分离，而“社会”里的分离大于结合。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的发展，天然形成的“共同体”不可避免会被人为设计的“社会”逐渐取代。

在业主社区中，滕尼斯的“共同体”和“社会”的层面同时存在，我们称之为“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23〕
 前者表现为基于邻里日常交往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兴趣团体和非正式组织等（首属群体）；后者表现为基于产权的契约性制度安排和业主正式组织（次属群体）。两个方面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业主社区自主治理的根基。

首先，从“社会”的角度看，业主社区是一种典型的“契约式社区”，其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张。它的管理模式是基于各方同意的、自愿的和契约式的而非强制的、政府统治式的管理模式。〔24〕
 契约型社区的出现符合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只不过梅因当时所说的“身份”是指个人的家族身份及其对它的依附〔25〕
 而对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而言，则更多的是指个人的单位身份及对它的依附。业主社区的契约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体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市场契约，具体表现为双方协商决定采取何种合同模式（承包制、薪酬制或信托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前者以货币换取后者的服务。二是业主内部的社会契约，表现为业主大会制定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管理规约、共同的决议，以及业主与业主组织或业主代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后一种契约关系实际上是前一种契约关系的前提，因为业主实际上是通过一种“集体消费”的方式（即所有业主分摊物业费用）来购买物业服务。这两种契约关系均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和制约。

其次，从“共同体”的角度看，业主社区存在着一个从“陌生人社区”到“熟人社区”的发展过程，这也是社区社会资本不断生成的过程。一般认为商品房小区的社会资本不仅低于单位型小区，更低于传统街坊型社区。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当代城市社区已经成为“互不相关的邻里”，并且随着商品房社区的增加，“共同体”色彩可能会进一步淡化。〔26〕
 与这类预测恰恰相反，业主社区的邻里交往和认同正在不断增强，只是有一个生成的过程。业主来自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最初的共同点只是买了同一个小区的房产。对于所有社区成年人而言，都面临着一个“去单位化”之后的“社区化”过程，这也是一个寻朋觅友、平等交往、沟通协商、互惠合作的过程。业主们围绕着验收装修、权益维护、兴趣爱好活动〔27〕
 、子女抚养教育等不断地形成和扩大社区社交网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网络论坛成为业主社区新型的交往手段和组织方式，这大大地克服了现代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的邻里冷漠和缺乏互动的问题。业主社区不仅成为“地域共同体”，而且也成为“精神共同体”，其基础不仅在于物质利益的一致性，也在于精神生活的逐渐展开。

简而言之，业主社区中的“社会”因素为其治理提供了物质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基础，而“共同体”因素则为其治理提供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正如罗伯特·帕特南在其名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所指出的，同样的政治制度在有着不同公民文化传统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治理绩效，“公民共同体”和社会资本（民间参与网络、互惠和信任）对于制度的成功运转至关重要。同样，如果不考虑业主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发育程度，我们将很难解释在大致相同的制度安排下，不同社区实际治理效果上的巨大差异。业主和居民在日常交往中建立起友谊和信任，不同于为了解决利益问题而参与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友谊”而非“利益”，使得社区变得“温情脉脉”，而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理性计算。


三、业主社区的自主治理和多重民主蕴含



（一）业主社区的“确权”与“行权”


业主社区的治理过程分为自主管理权的确立和行使这两个阶段〔28〕
 ，前者是业主自主治理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深化。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确权”阶段，主要表现为业主维权运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维权而确权。之所以需要维权是因为业主发现法律所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确权”包括彼此交织的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业主个体和集体的物权。现实中业主集体权益受到侵犯的情况比比皆是，尤其集中在开发商改变小区规划、承诺的配套设施被取消、原本应该归属全体业主所有的共同部位和设施被开发商或物业公司侵占并且用于经营创收、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等方面。二是确立业主在社区内的自主管理权。即自治权，特别是业主对物业公司的自主选聘、对共有部位和公共资金的自主支配、对业主委员会的自主选举等。在维权过程中，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拥有组织、资源、信息等各个方面的优势，甚至和某些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结成具有分利性质的强势利益集团〔29〕
 ，碎片化的业主个体很难与之抗衡。业主们意识到只有依法成立自身利益组织才能改变博弈中的不利地位，进而获得自治的可能。在业主依法建立自身组织的时候却又往往受到开发商、物业公司甚至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重重阻挠。这反过来推动着业主维权不断走向深入：一方面成立业主委员会成为广大业主最为迫切的要求；另一方面，业主（尤其是一些精英）对于现有法律法规中不合理之处提出批评，力图为自主治理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法律环境。

但维权并不等同于治理，成功的维权并不等同于有效的治理。实际上，业主维权总是阶段性的，而社区内部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则是长期的。一旦维权告一段落，原先由外部“敌人”所带来的内部团结也会随之减弱，业主之间的分化甚至冲突就会凸显出来。由于业主组织和制度不健全、信息不对称、业主间缺乏彼此信任，在现实中已经不断出现各种治理危机的案例，如业委会成员以权谋私而“众叛亲离”、业主内部出现对立派系而使社区陷入混乱等。如何有效制约业委会的权力、化解内部分歧达成共识、提高共同决策的质量就成为业主社区治理的核心问题。因此，业主通过建立自身组织初步确立了在社区的主导权之后，进一步面临着如何行使管理权的基本问题。

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行权”阶段，主要表现为围绕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开展的制度和组织建设。这一阶段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各项权力、充分调动业主参与、妥善协调业主内部矛盾。在行权阶段，业主社区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包括成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门槛过高，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过度干预，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收买业委会成员或分化业主，业委会缺乏有效监督，业委会选举或业主大会的合法性存在争议，普通业主缺乏参与意识和参与渠道等。从业主社区内部来看，有三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基本因素影响着社区治理，即：社区规模、社区异质性和社区社会资本。

首先，业主社区的规模差别很大，小到数百户大至数千户。不少业主社区居住人口超过万人，实际上已经达到西方国家一个小市镇的规模。社区规模直接影响社区权力如何分配和业主参与的难易程度。法律规定了小区公共事务必须由业主共同决定，但在现实中，业主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召开门槛和决策门槛都很高〔30〕
 ，很多小区的业主大会从未召开过或者形同虚设。因此，业主不得不把一部分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业主委员会这个唯一的公共机构。由几个人组成的业主委员会来代表成百上千户业主作出决策，不难想象这会引发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现实中业委会往往集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由此产生了权力过于集中和决策缺乏合理性的问题。

其次，虽然业主社区相对于行政型社区而言其异质程度低很多，但仍然存在。由于房地产成片开发和分期建设的特点，一些较大规模的小区内可能同时有多层、高层、别墅等不同形态的住宅；产权上可能全部是商品房，也可能包括保障性住房；业主又可以分为开发商业主和个人业主、住宅业主和商铺业主、自住业主和投资业主、大业主和小业主、老业主和新业主等；不同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有所差别。这些内部差异导致了不同业主在利益诉求和对待公共事务态度上的差别，从而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治理效果。〔31〕


再者，不同业主社区以及同一个业主社区的不同发展阶段在社会资本存量上的差异非常大，从而影响到业主社区治理的好坏。在一个严重缺乏社会资本的“陌生人社区”中，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存在“搭便车”难题，也难以激励普通业主的积极参与。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的作用是多重的：成员间频繁和长期的互动增强了合作意愿，并提供社区治理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各种兴趣和生活团体为正式的业主治理组织输送后备人才；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和互惠有助于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社区舆论和非正式的社区规范能够自发地惩戒违规行为，通过非强制性的方式纠正个体行为偏差等。

在上述变量的制约下，业主社区的权力行使主要沿着横向分权与纵向分权这两个方向展开。所谓“横向分权”就是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的业主组织来承担。典型的组织架构是决策权归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执行权和部分决策权归业主委员会，监督权归业主监事会（“业主监督团”或“业主监督委员会”），此外还可以设置业主顾问团（“顾问委员会”）来行使建议权和咨询权。所谓“纵向分权”是指管理权限在范围不同的业主群体内部进行，不同层次的业主组织再彼此相互衔接。这主要体现为在业主委员会之上设立业主代表大会、在其之下设立分区或楼宇业委会、业主小组或楼宇业主代表，以及因具体事务而设置的专门委员会或专业工作组（财务审计组、公共资产管理组、法律事务组等）。这对于高密度居住模式下规模较大的业主社区而言尤其重要。在实践中，上述各种分权与制衡的试验方案已经在不同城市得以实践。〔32〕



（二）业主社区自治中的多种民主形态


在当下的中国，业主社区实际上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了对民主的想象空间和实践场所。国家法律法规赋予了业主在小区范围内对物业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的主体地位，同时也规定了这种自我管理遵循的是民主原则，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多个方面。因此，业主社区内部的民主机制就成为业主社区自治的核心。

准确地说，业主社区的民主是一种以住房产权为基础的居住消费领域的基层民主。首先，它不是政治领域的民主，是以财产权而非公民权为基础的。参与业主大会和参选业主委员会的前提是必须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业主身份，否则就无法参与有关物业事务的公共决策。其次，相对于国家和地区层面而言，业主社区的民主更符合直接民主和参与民主的特征。每个业主都具有投票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集体决策。再者，与行政社区相比，业主社区的民主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如果将业主组织（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政府主导的社区居民组织（居民会议、居民委员会）相比，不难发现前者无论是公共事务的实质内容、组织的合法性和自主性、选举的过程、成员的认同和参与积极性等方面均更有民意基础。业主社区因此成为基层民主的“训练场”和实践前沿。

业主社区自治中的基层民主蕴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业主社区治理中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同时存在、互为补充，缩小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国家层面上，直接民主既缺乏可操作性和效率，也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危险。但即便是代议制民主的坚定拥护者也会同意基层社区是发展直接民主最合适的场所，广大业主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是题中之义，无论从人数规模还是互动程度上看均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社会层面而言，业主社区民主的社会基础更为平等：大多数业主都是购房自住，彼此之间并没有巨大的贫富差异。在业主大会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时，体现的是直接民主。然而，直接民主缺乏效率等弊端也很明显。业主大会本来相当于业主社区的“议会”，但在现实中它往往被简化理解成一个“会议”而不是“组织”。不仅如此，为了克服业主大会难以召开的问题，大多数小区都采取法律上许可的变通方式——书面会议。这样一来“议会”所应具有的“议事”功能也丧失了，业主大会被进一步简化成投票表决。在缺乏充分沟通、集体讨论和协商的情况下，投票结果即便获得法定多数通过也很难具有合理性和执行力。

其次，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的常设机构——业主委员会（或少数社区中所探索的业主代表大会）则体现的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这种代议制既有其必要性也在操作上更为可行。很多研究都把焦点放在业委会身上，分析它的基本职能、选举过程以及与物业公司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却较少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它与业主大会的关系。代议制的弊端如少数精英对权力的垄断和大多数人的冷漠等在业主社区也仍然普遍存在。业主委员会或者缺乏监督而发生变质，或者缺乏广大业主的支持而成为孤家寡人，前面介绍的分权和制衡制度就是针对间接民主的弊端而产生的，其他一些具体举措还包括缩短业委会的任期和连任届数等。从现实层面来看，业主委员会成员可选择的范围比较窄，往往受到时间资源、志愿和公益精神、专业知识和能力等条件限制；但物业公共事务又往往涉及法律、政策、规划、工程、财会等多方面的知识，少数人的信息和知识总是不充分的。业主顾问团或监督团可以吸纳社区内的意见领袖、专业人士、社区能人和热心人士，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未进入业委会，但对于业委会的合理决策则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相当于业主社区内的“政治协商会议”。

更重要的是，协商民主在业主社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是对自由主义、精英式民主的批判和补充。在协商民主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民主的许多局限在直接或参与民主模式中也会存在，同质性的小共同体中仍然存在专制的危险，而且参与的增加并不能解决参与的质量问题。因此，协商民主不能完全被描绘成另外一个版本的直接参与型民主模式〔33〕
 。协商民主理论重视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平等、自由的公民公开地运用理性，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纠纷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和政策以合法性，同时也改善决策和政策的质量。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协商民主理论认为集体偏好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个人偏好的简单加总。在充分的理性讨论、辩论和协商过程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信息，对事情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个体的原有偏好可能发生改变。参与者按照公共标准重新判断他们的价值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定共识。

社区协商民主从理念到实践的发展需要具备若干前提条件，包括信息的公开透明、沟通渠道的畅通、平等交往和言论自由、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和反思能力、参与门槛的降低和参与者的多元化等。值得关注的是，网络论坛的兴起为业主社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它促成了协商民主与电子民主（E‐democracy）在社区内的彼此融合，使得业主社区治理步入了网络化时代。


（三）网络时代业主社区治理的新特点


几乎在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互联网的浪潮也席卷中国。城市化和信息化两种宏观趋势在业主社区中找到了微观结合点：业主论坛。自2000年左右起，房地产网站为业主提供的免费论坛和业主自发建设的论坛都开始出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普遍。业主论坛为普通业主提供了崭新的话语空间和交往空间，它本身也成为业主社区中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34〕
 。无形的网络社区与有形的实体社区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业主论坛不仅成为维权的重要阵地，而且在社区居民的日常交往沟通、讨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组织兴趣爱好和公益活动、开展邻里互助和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也发挥着独特作用，日益成为社区居民的“精神家园”和微观公共领域，也改变了社区组织间的互动模式乃至基层政府的运行方式。

业主论坛具有至关重要的几个基本特点。首先，业主论坛具有开放、自由、平等、去中心化、克服时空约束、互动性强等互联网的内在属性，成为社区中最为活跃的公共交往空间。网友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平等的，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地位、财富等因素在这里都无法发挥作用。业主在论坛上不是以产权人的身份而是以社区普通一员，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以“人”的身份存在的。论坛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中的平等原则〔35〕
 。其次，业主论坛是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两者高度的重合。它从诞生一开始就与现实小区无法分割，而不是纯粹的虚拟空间，参与者基本上都是本社区居民。一方面，业主在论坛上以“匿名”（网名）的方式发言，获得了比现实生活中更多的言论自由，这使论坛能够成为公开批判开发商、物业公司乃至政府的场所。另一方面，论坛上的很多话题与现实社区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更为重要的是，网上互动逐渐与网下现实交往融合起来，网上的虚拟代号变成了现实中熟悉的面孔。这种“半虚拟半现实”的特性既能够使讨论公开自由地进行而较少地受到外界干预和压制，也使网友受到约束从而减少了匿名性带来的不负责任言论，使理性讨论不至于演变成谩骂和攻击。

具体来说，业主论坛对社区治理起到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业主论坛大大降低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门槛。相对于业主大会而言，业主论坛使人们能够不必同时同地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共事务，而是把这种讨论分散和融入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论坛上，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业主们就社区公共事务展开理性分析和深入讨论，正方和反方的意见都可以相对自由和充分地得以表达，从而有利于形成对公共事务的理性讨论氛围。

其次，网络论坛使普通业主的话语权获得了明显提升。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话语并不具有统治功能。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36〕
 。在论坛上，普通居民一方面可以对市场力量的侵权和行政权力的干预提出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也能够对业委会的合法性和工作绩效给予认可或否定。活跃在业主论坛上的一些社区“意见领袖”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未必在正式组织中担任职务，但却能够凭借其专业知识、理性和公益精神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

再者，业主论坛创造并丰富了社区社会资本，并发掘出有利于治理的各种社区资源。社区居民在论坛上就各种日常问题彼此求教和帮助，围绕各种兴趣爱好发起和组织活动。非正式的社交网络不仅能够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人力资源而且有助于集思广益，推动合作的产生。业主论坛还有助于通过塑造社区公共舆论，形成对组织和个体都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这些非正式的规范区别于正式的管理规约或规章制度，特别是对于协调邻里纠纷更为有效，而业主委员会对此则往往难以协调或超出其权限范围。

此外，业主论坛还有助于克服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落实了普通业主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从而部分地改变了不平衡的社区权力格局和各主体间的权力关系。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都意识到有必要在论坛上公开工作内容接受业主监督，并与业主进行及时充分的沟通，这样就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敌意。


四、结语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是一个基层社会不断地“国家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市场化”（建立契约关系）和“社区化”（围绕日常生活的社会自我整合）三者合一的场域，社区建设也是这三者共同交织的复杂过程〔37〕
 。与大多数以行政划分社区为对象的研究不同，本文着重考察的是业主社区的基本特点、治理方式和潜在意义。在行政社区中，社区建设主要体现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和“法团主义”的面向，其内在异质性加之政府控制作用使之难以成为真正的共同体。而业主社区则首先反映的是“市场化”和“社区化”的面向，并且对于基层政权建设还具有一定的排斥性，更准确地说它与国家的合理关系还在探索之中。

业主社区的产权结构决定了它的治理方式是基于契约关系的业主自主治理，国家权力不应直接干预其中而要为其提供有利的宏观制度环境。转型过程中，国家对业主社区治理的作用至关重要，但这一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另行深入分析。简单而言，国家对于业主自治应该起到规范、指导和监管的作用，具体包括：（1）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使之更为公正合理；（2）对业主组织的合法性认定，降低成立门槛；（3）对业主组织日常运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4）当社区内部纠纷无法解决时进行调解和仲裁。

业主社区同时具有滕尼斯意义上“共同体”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特征，这种二元性构成了业主社区自主治理的基础。业主社区自治必须经历“确权”和“行权”两个阶段。业主维权运动试图保护自身的财产权并确立由此衍生出来的管理权，以公民社会为取向的研究大多强调的是业主群体通过与外界（国家或市场）的博弈而争取权力。实际上，业主社区治理中如何有效行使权力和发展基层民主才是更为长远和根本的问题，也是迈向公民社会过程中必须迎接的挑战。

在实践中，业主社区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分权制度设计试图克服社区规模较大所造成的业主参与不足和异质性带来的业主内部分歧问题，这体现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不同实践及其互为补充的关系。业主社区作为基层民主“训练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发展空间，业主内部的沟通对话和理性协商实际上是业主组织和制度安排有效运转的必要前提。网络时代虚实结合的业主论坛为扩大对话协商的范围提供了有利条件，普通业主以话语权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影响着业主组织的运作和自治效果。由于聚焦于业主社区内部，本文所讨论的协商民主只限于业主之间，并未涉及业主组织与社区其他组织和基层政府之间，但可以预见它在未来会不断拓展其范围。

作为新生事物，业主社区还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多重困境。业主社区中无论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还是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都在进行着深刻重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公民社会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互构，而忽视对社会自身的内部分析。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力量想要在业主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都应该在尊重其内在自组织逻辑的基础之上调整自我并重新界定彼此的权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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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rietary community is a contractual community based on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linked with common property rights.The duality of both“community”and“society”in terms of Ferdinand Tonnies is the basis of the proprietary community’s self governance，in which homeowners as a whole and their agencies are in charge of the decision making of proprietary public affairs.The key mechanism of its self governance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types of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 level（direct democra‐cy，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within its mem‐bers.Only by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homeowners’ self governance can we promote the civil society in China.Otherwise，the anticipated“civil socie‐ty”would be stagnated as an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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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社区是一个亟须改善的治理领域，也是一个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治理区域。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特性和社群特性等都是影响社区治理政策选择的重要变量。具体的社区治理政策应当根据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特性和社群特性等不同而在市场机制、自组织机制、非营利机制以及政府保障机制等众多的治理策略中进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针对不同的治理情境开出万应灵药的药方，社区治理政策也才能避免在市场化运作和政府大包大揽两者之间来回摇摆。


关键词：
 产权结构　产品属性　社群特性　城市社区治理　政策选择


引言


城市社区是一个亟须改善的治理领域，尤其是那些建设年代早、产权复杂、涉及面广、管理混乱的老旧社区。北京市的部分老旧住宅区在奥运会前进行了集中整改，政府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社区面貌焕然一新。为了维护这些整改的成果，发挥其最大价值，避免再次陷入脏、乱、差的境地，促使老旧社区走上社区治理的永续发展就成为当下亟须研究的问题。这些老旧社区是否能够按照新型商品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模式进行治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社区治理是否能够按照一个模式进行？这些都是实践的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课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仅有助于从思想上理清社区治理的思路，而且有助于推进社区治理实践的发展。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城市社区走上社区治理的永续发展之道的本质，就是如何确保城市居民生活必需的水电气热等公用服务的供给，如何确保社区共用产品及服务得以完善和持续的问题。如果说对城市社区进行物理设施的投资改造尚属技术性问题的话，那么城市社区共用产品的永续供给则更多属于制度性的问题。前者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后者则需要长期培养。本研究探索的重点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社区治理的制度改革或治理变革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无论新旧社区，其治理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影响其治理绩效的因素是相同的，那就是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特性，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社区得以存在的必然基础。虽然新旧社区的治理无实质性差异，治理过程都受到同样因素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治理政策选择就是同一的。本研究将新、旧社区纳入一个范畴，从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特性这三个角度探讨分类治理的逻辑基础和治理政策选择。


一、产权结构、产品属性和社群特性：
 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治理的本质是及时、有效地供给与社区居民／业主的需求或者偏好相契合的公共产品／服务的活动。社区公共产品／服务供给过程的绩效取决于社区治理流程中如下几个环节是否能够有效地得到组织：（1）社区居民／业主对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2）社区居民／业主安排提供的过程，也就是社区居民进行关于社区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生产安排的集体决策的过程。（3）社区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生产的过程，也就是实现这些产品或者服务的物理生产的过程。（4）社区居民／业主产品／服务绩效的评价反馈，也就是实现社区居民或者业主对城市社区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进行评价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确保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与社区居民或者业主的需求与偏好相一致。（5）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契约监管及纠纷处理活动，就是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契约或者说合同活动进行监管处理的行为。这五个环节是任何一个社区进行治理都必须要进行的活动，无论是城市老旧小区还是新建的商品小区无不如此。

社区治理的五个环节是否能够成功得以组织，取决于这五种活动的承担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能够有效建立，取决于这些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建立和明确化是确保有效的激励的重要前提。因此，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就会涉及不同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部门，其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权利义务也具有不同的根据。

具体来看，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者：（1）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消费者——社区居民／业主；（2）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社区居民／业主组织；（3）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生产者——各类服务组织；（4）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绩效评价者——社区居民／业主；（5）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契约监管者及纠纷处理者—相关政府部门。无论是消费者、提供者还是评价者地位的取得都是和社区中的房屋产权以及房屋产权结构密切相关的；同时，他们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与社群本身的属性密切相关。因此，社区产权结构和社区社群属性是我们在分析社区治理活动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社区公共产品或者服务自身的属性也会对其提供、生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产品与非自然垄断属性的产品的生产安排必然不一样。所以，我们在探讨社区治理体制的过程中，也很有必要将相应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属性纳入到考量之列。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城市社区中不同的产权结构、社群特性以及产品／服务特性等都会影响和塑造不同的制度，也会产生不同的生产绩效。因为不同的产权构成形成对各方利益主体的激励程度是不相同的，同时，内部形成的关于公共产品／服务的治理安排结构与产权结构密切相关，所以，社区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政策的选择应当根据产权结构、社群特性和产品／服务特性等分别对待。具体参看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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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社区治理分析框架

消费者的需求表达、提供者的集体决策以及生产者的物理生产过程是社区治理有效进行必不可少的三个环节，缺少任一环节，有效的社区治理都难以进行。具体到某种类型的社区，所不同的只是这三个环节活动的具体承担者有所不同。至于在实践中究竟是哪些组织分别承担着这三个环节的活动，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不同的社区的产权结构、社群特性和产品／服务的属性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根据社区产权结构与社区社群属性交叉分析的结果和社区公共产品／服务属性与社区社群属性交叉分析的结果来研究社区治理分类改革的政策选择。


二、城市社区公共产品分类研究


所谓社区公共产品是在社区这一局部区域范围内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具有共用性的产品或者服务。社区公共产品是一种局部性的具有较低的排他性的产品或者服务。这种产品或者服务针对社区这样一个地理区域范围的居民而言是共用的，是较难排他的。也就是说，只要某一种特定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得以组织供给，那么就很难将社区中的某个或者某些居民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


（一）社区公共产品的特性分析


社区公共产品区别于其他公共产品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区域性，也有人将其称为社区性，主要是指“在其受益范围内——社区内，具有非排他性，但是只要超出这个范围就具有排他性了”〔1〕
 。虽然说公共产品都具有公共性，但公共性的程度又是各不相同的，具体到某一种公共产品其公共性有所差异。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就涉及公共产品所覆盖的范围，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就是公共产品的外溢效应的范围。有些公共产品是覆盖全球或者全人类的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具有很高的公共性，例如SARS疫苗的研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防治等；有些公共产品则是覆盖区域性的，例如欧洲共同体内的劳工关系管理等；有些公共产品是覆盖国家的，例如国防和天气预报；有些公共产品覆盖的是某个省……有些公共产品则仅仅覆盖一个村庄或者社区，例如村庄自发组织的治安巡逻等。

从外延的角度具体来看，小区公共产品包括四类形态：（1）实物形式的共有物。从形态的角度来看包括实物形式的住宅共用部位、公用设备设施。1998年11月9日建设部、财政部印发的《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共用部位是指住宅主体承重结构部位（包括基础、内外承重墙体、柱、梁、楼板、屋顶等）、户外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共用设施设备是指住宅小区或单幢住宅内，建设费用已分摊进入住房销售价格的共用的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水箱、加压水泵、电梯、天线、供电线路、照明、锅炉、暖气线路、煤气线路、消防设施、绿地、道路、路灯、沟渠、池、井、非经营性车场车库、公益性文体设施和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等。（2）货币形式的公共事物。这一部分主要是指小区中用于维修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资金。社区公共维修资金又称为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基金（简称为维修基金），是指由法律规定的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后的大修、更新、改建的基金。（3）服务形式的小区公共事务。小区内业主（作为集体消费单位）集体购买的、相应的服务组织提供的保安、保洁、维修、绿化维护等服务。（4）能源形式的公共事物。例如，自来水、民用电等。


（二）社区公共产品的类型分析


社区公共产品的分类标准有很多种，例如可以根据排他性程度的高低分类，可以根据供给主体进行分类，可以根据受益对象进行分类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看来，社区公共产品的属性是影响其治理安排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对社区公共产品的属性的分析是先于对社区治理结构的分析的，因为是前者决定后者而非后者决定前者。因此，我们不认为根据供给主体或者受益对象进行分类是科学的。为了更好地分析社区公共产品的特性与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将主要根据两个标准对社区公共产品进行分类，一个是社区公共产品的可分割性；另一个是社区公共产品的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程度。前者和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能否利用市场机制相关，后者和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中居民参与或者说以劳代资的可能性相关。

1.分割性

所谓分割性就是指社区公共产品进行分别消费的程度，是否能够进行打包量化处理，是否能够实现某些个体进行单独消费和使用，而不会存在成本或者收益的外溢性。就社区来看，具体而言就是在社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是否可以实现消费的家庭化，实现以家庭为基本的消费和成本承担单位。具有高度分割性的社区公共产品可以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成本支付与消费。如果某个家庭不支付成本就不能消费此类产品，如果某个家庭消费了此类产品，那就必须自己支付成本。

具有高度分割性的产品或者服务可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内部化，因而就可以实现产品的打包购买和消费。因此，具有高度分割性的产品或者服务比较适于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运作。对此类社区公共产品而言，家庭是基本的消费单位，也是此类产品的提供单位，这二者是重合的。生产单位却是相应的公司。

2.资本／劳动密集程度高低

所谓的资本密集程度就是指某类社区公共产品耗费的资本的多少，与其相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是劳务密集程度。这两者之间成反比例的关系，资本密集程度高的产品，劳动密集程度就低，反之亦然。区分社区公共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分析其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如供水和排水系统更体现了“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特征，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平均单位成本呈下降趋势。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如治安保卫和教育则与此不同，他们潜在的规模经济可能很快地失去，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服务更依赖于具体的时空下的信息〔2〕
 。

结合社区中具体的公共产品，我们把分割性和资本／劳动密集性作为两个分类标准，将社区中具体的公共产品归纳到四个不同的象限之中。具体参看图2。


三、城市社区产权结构分类研究


社区公共产品的属性会直接影响到其供给的组织，这是因为不同性质的社区公共产品本身具有不同的规模效应，具有不同的分割性，因此，其组织者、消费者在面临不同性质的社区公共产品时往往会因自身成本收益的考虑而面临不同的激励，因此，就会选择不同的策略行为。除了社区公共产品属性之外，社区产权结构是影响社区治理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社区产权结构是处理社区中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据，因为产权结构明确了社区中各种公共产品、部位、设施等的进入（Access）、提取（Withdraw‐al）、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以及转让（Alienation）等权利的分配使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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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区公共产品的类型分析


（一）产权结构何以重要


很多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根本不涉及产权结构，但是在我们这里，产权结构却是分析社区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社区产权结构的探讨，既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出现混乱和无序的深层原因，又能为我们寻找社区良性治理的对策指明方向。这是因为产权明确了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对一定的标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同时，社区中成员权和管理权是由产权衍生出来的，而成员权、管理权毫无疑问是我们探讨社区治理机制时必须要考虑的核心要素。

产权在社区中的表现就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指多个所有人，甚至上百个所有人共同拥有一栋高层建筑物时，各个所有人对其在构造上和使用上具有独立性的建筑物所有部分（专有部分）所享有的所有权和对供全体或部分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建筑部分（共有部分）所享有的共有权以及基于建筑物的管理、维护和修缮等共同事物而产生的成员权的总称〔4〕
 。当出现了区分所有，产权归众多的业主所有的时候，业主们如何管理归他们所有的共有财产，就必须要从法律上加以考虑。“在一栋建筑物，特别是一个小区内，区分所有人人数众多，甚至可能是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一起，因此，区分所有人因区分所有而产生了共同生活关系，在这种共同生活关系中大家必然要管理大家的共同事物，因此区分所有必然产生对共同事物的管理，这种管理就是区分所有制度的特点，可以说，任何区分所有都包括了这种管理的固有内容，但这种管理又不是对自己的事物的管理，而是对共同财产、共同事物的管理，因此，它无法在产权中包含，必然要在区分所有制度中表现出来。”〔5〕
 从权利的顺序源来看，成员权来源于专属所有权。由于居住的相邻关系形成的新的小区公共事物的治理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无论是小区公共事物的治理的制度安排的形成还是治理活动的进行都无法离开行动者，城市小区治理中最基本的行动者应该是、也必然是小区中对建筑物的专有部分拥有专有权、对共有部分拥有部分所有权，以及基于专有和共有所有权而对小区公共事物的治理拥有成员权的业主。


（二）社区产权结构类型分析


由于我国住房制度的历史原因和城市住房私有化程度的不同，现实中我国城市社区的产权结构比较复杂。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社区的产权结构在专有权、共有权以及专有权和共有权的关系方面由于相互的组合方式不同，形成了共有根据专有按比例配置与共有和专有分离两种极端形态，我们将前者称之为复合性的产权结构，将后者称之为复杂性的产权结构。当然在这两种极端形态之间由于共有和专有的组合结构不同，还具有许多的中间状态。基本上呈现出以共有根据专有按比例配置与共有和专有分离两种状态为两个端点的波谱状态。

1.复合性的产权结构（compound property structure）

共有根据专有按比例配置这种形式就形成了当前比较流行的商品住宅小区的产权结构形态，在这种小区中个体业主享有专有权，根据专有部分按比例享有共有产权，这就形成了一种复合性的产权结构。业主因专有权而享有部分共有权，因共有权而享有成员权，因成员权而享有治理权。在这里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等成本收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了统一。由于这种产权结构比较明晰，因而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和相应的制度执行绩效不彰有关系。

2.复杂性的产权结构（complicated property structure）

共有和专有分离的形式就出现了业主享有专有权而没有共有权，共有权由某一个单位所有或者多个单位分享，这种分享可能是按照某些单位对某个社区内部的住宅楼的拥有量来配置的。在共有和专有分离的情况下，根据共有部分所有权者的数量的多少，又可以将这种社区分为不同的形态。最简单的是没有共有权单位，而仅仅存在某个业主享有专有权的一间房屋或者一个楼栋，或者是某一个单位独享共有权，众多业主分别享有专有权的形态；最复杂的是n个单位享有共有权，业主享有专有权，在这种形式下也会存在多种产权结构，共有单位因n的大小而定。

在这里专有权、共有权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成员权、治理权也是相互分离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复杂性的产权结构。复杂性产权结构的社区的出现是和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密切相关的。在住房制度改革不彻底的地方往往就会出现共有权与专有权相分离的形态。这种共有权和专有权相分离的产权结构又会造成传统的社区公共事物治理结构。传统住房制度下的社区公共产品的治理结构可以参看表1。

表1　传统社区公共事物治理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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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陈建国：《业主选择与城市小区治理》，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四、城市社区社群特性分类研究


我们在研究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时，除了以上对公共产品、社区产权结构进行分类研究外，还需将社区的社群特性作为主要考量因素之一。社群特性通常包括一定区域内社会群体的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布状况、收入情况等一系列现状特点，但本研究探讨的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是在合理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以及适当考虑居民的经济支付能力范围内所进行的，因此本研究只选取与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几项社群特性加以分析，分别是有关居民个体的理性假设、社区居民的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对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


（一）个体理性假设的分析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消费者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利倾向，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意味着每个社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都会试图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以最少的成本争取最大的收益。自利的取向使居民总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因此在对社区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表达上，往往会掩饰其真实意思，在不需要个人支付费用的产品上，倾向于夸大个人的需求偏好，而对于需要社区居民共同支付费用购买的公共产品／服务上，也倾向于扭曲自己的真实需求，以期通过“搭便车”〔6〕
 的方式获取服务。

社区公共服务消费者在自利性的假定下总是有意发出误导他人的信息，扭曲真实的需求偏好，往往还会见机行事，使事态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加了公共服务提供的信息搜集成本。这种公共服务消费者的个人需求表达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偏差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某些社区公共服务消费不足或消费过度，从而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因此，在面对居民个体自利性的现实中应采取合理方法促使高类型业主显示其真实的业主类型，对于低类型业主关键在于使其显示真实的需求偏好。


（二）社区居民的经济支付能力高低分析


经济支付能力是指社区居民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职业特征和收入水平等客观条件决定的对公共产品／服务的购买能力。对社区居民购买能力的分析在安排社区公共产品模式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不同的支付能力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消费意愿（这将在接下去的一部分论述），从而会选择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模式。

1.高支付能力的社区居民／业主

高支付能力的社区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比较优势，比如产权属于中直机关的原机关家属小区，或者由于地段优势、政策倾斜等原因而跃升的新贵小区，这些小区居民整体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其对于公共产品／服务的经济支付能力普遍较高。另一部分高支付能力的居民可能来自居民普遍收入较低的小区，他们虽然与其他居民生活在同一个需要变革公共产品／服务提供模式的老旧小区，但他们的支付意愿与其他居民有某种自然而然的分层。由于在某一社区中的消费分层会催生心理满足和示范效应，故而在老旧小区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寻求某种契合高支付能力居民心理期待的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组合是恰当的。而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高支付能力的居民（高类型）其实有很大的冲动满足自己的真实类型，所以如果将所有的社区公共产品／服务不加分割，一概由公共财政买单提供给社区，则一方面在第一次投入和后续的维护中增加公共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在动态和长期的社区治理中，也容易激励更多的高类型居民隐藏自己的需求，加入免费消费者的行列。这种既拔高成本，又可能导致低效率的提供模式基本上已经与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相违背了。所以基于这一层担忧，政策制定应该尽量将高类型居民分别出来，一方面由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共有产权机构提供基本的共有社区公共产品／服务，另一方面对易于分割的、甚至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某些社区公共产品／服务可以采用谁使用、谁付费的制度安排。

2.低支付能力的社区居民／业主

低支付能力的居民也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来自于典型的老旧小区，比如崇文区的某些老旧小区属于以房改房形式安置原住民形成的。这些小区的居民在小区建成之前属于当地的村民，职业技能和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相对较差，在迁入小区之后，这些社群特征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导致了这些小区成为典型的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都较为缺乏、需要公共财政全权支持的治理对象。另一部分的低支付能力社区居民，是来自于富裕小区低收入人群，比如租住在小区中的外来人口，他们对小区公共产品／服务可能仅停留在最基本最迫切的层面上，比如对水、煤、电、气、热的需求上。对低支付能力的社区居民需要用较为精确的方式刻画出其基本的公共产品／服务需求，从而用公共财政在投入端予以保证。这也是对低收入居民参与的满足，因为满足最基本需求是关涉最基本的生存尊严的事。不过同时，基于上文的理性人假设，低支付能力的社区居民在需求表达上有伪装成高类型居民的冲动，这一命题可能涉及社会心理学中的示范效应。所以低类型居民也倾向于拔高自己对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基本需求，但同时并不承担额外的需求所引致的成本。所以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分别出真正的低收入能力的社区居民，而且还要分别出真正的低收入居民真正的基本需求，如此才能在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模式和社区结构的安排上寻求到一种既满足低支付能力居民参与约束，又满足高支付能力居民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


五、城市社区分类治理的政策选择


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政策研究必须要同时考虑社区的产权结构、社区公共产品的分割性和资本／劳动密集性以及社区中社群的支付能力等社群特性。因为这三个部分特性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社区居民／业主对社区公共产品／服务的需求／偏好的有效表达、社区居民／业主安排提供的过程、社区公共产品或者服务生产的过程、社区居民／业主产品／服务绩效的评价反馈、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契约监管及纠纷处理活动等五个环节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五个环节构成了社区治理流程的全部内容，社区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五个环节有效组织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进行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政策研究时，需要提防寻求万应灵药的奢望，企图使用一套政策有效治理所有时空之下的各类特性的公共产品只会反映出研究者的无能。这正如医生总是用一副药方来治疗各种类型的病人的各种疾病一样愚蠢〔7〕
 。因此，在进行社区治理的政策研究时，我们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分类研究，分类治理”，就是将具有某种特性的社区公共产品放在某类具体的时空和社群环境中探讨其可行的治理机制。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区产权结构、社区公共产品特性以及社区社群特性是影响社区治理机制选择的三组核心变量。因此，我们将社区产权结构、社区公共产品特性以及社区社群特性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形成一个三维的空间分析图景，最终会形成八类不同的社区治理情形，每一类的社区治理情形具有其特定的时空、社群和产品特性，然后才能在每一类的社区治理情形中探讨社区治理流程的五个环节的具体组织政策。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三维视野下的社区治理情形分析

[image:  ]


根据表1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区中的产品可以根据分割性的程度大体上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分割性的社区产品，另一类是共用性的社区产品。这两类产品由于分割性的不同，造成了其可打包消费的程度不同，其消费过程中的覆盖范围不同，因此其收益分享和成本分担的机制也是不同的。故而，在需求偏好表达、安排提供、产品生产、绩效评价反馈以及契约／冲突监管等环节的组织也应该是不同的。


（一）高度分割性的社区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高度分割性的社区产品的治理基本上可以用表3表示如下。

表3　高度分割性的社区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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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分割性社区产品遵照市场机制进行治理

高度分割性的社区产品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个体需求，其成本分担和收益分享可以分割到个人或者是家庭。因此，这一类产品可以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在这一类社区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个体是基本的消费单位，个体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消费，与相应的生产者就产品的数量、质量、规格、价格等进行相互的谈判和博弈，并对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价反馈。政府只需要对在这一类产品的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契约关系以及冲突进行监督和处理，这是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的具体体现，也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所必须的条件。

2.特许经营的社区产品的治理中，政府必须以中立的立场进行价格和质量监管

如城市供水、供电、排水产品对于社区而言具有共同性，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对于个体而言却可以进行打包量化处理，进行分割消费，因此他们的运作可以采用市场机制的手段。同时，由于具有自然垄断性或者说具有规模经济的特性，这一类产品往往是进行特许经营的。

特许经营者往往是自利者，他们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政府往往会被利益集团俘获。因此在这一类产品的治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确保政府在进行价格管制的过程中处于中立地位，为民谋利，而非为个别利益集团谋利。


（二）共用性社区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共用性社区产品的治理，根据产权结构的不同，我们可以分为复合性产权结构的小区和复杂性产权结构的小区，前者基本上与商品小区对应，后者基本上与老旧小区对应。因此，这二者由于产权结构的不同，形成的消费者、所有者和生产者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不同的。在这里有必要对二者进行分类研究，详细情况参看表4。

表4　共用性社区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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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小区的共用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8〕


商品住宅小区因房屋的私有化实现了住房的使用权、所有权以及管理权的统一，因而就形成了以业主为治理主体的小区共用产品自主治理格局〔9〕
 。小区共用产品的自主治理是建立在房屋产权基础之上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区自治的新的自主治理领域。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小区共用产品的自主治理基本上形成了小区业主决策选择，物业公司生产服务，双方之间就物业服务进行交易的供给格局。“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房屋的社会集团或者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生产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利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地位趋向于‘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对等地配置。”〔10〕
 从理论上来看，随着房屋产权的转换，业主对房屋的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与房屋相关联的小区公共事物的管理权实现了统一。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业主和小区公共服务的生产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了对等配置，或者说实现了均衡。

2.老旧小区的共用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老旧小区由于产权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社区社群支付能力的差别等因素，其共用产品的治理选择还需要分别对待。老旧小区共用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具体可以归纳如表5所示：

表5　老旧小区共用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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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富有老旧小区的共用产品的治理应当通过共有产权单位和业主／居民的选择，逐步走上物业治理的模式。

由于这些老旧小区社群具有较高的支付能力，对社区共用产品也具有较高的需求，因此，这一类小区中的共用产品可以采用类似商品小区的运作模式进行共用产品的治理，但是其治理过程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关键环节的组织。

第一，共用产品需求偏好的表达。这就需要在包括共有产权单位、社区业主／居民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展集体选择活动，通过民主等机制实现他们对社区共用产品的需求和偏好的转换输入。

第二，安排提供。需要在包括共有产权单位、社区业主／居民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展集体决策活动，就社区内部共用产品的内容、数量、质量和价格等达成一致意见，并就小区共用产品的融资和生产作出安排，社区共用产品的生产安排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总体来看包括内部自我生产和外包生产两种形式，而外包生产可以通过合同／契约的形式在政府、公司、NGO等众多具有生产能力的单位中选择适合自身社区需要的生产者。

第三，产品生产。产品生产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过程，本身并非社区治理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社区产品生产市场有效竞争的缺失等现实原因，产品的生产过程还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

第四，绩效评价。可以通过投票、调查、评优等方式反映社区居民／业主对社区共用产品的生产的绩效进行评估和反馈。

第五，契约／冲突监管。当社区和相应的生产单位之间对社区共用产品达成了生产合同和契约关系之后，政府需要对契约的执行程度进行监管，对于违背企业规定内容的任何一方都必须要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监管、实施处罚。同时，当合同双方因合同内容或者合同实施过程中出现争议和冲突时，相关的政府单位也必须要对相关的冲突和纠纷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解决。

（2）贫穷老旧小区共用产品的治理应根据社区共用产品资本／劳动密集程度的不同在共有产权单位／全体业主／居民组织与共有产权单位／政府保障之间进行选择。

贫穷老旧小区的共用产品的治理从理论上来讲和其他小区共用产品的治理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但是由于贫穷老旧小区社群的支付能力比较低，他们不可能大规模地采用付费外包的形式进行治理。现实中这类小区中的居民或者业主往往有一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员，因此，对于这一类社区中的共用产品的治理需要根据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个特征区别对待，分类治理。大体情况可以参看表6。

表6　贫穷老旧小区共用产品的治理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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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贫穷老旧小区劳动密集型的共用产品治理政策选择。劳动密集型的社区共用产品主要是一些社区中的服务，包括社区治安、社区保洁、社区绿化养护等等。这一类产品对资本的要求不是很高，但对劳动力的需求比较高。而且，这一类产品对于社区中的业主／居民而言是具有共享性的，不易将不付出成本的社区成员排除在外。同时，由于贫穷的社区中劳动力比较充裕，而资金不足，因此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自我提供。

劳动密集型的社区共用产品的治理在需求偏好的表达、安排提供、绩效评价和契约／冲突监管等方面与其他社区的治理政策没有什么区别。关键的区别在于生产安排方面，贫穷老旧小区中劳动密集型的共用产品宜采用居民／业主自我组织等内部生产的形式，而不宜采用付费外包的形式。在自我组织等内部生产的形式中，根据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原则组织社区共用产品的融资和成本分配活动。那些贫穷的业主或者居民可以采取“以劳代资”或者“以劳赚资”的形式参与到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这样一方面能够保证社区公共产品治理中的成本分担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困难户的生活负担，还可以实现社区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第二，贫穷老旧小区资本密集型的共用产品治理政策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社区共用产品主要是一些社区内的共用设施，诸如道路、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管线设施等。这些设施本身与其他社区的设施在性质、功能上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特殊的是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因此，对于贫穷老旧小区中诸如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有线电视等管线设施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共用产品，适宜采用政府保障的形式进行供给。

总之，城市社区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治理区域。具体的社区治理政策应当根据社区的产权结构、产品特性和社群特性等不同而在市场机制、自组织机制、非营利机制以及政府保障机制等众多的治理策略中进行选择。


【注释】


〔1〕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的发育》，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第1期。

〔2〕［美］罗纳德·奥克森：《治理地方公共经济》，万鹏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Elinor Ostrom，“DESIGN PRINCIPLES OF ROBUST PROPERTY‐RIGHTS IN‐STITUTIONS：WHAT HAVE WE LEARNED？”，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Policies，edited by K.Gregory Ingram and Yu‐Hung Hong，Cambridge，MA：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May2009.

〔4〕陈亚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中若干基本问题之研究》，载《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5〕王利明：《论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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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出“万应灵药”（panaceas）是学者们易犯的一个通病，试图通过一剂良药救治诸种疑难杂症。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奢望。可持续发展学者试图寻找出通向可持续治理的康庄大道，诸如政府化、市场化、地方化以及社区化等都是流行的处方，但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所最需要做的就是超越万应灵药（going beyond panaceas）。相关的论述参见Fikret Berkes（2007），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John M.Anderies，Armando A.Rodriguez，Marco A.Janssen，and Oguzhan Cifdaloz（2007），Panaceas，Uncertainty，and the Robust Control Framework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Ruth Meinzen‐Dick（2007），Beyond Panaceas in Water Institutions；William A.Brock and Stephen R.Carpenter（2007），Fromthe Cover：Going Beyond Panaceas Special Fea‐ture：Panaceas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tocrender.fcgi？iid＝150874Going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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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community is an area which need improvement in governance urgently and also an area affected by a number of facets.Property struc‐ture，attributes of goods and community are three main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governance policy choice in urban community.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property structure，attributes of goods and community in the specif‐ic community，we can choose the governance mode from the mechanism of market，self organizing，non‐profit and government.Only in this way，can we avoid giving the panacea mode for al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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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研究：以深圳“盐田模式”为例

马卫红　李芝兰　游腾飞
(5)




摘要：
 中国城市转型最主要的特征是单位制的解体，以及随即进行的社区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伴随着一场基于邻里关系开展的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实践形式涌现，城市社区变化显著。虽然同时期已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了此次转变，但对社区空间概况的形成过程进行动态、详细分析的论著却寥寥无几。本文认为，近年来政府优先发展社区建设，促进了社区自治和自我治理的发展。传统行政权力与新出现的社区自治权力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中国城市基层权力结构的转变。而深圳社区治理的“盐田模式”示范了该转变的过程，即社区治理改革体现出上述两种不同权力间的相互作用，而此种相互作用可能对中国城市的国家—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单位制　社会建设和治理　盐田模式　深圳　中国


导论


中国城市转型最主要的特征是单位制的解体，以及随即进行的社区建设。自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伴随着一场基于邻里关系开展的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实践形式涌现，城市社区变化显著。虽然学界同时期已有大量论著记录了这一转变，但众多学者仍缺乏对社区空间特征的形成过程进行动态、详细的分析，特别是极少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新近变动状况。本文认为，近年来政府优先发展社区建设，有力推进了社区自治和自我治理的发展。传统行政权力与新出现的社区自治权力的互动，共同推进着中国城市基层权力结构的转变。本文探讨了深圳盐田区社区治理改革的经验，这一改革在中国政策话语中被称为“盐田模式”。在下文论述中，我们将具体展示“盐田模式”如何呈现出上述转变过程，即社区治理改革中两种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此转变过程可能对中国城市地区的国家—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长期性深远影响。

单位在中国行政体制中曾发挥了显著作用，其不仅是国家分配各种资源的渠道，而且是国家控制社会的工具。依附于工作单位，成员个体参与政治活动，并获取基本生活保障（如医疗保健，住房，子女教育）与其他社会福利。但是，在单位制背景下进行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的整合，反而会增强不同单位之间的隔阂，增加合作困难。城市是由近乎独立的、基于工作场所的社区组构而成，并非一个相互协调的城市环境综合体。居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均生活在一个由其单位规定的特定区域，在此区域，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成为维持秩序与实施制裁的基本手段。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单位逐渐摆脱其社会福利功能，上述情况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与强调权力下放和政企分开的全面改革相呼应。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废除单位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控制功能的文件，其中三个文件尤为关键。第一个文件是1986年颁发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暂行规定》，该规定对单位人事制度提出改革。随后在1992年初，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发《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第三个文件是国务院于1998年签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单位将其住房以优惠价格一次性销售给职工。自此，先前由单位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如儿童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也转由政府或市场提供。这个过程通常被描述为“社会化和市场化供给”，并给城市社会结构带来了实质性重大影响。

在社区层面，单位改革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单位不再提供福利住房，改变了社区概况。1998年以后，由于许多单位停止为其职工提供住房，住宅已经成为一种商品，而非公共产品。私人住宅所有权成为新的常态，更多的私人房地产随之得到开发。按照周在2006年的观察，中国城市的住房拥有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30%左右大幅上升至2000年的70%以上。

其次，单位制的解体促进了劳动力流动。在整个社会和行政职能范围内，职工不再依赖于他们的工作单位。此种趋势与私营部门的快速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拓宽了城镇居民的就业选择范围。因此，城镇居民在愈加灵活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更加具有流动参与性。

新的城市生活空间开始形成，并给政府带来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城市中提供社会服务的基础组织解体；二是作为个体有更多的选择和途径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由此出现的国家控制问题。政府关注能够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的方法，同时注重重新整合国家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开始在中国城市开展基于邻里关系的社区建设运动，以应对上述挑战。

学界众多学者已然对社区建设的政策和实践，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对社区建设实践发生的宏观历史背景进行描述的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此外，其他研究主要对不同城市社区建设的经验进行阐述。最后，还有一些研究者，尝试探讨城市社区建设对城市基层民主化的影响。

上述前人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改革。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相对较少对社区建设的动力进行过程动态分析。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比如吴认为，市场化创造了国家难以控制的新要素，并最终动摇了中国城市传统治理结构的支柱。林指出，国家对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城市社区的发展程度。陈的研究揭示，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力量的出现，导致了社区自治能力增长，促进了城市社区在后单位时代发生转变。

尽管已有学者开始进行有关探讨，但社会治理转型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首先，作为转型主要动力的既定市场化变革十分重要，但市场变革所发挥的各方面作用并未明确。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此种作用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市场化是“明显”的，是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的初始推动力。但是，在目前已发生改变的形势下，它可能不再是当下的主要驱动力。其次，国家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关键动力。然而，如在下文中阐述的那样，国家不太可能自发地走上改革道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什么能让国家进行改革？第三，虽然社会力量可能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倡导和积极支持，社会自治难以持续。因此，随着城市社区结构在新世纪持续发展，有必要重新考虑哪些因素推动着社区治理体制的不断转型，及随之带来的影响。在既有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本文认为，传统行政权力与新出现的社区自治权力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社区建设的全貌，并推动着城市基层社会的转变。这是政府社区建设政策工作重点变动引发的结果。以下各部分，将以中国南方的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城市基层社区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政策工作重点发生改变的原因，以及在权力配置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此种改变将可能导致的结果。

如同在其他政策领域的变化那样，本地社区建设的实验成为基层社区治理对外展示的新形式。此种变化，通常是围绕传统的行政权力，与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二者一起，在社区层面发生的特定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模式。此种模式在盐田得以逐步形成，在中国政策话语中被称为“盐田模式”。相较其他地区的做法，“盐田模式”通过建立两个不同机构，来分别承担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的功能，从而在新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形成一个更加“均衡”的权力配置结构。〔1〕
 在21世纪初以来，这一新兴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的运作，也似乎相对有效。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盐田区居委会直接选举的比例已达100%。在2006年，因其取得的成就，“盐田模式”被授予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
 审视盐田模型，可使我们能够对新兴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改革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源于2009—2010年度田野调查搜集的各项资料，主要包括与居民委员会领导人进行的访谈，对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办公室的调查，以及相关的文件和工作报告的收集。

自21世纪初起，政府社区建设的政策重点已经发生改变。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分析的焦点转向政府社区建设的政策重点。在早期阶段，政府通过社区建设以增强基层社会的行政控制，其特点是加强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管理功能。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政府已开始提倡居民的自我治理和自我服务，强调通过居民和社区组织充分参与社区事务，来培育社区自治能力。政府社区建设工作重点的转变，实际上推动了社区自治的发展以及社区权力结构实质的改变。〔3〕
 在我们对“盐田模式”进行细致研究之前，下文将首先概述政府是如何提出并不断完善社区建设政策的。


社区建设政策的介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官方用语第一次引入“社区”的概念。但直到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之后，官方才对该词进行了明确定义。在此《意见》中，社区被定义为：“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定地域是指一个在基层行政体制的改革背景下，经历了大规模调整从而具有司法管辖权的居民委员会。”〔4〕
 显然，中国人对社区的理解，并不将其视为一个由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习俗的人群所形成的社会集体，而是用一个具有客观领土范围概念的居民委员会去作定义。因此，中国人对社区的认识，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即关注行政职能和明确界定的地域。

单位制的解体，意味着政府需要找到一种提供社会福利的新手段，社区的概念为其提供了一个选择。1987年，民政部在武汉召开会议，会议倡导将社区服务作为一种在城市社区提供社会福利的潜在新形式。社区服务起初是为残疾人、老年人和革命烈士家属服务，随着居民迁移和自由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多，升级社区服务水平和人口管理的需求成为政府关注的新课题。在此种背景下，1991年民政部结合政府主动改善为所有居民提供服务的政府行为，启动社区建设运动，以促使城市基层组织发挥新功能，并鼓励城市社区全面发展。

首先，民政部在北京、南京和杭州等城市的9个地区，开始“社区建设”的试点试验。随后，1998年将试点规模扩大至26个地区。2000年，随着《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出台，社区建设的试点项目正式结束。该意见将社区建设扩展到所有城市，并明确界定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从“社区服务”到“社区建设”，社区不再局限于提供社会服务，而是成为一个将城市人口组织起来的新体制。

对于政府来说，社区建设是一个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并通过重建基层组织维护城市稳定的重要工具。在社区建设的初期，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职能，加强其行政能力。这种管理模式被命名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制度（街居制），大量的资源——经济资源，行政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区政府流动到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最后，居民委员会被纳入到行政体制中，形成城市管理的一大支柱，这个过程被描述为行政化的居民委员会。2007年，陆和李认为，该时期居委会的职能包括政治动员，提供公共服务，公民调解，治安维护，代表民意等方面。作为国家授权的组织，居民委员会在协助政府落实政策、维护社会控制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加强街居制作用的必要性，大致可用如下三个原因进行解释。首先，随着单位制的解体，需要一种替代制度或组织来接管单位，发挥社会控制和服务功能。由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在单位期间已经存在，这些组织自然成为填补因单位解散而留下的空白的选择。其次，从现代城市管理的角度看，随着强调公民参与和当地政府与基层组织间进行合作的共识出现，权力下放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大量的行政职能开始从市、区政府两级转移到基层。第三，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使城市居民产生了更多的需求，而政府自身很难逐一满足这些需求，加之政府力求相关基层组织满足居民需求，因此，密切联系本地居民的居民委员会就成为政府动员的主要目标。

然而，街居制的运行旋即面临着各种困难。随着承担的行政任务不断增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间的矛盾不断升级。不仅由于各自位于行政管理层级的不同位置，而且也因为对社区事务的理解存在差异和分歧，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成为两个不同的实体。例如，2004年，笔者在上海进行调查发现，一些受访的居民委员会领导，常就街道办事处无能、低效，街道办事处惯于向上级“炫耀”政绩等做法向来访者抱怨。有时候，当居民委员会领导不同意街道办事处分配的任务时，会进行抵制和回避。居民委员会有不同的反抗策略，比如拖延懈怠、推诿扯皮，甚至直接拒绝执行某些任务。此外，街道办事处官员和居民委员会领导，往往对彼此间关系持有相左意见。街道办事处官员认为居委会成员是其下属，但居民委员会成员则自视为同事或合作伙伴。

另一方面，在城市社区，街居制面临难以应对的复杂组织环境。正如许多研究提到的那样，新的住宅发展项目正在不断开发，随着住房私有化，新的组织已经出现在社区内。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是两个主要的新兴社区组织。这些组织对社会事务有不同的工作议程。〔5〕
 不同组织利益关注点的差异，很可能导致社区组织之间的冲突。现有文献资料中，已经记录了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前文提及的部分居民委员会职能已取代这些新组织。在这个意义上说，街居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政府社区建设政策的新工作重点


为了进行街居制改革，自21世纪初以来，政府已开始提倡居民的自我治理和自我服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6〕
 这是官方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使用“城镇居民自我治理”术语。政府提出新的工作重点，即通过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来培育社区自治和自主权。

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赋予“社区建设”传统观念新的含义。同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再次强调居民自我治理应是和谐社区建设的关键要素。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完善居（村）民自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

21世纪初以来直接选举居民委员会的实践，正是实现社区自治和社区组织自主权的最好例证。〔7〕
 实施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受到下列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首先，随着居民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参与行政工作，其主要作用似乎是在基层执行行政职能。然而，居民委员会所发挥的此种作用，与1989年颁布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的社会性和自治性——相矛盾。该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著者实地考察中，接受采访的居民委员会成员，经常抱怨分配给他们的行政任务成为额外负担。承担行政职能和本质上具有自治法律地位的社会组织之间的角色分歧，显然使深圳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最终促成政府行政权力“撤退”，不再直接作用于居委会，并促使政府决定推行直选居委会。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村委会选举实践也推动着居民委员会的改革。通过农村村委会的选举活动，使得自我治理和自主权的思想被城镇居民所熟知。普通政府官员和基层工作者一致认为，应当恢复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居委会实施直接选举。

此外，政府还鼓励建立各种文化和娱乐社区组织，动员社区资源进行自我治理。实际上，这些民间团体已经有助于出现新的社区空间，并推动社区自治的发展，远超出政府的设计初衷。本尼威克和高原直泰在基于青岛的调查中发现，社区比以前拥有更多的自由，并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组织能够对社区事务作出决定。托姆巴和苗也有类似的发现，即社区组织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自治程度的增长。


盐田模式


盐田是深圳市的行政区，辖区总面积72.36平方公里。截至2009年底，盐田区的人口总数为22.77万。盐田区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和22个居民委员会。〔8〕
 虽然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只有短短3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深圳的城市行政体制与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区别。在深圳，有三个管理层级的管理，即市、区和街道办事处层级。〔9〕
 居民委员会过去作为单独级别的工作网络，在基层执行政府的行政政策，但现在已转变成居民自治组织。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同，在社区建设的早期阶段，深圳的居民委员会在提供社会服务和维持公共秩序方面，均发挥了显著作用。结果，在实践中，居委会的行政职能与其具有的社会性和自治性发生矛盾。2002年，为了恢复居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并同时保持政府在社区的代表，盐田区政府发起了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盐田社区治理体制在2002年和2005年，分别进行了两轮改革。2002年，通过采用下述三种措施，实现将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职能剥离出来的改革目的。第一，重新调整居委会的数量，把21个居委会按照资源共享、方便管理的原则合并为17个。〔10〕
 第二，居民委员会被重命名为社区居委会，并对其职责进行重新界定。第三，在社区居民委员会下设立两个工作站，即社区工作站和社区服务站。这种新的结构，在当地被称为“一会（合）两站”模式（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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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会（合）两站”的治理模式

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社区财政，并指导两个工作站的工作。社区工作站承担由政府指派的行政任务，落实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决策。社区服务站的功能是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如社区卫生和文化娱乐活动。此种做法的初衷，是将社区居委会从具体行政任务中解放出来，使其把工作重点放在处理社区事务上。

通过在居民委员会内设立两个分别承担不同职责的新工作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委会行政职能和自治功能冲突的问题。然而，日常工作中的分工和合作，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职能混杂不清和权力相互冲突，成为改革道路上的拦路虎。2005年，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盐田区政府进行了第二轮改革。在“议行分设”思想的指导下，盐田区把社区工作站从社区居委会中独立出来，从组织结构、职能、人员、经费、行政隶属关系等关键环节一一剥离。社区工作站成为街道办事处下的一个派出机构。这项措施使得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始专注于提供社区服务。通过社区所有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居委会的性质，也重新恢复到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原始状态。这种模式被称为“一会（分）两站”（图2），并运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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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会（分）两站”的治理模式

委托给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责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居委会代表居民的利益，并作为居民、国家和其他社区组织间的桥梁，发挥服务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协调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以及其他社区文化和娱乐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二，居委会为居民提供服务，比如照顾老人、残疾人及其他有需要的家庭。第三，举办文娱康乐活动。社区服务站是社区居委会的代理机构，负责执行社区服务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服务站已成为一个由社区居委会注册在案的民办非企业组织。社区服务站的资金来源有两种方式。首先，通过政府购买其外包公共服务项目，使居民可以享受免费服务。其次，通过“用者自负”的方式为居民提供服务。

社区工作站作为街道办事处的机构，专门承担政府交办的行政事务。社区工作站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文化和计划生育工作等。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由街道办事处任命，并对其负责。社区工作站的经费由财政统一安排，政府全额拨款。此外，社区工作站也有责任协助社区居委会处理各项居民事务，但二者间并非行政隶属关系。

2008年社区居委会的直接选举，示范了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如何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进行合作。盐田区社区居委会直选始于2008年5月27日。为了顺利举行选举，H社区成立了选举委员会，该选举委员会成员包括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的领导，以及当地的党委书记。在选举开始之前，社区工作站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有效的宣传方案和动员策略。宣传横幅被悬挂在天桥、沿街街道以及主要定居点的门前。同时，社区工作站的工作人员陪同委员会成员，挨家挨户拜访居民，说服居民登记为选民并参与投票。在选举日当天，他们共同设立固定投票点，或采取流动票箱的形式，到选民家中收集选票。可以看出，社区工作站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在选举的每一个阶段都联合行动。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居委会提出“三会制度”，并自2008年开始在社区实施。这三次会议分别是民主评议会、民主协调会和民主听证会。民主评议会每年举行一次，居民可在会上正式评估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民主协调会“协调”解决居民、社会团体和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民主听证会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有迹象显示，此项改革已经开始带来城市社区景观的初步变化。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盐田区的多数居民认可改革成效。在与当地政府官员和社区工作者的访谈中〔11〕
 ，两者均认为政府社区治理改革的主要目标，已经通过建立“盐田模式”得以实现。首先，社区居委会已对其“应处”的位置作出重新定位。作为街道办事处下属机构的社区工作站，承担起以前分配给居委会的行政任务，因此，它可为社区居民居委会起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群众组织的作用。其次，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得到增强，在以往街居制的设计下，居民委员会承担许多政府行政工作。由于工作内容复杂，且缺乏适当的人员及其他原因，居委会常常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这反过来又削减了政府的行政能力。“盐田模式”通过设立一个新的“社区工作站”，解决了上述问题。再次，居民自治已经成为一个新体制。所有具有选民资格的居民，投票选出社区委员会的成员，社区委员会成为社区自治的中枢机构。该社区委员会一方面将居民的意愿反映给政府，另一方面全部或部分监督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的工作。


权力结构的变迁


根据“盐田模式”，新设立的社会工作站在城市社区层面上代表政府行使行政权力，而社区居委会寻求社区自治和居民自主。“盐田模式”一直被认为是社区治理改革实践的先驱，特别是探索政府行政和社区自治间的整合，以寻求更好的社区治理方案。

从本质上讲，在社区治理改革的过程中，社区自我治理和居民自主程度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基层权力结构。正如“盐田模式”所示，多种组织和团体参与到社区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决策及实施过程中。笔者通过对社区领导的访谈，认为社区居委会和“三会制”增进了居民与政府商议的能力。例如，2009年，当地政府曾计划在H住宅区附近修缮一个街头公园，当地官员、居民、施工方以及相关企业和公共机构代表，召开民主协调会和公开听证会，共同商定装修方案。〔12〕
 这意味着行政权力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在城市社区空间出现的新兴自治权力与之共存。

两种权力相互作用的特点之一是，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与单位制时期相比，城市社区的行政控制程度已明显降低。就政府而言，社区自治和居民自主的发展可以增强政治支持。社区自治和居民自主，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利于支持政府。一方面，自助服务制度能够有效聚集社会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行政成本。各种群众组织基于自治的精神，在社区内服务居民生活。公民服务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志愿者无偿的积极参与，这些志愿者多为当地居民，并拥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社区荣誉感。另一方面，居民之间的互助制度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城市社区的自治权力一直在显著增长。除了当地政府的宣传努力外，自下而上的力量也有助于自治权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与住房相关的利益，并期望更多的提高社区生活和环境质量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许多社区的公民领袖不断增多。这些民间精英拥有更强烈的社区凝聚力和归属感，他们善于与政府商讨，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自此，社区自治思想已被更多的社区居民所接受。

然而，应该注意到，社区自治的发展离不开行政权力的支持。首先，与农村地区相比，社区自治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政府出台，为考虑解决行政危机而设的应对方案。虽然众多城市居民具有自治和自主的意识，但仅靠此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是不够的。这主要因为居委会为基础的社区与单位为基础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居民生活在一个高度异质性的社区，社区不足以为居民提供独有的公共资源。更多的时候，居民从社区之外获取政治、经济资源和社会福利。其次，行政权力仍然对当代中国的许多领域具有影响力。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依旧需要运用行政权力，处理横亘在新老体制间的一些问题。

虽然行政权力的影响力可能会下降，但其仍将存在于社区空间。这不仅是国家出于无法控制社区的担心，同时也因为行政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必需手段。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高度重视基层政权的稳定。显而易见，政府尚未准备好接受完全自主的社区。政府的社区建设政策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完善社区制度，为政府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并执行国家的法规；二是发展社区自治，从而改进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渠道，支撑政府合法性。然而，这两个目标，却会导致社区自治和行政控制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因此，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充满变数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过程。无论不同城市的改革措施存在何种差异，均寻求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间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特征既非传统的行政控制，也非朝着完全自主的方向发展，而是两者的结合。


结论


单位制瓦解后，中国城市基层的行政—社会建构随之解体。中国政府发起了“社区建设”项目，以重建社会公共结构。与单位制下对个人的严格行政控制不同，新兴的社区制度旨通过在政府、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间建立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实现居民自治。

从“盐田模式”中可发现，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成为主导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两股主要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出现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或一个传统的行政权力治理模式，而是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间的相互作用，继续推动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转变。

那么，哪些因素能够影响行政权力和自治权力，二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如何？在中国学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中国学界关于此问题的两个重要研究成果，分别是魏昂德对城市工厂的研究和许惠文对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米格代尔，他的观点持续影响国内学界关于城市社区改革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是侯在2007年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的阐述，他将盐田改革视为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代表，这意味着国家强化了行政能力的同时，社会实现其自主权。肖在2008年认为，“盐田模式”成功地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划分职责，它会促使国家与社会开展合作关系。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委会相互独立，前者作为街道办事处的派出机构，在地方一级代表国家；后者作为群众组织，在基层代表社会。二者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上文关于2008年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中，简要论述过这一点。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盐田模式”中体现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处于协同状态，在某些情况下，二者是对立的关系。例如，在2007年，Y社区的一些居民，不满意在住房开发计划中新建大楼的公共绿地面积。当居民代表向社区居委会投诉时，被告知此事项归属社区工作站管辖。当居民代表前往社区工作站，反而却被告知这起纠纷属于公民问题，应该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调解。〔13〕
 可以看出，当社区工作站和居民委员会面对难题时，都倾向于向对方推诿责任。

就中国城市中不断变化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言，作出结论为时尚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基层社区的治理框架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带着异质性利益和目标出现的新参与者，重新定义了地方权力结构。然而，尽管有非常重大的变化，政府至今仍然作为重要的权威，为不断发展的新游戏制定规则。国家发挥的作用，在本次关于社区治理改革研究中可见一斑。如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带给中国巨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改革开放那样，城市社区治理改革本质上同样具有开创性。相较其他研究文献中强调市场驱动作用而言，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转而强调国家的积极作用。无论社会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之外，国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权力分散或下放多寡的功能。另一方面，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不断发展——这本身就是中国积极政府行为的结果——将提供并承诺提供进一步推动国家权力下放的稳定动力。正如本文提到的，在盐田社区改革微观变化过程中发生的政府和社区自治权力间的相互作用，是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家和社会力量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回响。


【注释】


〔1〕其他一些知名的模式分别是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上海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社区事务的行政化，由街道办事处发挥主导作用。江汉模式的显著特征是，将主要的行政事务从社区脱离，建立社区自治制度。本尼威克（Benewick）和高原直泰（Takahara）在2002年描述了青岛和沈阳两地社区管理体制的变化。

〔2〕“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于2000年联合创办。每两年举行一次，已举办四届。该奖项具有显著的社会影响力。每一届均有数以百计的地方政府部门或机构参加该评选。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网站：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

〔3〕就中文词组“自治”而言，有两个对应的英文翻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和自主权（autonomy）。布雷（Bray）在2006年建议将其翻译为“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在他看来，在中国语境中“自治”是“有限形式的‘我治理（self‐governance）’，政府当局通过设立运行指标来指导社区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笔者认为，布雷仅仅是从政府的立场对“自治”进行理解。实际上，居民和社区机构在所谓“自治”的保护伞下，不满足在政府限定的范围内自我治理自身事务，他们经常为能更多支配自主生活而抗争。因此，笔者倾向于在这篇文章中同时使用“自我治理”和“自主权”两个词语来翻译“自治”。

〔4〕出于城市管理的缘故，各地对社区的定义各不相同。有的定义将其限定为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也有定义将其限定为居民委员会的地域范围，还有的定义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5〕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业主房屋的相关权益，如房屋的质量、管理费、社区设施等等。业主委员会负责组织业主，聘用和解聘物业管理公司，监督房屋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并时常听取业主的意见。物业管理公司是一种企业组织，该企业组织负责维护房屋质量，保障公众安全，并在生活区提供公用设施。

〔6〕如需详细信息，请参见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1／16／content＿2467734.htm（2011年8月4日访问）。

〔7〕不同城市居委会的直接选举比例差异很大。排在前列的深圳、宁波、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直选比例分别是99%、85%、80%、75%（《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9日）。

〔8〕参见网址：http：／／www.yantian.gov.cn／main／zwzc／tjsj／nb／index.shtml？cata‐log Id＝3825（2011年1月22日访问）。

〔9〕街道办事处并非一个政府层级，但它在中国城市管理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因此，街道办事处通常被视为一个行政管理的层级。

〔10〕2008年，较大的社区被重新划分为两个社区，因此，目前盐田区的社区总数为22个。

〔11〕社区工作者是指在社区工作的一群人。在盐田区，这一群人指在社区工作站、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服务站工作的人们。

〔12〕2010年3月10日，著者采访了胡先生。他是盐田区东河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之一。

〔13〕这次采访由鹏凯于2009年3月28日进行。


Abstract


A major feature of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the break down of the danwei system and the consequent efforts on community bui lding．Since the early 1990s when a movement for neighbourhood-based com munity building was launched，different practices have appeared and the urban community has changed remarkably．Whilst a number of works have documented this transition， few revealed in sufficient details the dynamics of shaping the profile of community space．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new found priority on community building of the government has facilitated the de velopment of community autonomy and self-govemance．An interplay of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newly emerged community autonomous power drives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structu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urban China．The Yantian Model of community govemance in Shenzhen demonstrates how this transition unfolds as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reform embodie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two different forces，likely with longreaching impacts for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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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发展


 谁代表与代表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分析

刘乐明　何俊志
(1)




摘要：
 谁代表和代表谁的问题，是代议制政体下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总体资料为基础，详细分析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规模、代表团分布、籍贯构成、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民族结构、党派结构、教育背景和职业结构。


关键词：
 全国人大　人大代表　代表模式　构成分析


一、代表谁与谁代表：理论与文献回顾


现代民主是一种代议民主，代议民主需要由选民选出代表来实施统治。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选民选出的代表当然应该以选民代表的身份执行自己的职务。但是，在将这一原则落实为具体的操作规程时，却存在着激烈的理论争论和巨大的制度差异。

简而言之，根据伯奇（A.H.Birch）的归纳，代表一词可以从三个维度上来理解。一是委任型代表，即选民与代表之间是一种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二是微缩型代表，即在社会中具有某一特性的人去代表与他具有类似特性的成员，这种代表也被称为是样本代表（sampling representa‐tion）。三是象征型代表，即具有某种特质的人代表某一整体，例如国王是国民的代表。〔1〕
 关于第一种类型，伯奇又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即委任的代表（强制委托的代表）和选举的代表（良心代表）。〔2〕
 正是关于这两种代表类型的划分，埃德蒙·伯克在布里斯托对选民所发表的演讲中，又进而将选举的代表明确为是一种依据自己的良心而为选民作出判断的代表。〔3〕
 在他看来，只有这种依据自己良心作出政治判断的选举型代表，才是代议民主政体所要求的代表。他的这一主张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制度性回应。例如，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对议员的任何强制委托概属无效，议会议员的投票权属于个人。

在理论建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观带有明显的强制委托色彩，在整体上强调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的同时，还强调选举产生的公务员只不过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对选民负责并报告工作，而且选民还随时可以撤换这些选举产生的公务员的职务。〔4〕
 不过，在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之前，上级人大常委会又有专门的文件，对中共党员代表、妇女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甚至一线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所占的比例，都有明确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确定的代表模式，又类似于是一种样本代表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规范的意义上，这种选举模式就更像是一种选举团模式。

正是由于上述独特性的存在，尤其是对于县级以上的各种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言，从选民的选票到代表的当选之间，存在一条较为复杂的链条，使得先前的各种政治理论中所阐述的代表模式，都不太适合于对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进行准确的概括。结合经典的政治理论和当前中国政治中的选民、政党与国家间的规范性关系，邱家军认为，中国的人大代表实际上承担着多重政治实体的委托，由这种多重委托而产生出的是一种多重代理的代表模式。〔5〕


如果我们在规范意义上接受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多重代理模式，接下来应该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规范意义上的多重代表模式，在现实之中又到底是由谁来扮演具体的角色？从这些代表角色中，我们是否又能够反推出他们到底是代表谁？

令人遗憾的是，相关学术研究还没有能够为我们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提供充足的文献。在对地方人大代表的结构进行观察时，一些早期的作品曾发现，“三多三少”是一个普遍现象：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男性代表多，女性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6〕
 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官员还发现，新的“三多三少”表现为：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工农代表少；党政领导干部多，一般干部少。〔7〕
 而另外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官员则发现，“三多三少”的表现是“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企业老总代表多，普通职工代表少”。〔8〕
 虽然不同的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三多三少”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其中的“两多两少”则并无差异。在第三个方面，到底是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多，还是企业老总代表多，有可能是观察的角度不一样，也有可能是观察的时间和地区的差异所致。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来自于近年来的一些新变化，中国的各级人大代表在原来的“三多三少”的格局之下，又出现了“两多两少”：经营管理者多，普通职工少；个体私营主多，弱势群体少。〔9〕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新近的作品直接将这种“三多三少”概括为：干部代表多，老总代表多，党员代表多；一线劳动者代表少，妇女代表少，青年代表少。〔10〕


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研究中，刘智、史卫民等对一至九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规模、性别结构、民族结构、党派构成、身份构成作了较详细分析，但缺乏对代表年龄、教育背景、职业等重要结构的分析，而且分析的对象是一至九届全国人大。〔11〕
 尹中卿对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构成都作了分析，但分析使用的是一至九届全国人大的数据，数据陈旧有待更新，而且民族、党派等结构可以继续深化；〔12〕
 张涛对十届全国人大常委的结构作了较详细的分析，但分析的对象集中在常委会。〔13〕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的论文，对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进行过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对现今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详细分析，有着十分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它将对我们回答谁代表和代表谁的问题，提供一份坚实的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基础数据。在现实中，随着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闭幕，以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即将按照2010年新修订的选举法在2013年年初的选举中产生，在这个起承转合的时机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将更具意义。

利用全国人大网站上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基本资料，再结合各位代表的相关个体资料，本研究收集了十一届全国人大所有2977名〔14〕
 实有人大代表的所属代表团、性别、民族、籍贯、年龄、党派、毕业院校、专业、学历、学位、职业等方面的详细数据，建立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信息数据库。〔15〕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最新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总体资料来呈现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状况；二是在构成研究方面，相较先前的文献而言，设计了更为细化的变量。例如，以往对人大代表民族结构的研究往往是止步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构成，而本研究将细化到每个民族之间的具体构成，研究结论将更加详细和丰富。此外，通过将十一届人大代表构成的分析结果与往届人大的代表构成相比较，还可以观察到全国人大代表构成的新变化和特征。


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分析



（一）代表规模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35个选举单位，根据选举法等有关法律和规定，于2008年1月分别选举产生，共2987名。2008年2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2987名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截至2012年6月30日，重庆代表团的王立军辞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77人。〔16〕


表1　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数量及其增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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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总数为每届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召开时的实有代表人数。

数据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917页；（2）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3／01／content＿751877.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8－03／03／content＿7708230.htm。

从表1可以看出，六届全国人大以前，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变化较大，代表数量在1226和3040之间波动。变动最大的为第三届全国人大，比二届全国人大增加了1814名代表，增幅高达147.96%。六届全国人大以后，全国人大代表总体规模逐步稳定下来，人数确定在2970人至2990人之间，不超过3000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总数为2987名，符合《选举法》第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的规定。本届全国人大的数量与前几届相比基本保持不变，延续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总体数量的稳定格局。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数量问题，学界一直存在激烈的讨论。到底多少人大代表才既有利于代表的高效履职又有利于代表的广泛性，学者们看法各异。诸如，蔡定剑认为，全国人大代表以不超过2000名为宜，最好为1500人。〔17〕
 还有学者根据Rein Taagepra和Matthew Soberg Shugart两位学者的理论：一个国家国会的理想规模应该是其人口总数的开立方，并结合我国的总人口数（12.9533亿人，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认为最理想的全国人大代表数量应为1090人。〔18〕
 大体上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全国人大的数量规模过大，不利于代表履职，因而，确实有必要优化全国人大的代表规模。


（二）代表团分布


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情况决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代表组成。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由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的台湾籍同胞派代表协商选举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选出。全国人大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代表团的划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19〕
 具体的代表团分布情况及其代表数量变化见表2。目前，全国人大代表团数目为35个，其中包括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团，以及解放军代表团、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

表2　六至十一届全国人大各代表团人数分布及其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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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始，澳门特别行政区选出的12名全国人大代表开始组团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数据来源：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delegate／all Previous.action。

按照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在行政区域之间的分配主要以人口为基础，同时保证每一行政区域，特别是人口特少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代表。从六至十一届全国人大各代表团构成及其变化情况来看，山西、广东、广西、海南、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和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数量基本上没有变化，属于代表团规模比较稳定的代表团，其中香港、澳门、台湾和解放军代表团规模尤为稳固；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四川、北京代表团代表数量总体上呈现大幅减少之势；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代表团的代表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呈不断增长之势；其他的代表团的代表数量也有稍许的增减，但变化的幅度较小，属于小幅波动的代表团。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量的变化，也有行政区划的改变，同时还可能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他的社会、政治因素的考虑。


（三）籍贯构成


当前中国是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流动性更高，这种高的流动性是否也反映到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之中？全国人大代表的籍贯构成到底如何？哪个籍贯地的代表最多？哪个代表团中代表的籍贯更多样化？哪个籍贯更具有辐射性和影响力？这些围绕人大代表的籍贯所产生的问题，一直为人大研究者所好奇。但是由于以往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籍贯方面数据的缺失，学者们很难分析全国人大代表的籍贯地构成情况。本文收集到了十一届全国人大实有2977名人大代表中的2957名代表的籍贯数据，具体籍贯分布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籍贯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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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称性代表，即籍贯和代表团正好相符的代表。如：北京代表团的王小珂代表，其籍贯也为北京，所以称王小珂为籍贯和代表团对称的代表，简称对称性代表。反之，非对称性代表即籍贯和代表团互不相同的代表。

统计得出，共有1608名对称性代表，其中对称性代表数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山东144名、江苏113名、河南113名、广东99名、四川94名、湖南90名（见表3）。各代表团代表数量和各籍贯代表数量与对称性代表的比较和非对称性代表比例的计算，可以分别用来考量各代表团的包容性和籍贯的辐射性。当以代表团为考察对象时，非对称性代表比越高，说明该代表团的包容性越强；当以籍贯为考察对象时，非对称性代表比越高，说明该籍贯的辐射性（影响力）越强。

据统计，当以代表团为考察对象时，天津、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吉林、青海、贵州、重庆、甘肃、陕西、宁夏是非对称性代表比超过0.5的代表团，说明这些代表团超过一半以上的代表来自其他籍贯，这些代表团籍贯构成的多元化程度更高，这些代表团在人大代表的籍贯构成方面更具包容性与吸纳性。而非对称性代表比低于0.5的代表团的代表籍贯构成多元化的程度就要低，政治包容性低，排他性强。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代表团的政治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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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台湾、香港、澳门和解放军代表团的特殊性，故不将它们与其他代表团作比较。

一般来说，一个省（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省（直辖市）多元化的程度就越高，其政治包容性也应该更高。分列非对称性代表比前三位的天津、上海和北京代表团都有超过75%的代表来自非本籍贯地，因而这三个直辖市代表团有着非常高的政治包容性，这与它们的经济地位是相符的。然而，地处西部经济欠发达的青海、贵州、甘肃、陕西、宁夏五个代表团的非对称性代表比都高于0.5，而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四个代表团的非对称性代表比却都低于0.5，显然这些代表团的政治包容性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符。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因素并不是决定一个地域政治包容性的唯一因素。

另据统计发现，当以籍贯为考察对象时，从非对称性代表的数量上来看，山东、河北、江苏、辽宁、浙江、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籍的非对称代表最多。从非对称性代表比的大小来看，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山东、陕西、浙江、北京、山西、吉林、重庆、江苏是非对称性代表比超过0.5的籍贯地（具体数据见表5）。综合起来可以得出，山东、河北、江苏、辽宁、浙江等籍贯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着较强的辐射性（影响力）。其中的缘由何在？除了要重视中央“戴帽代表”在各省市区的分布外，是不是这些籍贯地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也在起作用？具体的因素还可能需要进一步挖掘。

表5　籍贯的辐射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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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龄结构


以当选年2008年为计算基点，2977名实有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为80岁（1928年生），年龄最小的23岁（1985年生），平均年龄为52.06岁，年龄变量的中值为53，众数为53。具体的各年龄段代表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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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为九届〔20〕
 全国人大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结构比例的对照表，从两届数据的对照可以看出，十一届全国人大60岁以上的代表比九届减少了22.18%，而41至60岁的代表比九届增加了21.05%，21至40岁的代表也比九届增加了1.14%。与九届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结构整体左移，进一步向41—60岁集中（见图1）。因而，与九届全国人大的年龄结构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比九届要更加年轻化，且“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特征更加明显，老中青搭配的年龄结构进一步得到优化。这样的年龄结构既有利于确保代表履职的基本能力，又有利于人大工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表7　九届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结构比例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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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尹中卿等：《中国人大组织构成和工作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五）性别结构


十一届全国人大2987名代表中女性代表为637名，占代表总数的21.33%，比十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所占比例提高了1.09个百分点；十一届全国人大有男性代表2350名，占代表总数的78.67%，比十届全国人大男性代表所占比例降低了1.1个百分点。从本届代表的男女比例上来看，男性代表依然占据着绝对多数。具体数据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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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九届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结构折线图

表8　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性别结构及其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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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届全国人大男性代表与女性代表所占比例，男性代表具有绝对的数量与比例优势，男性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80%左右，女性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0%左右。从女性代表所占比例的趋势看，一至四届，女性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且二至四届时女性比例上升的速度较快。女性代表所占比例在四届人大增长到22.63%后出现小幅下降，并在以后各届人大中保持着比较平稳的态势。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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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历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所占比例变化图

截至2012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实有的2977名代表中有634名女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1.3%，男性代表为2343名，占代表总数的78.7%。

2008年全国13.2802亿人口中，男性人口6.8357亿人，占总人口的51.47%，女性人口6.4445亿人，占总人口的48.53%。〔21〕
 如果从样本代表的角度看，与全国人口的男女比例相比，全国人大代表的男性比例偏高，女性代表的比例偏低。不过，在全球各国的代议机构中，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还不算太低。


（六）民族结构


从宏观上看，十一届全国人大2987名代表中，有汉族代表2576名，占代表总数的86.24%，与十届相比增长了0.14个百分点；有少数民族代表411名，占总数的13.76%，与十届相比减少了0.14个百分点。从本届汉族与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上来看，汉族代表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都是绝对的多数。见表9。

表9　历届全国人大代表民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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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第917页数据整理。

纵观历届全国人大汉族代表与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汉族代表所占比例一般在85%以上，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一般在15%以下。一至四届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是呈下降趋势，四届至七届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七至十一届少数民族代表一直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因而，从总体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呈V字型的变化趋势。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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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历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变化图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1%〔22〕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49%。〔23〕
 从微观上看，十一届全国人大2987名代表中，全国56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人大代表。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至少都有1名代表，世代生活在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人口不足3000人的珞巴族也拥有1名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不过，由于仡佬族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实辞去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4〕
 ，因而截至2012年6月30日，实有的297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56个民族中有55个民族有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只有仡佬族没有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

统计分析显示，在2977名实有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少数民族代表407名，占代表总数的13.67%，汉族代表2570名，占代表总数的86.33%。对2977名人大代表的民族变量的次数分布分析的部分结果见表10。

表10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民族构成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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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党派结构


学界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党派结构的分析往往是基于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大分类进行的，分类过于宽泛，缺乏具体到各政党的分析。本文收集了十一届全国人大2977名实有代表的具体的党派数据，以期对全国人大代表的党派结构有更深层次的分析。

党派变量的次数分布分析显示，十一届全国人大2977名实有代表中有中共党员代表2195名，占代表总数的73.73%；民主党派代表386名，占代表总数的12.97%；无党派人士代表3名，占代表总数的0.10%；群众代表348名，占代表总数的11.59%。另外还有48个缺失值，这48位代表均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虽然这48名代表的党派信息都是空格，但考虑到这两个代表团的特殊性，并不将他们归入群众一类。

代表在每个党派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1。其中，民盟、九三学社、民建、民进和农工党是民主党派中全国人大代表较多的民主党派，代表数量在50人以上，代表所占比例在1.5%以上。民盟是民主党派中全国人大代表最多的党派，有代表68名，所占比例为2.28%。

表11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党派详细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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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届全国人大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增加了17名，所占比例增加了0.77个百分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减少了91名，所占比例下降了3.01个百分点。纵观历届全国人大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比例情况，中共党员代表在三届人大之后占有绝对的多数，近几年一直维持在70%以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三届人大之后所占比重较小，近几年一般在15%—20%之间，一般不超过20%。见表12。

表12　历届全国人大中共党员代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数量与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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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找到官方公布的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数量和比例，故本表使用的数据为十一届人大实有的2977名代表数据。

＊＊如前所述，此数据可能存在误差。

从图4可以看出，一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一至三届中共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都非常接近于50%，中共党员代表所占比例稍高，其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中共党员代表所占比例为54.49%，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为45.51%，是中共党员代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接近的一届。四届时中共党员所占比例达到最高比例76.85%，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则是历史的最低点8.25%。四至六届，中共代表所占比例有所回落，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则有所回升。六至十一届，中共代表所占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占比例则呈逐渐下降趋势。


（八）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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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变化图

首先从代表的学历结构来看，十一届全国人大实有的2977名人大代表中，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代表439名，占代表总数的14.75%；硕士研究生学历的代表994名（其中具有硕士学位的只有516位，其他的为不具有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占代表总数的33.39%；大学本科学历的代表995名，占代表总数的33.42%；大专学历的代表349名，占代表总数的11.72%；高中学历的代表78名，占代表总数的2.62%；中专学历的代表63名，占代表总数的2.12%；初中学历的代表38名，占代表总数的1.28%；小学学历的代表5名，占代表总数的0.17%。另据统计显示，学历为党校的代表有573名，占代表总数的19.25%；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代表有142名，占代表总数的4.77%。

如果按研究生及其以上、大学本科、大专和大专以下对学历进行分类，其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代表共1433名，占代表总数的48.14%，比九届〔26〕
 人大增长了32.36个百分点；大学本科学历的代表共995名，占代表总数的33.42%，比九届人大减少了19.36个百分点；大专学历的代表共349名，占代表总数的11.72%，比九届人大增加了3.51个百分点；大专以下学历的代表共184名，占代表总数的6.18%，比九届人大减少了16.21个百分点。（见表13）

表13　九届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学历结构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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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尹中卿等：《中国人大组织构成和工作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显然，与九届人大相比，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大幅的提高，特别是高学历代表增长快，研究生及其以上学历的代表增长最多，代表逐渐向高学历集中，接近一半的代表具有研究生学历。与九届相比，十一届人大代表中低学历代表比重减少较高，大专以下学历的代表低于7%，93%以上的代表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81%以上的代表具有本科及其以上的学历。因而，与九届人大相比，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提升，高学历代表越来越多，低学历代表越来越少，代表的文化层次越来越高。

将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受教育程度构成比例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比例的对比发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超过93%的代表接受过大学专科及其以上的教育，其中接近一半的代表接受过研究生及其以上的教育，81%以上的代表接受过本科及其以上的教育，低于7%的代表只接受过高中及其以下的教育；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中只有6.86%的人接受过大专及其以上的教育，93.14%的就业人员只接受过高中及其以下的教育（见表14）。因而，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别集中在教育程度的高低两端（见图5），全国人大代表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

表14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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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版，表3－1。

＊＊除了16个缺失值的代表受教育程度不详外，其余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没有未上过学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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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折线图

其次，还可以从专业背景来考虑代表的教育背景，具体的分布情况见表15。从各专业代表数量的多少来看，专业为理工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和法学类的代表排在前四位。

表15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专业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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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专业分成文史哲、经济管理、理工、法学、医学、农学和军事学七大类，文史哲类的代表为332名，占代表总数的11.15%；理工类的代表为663名，占代表总数的22.27%；经济管理〔27〕
 类的代表为1039名，占代表总数的34.90%；法学类〔28〕
 的代表为367名，占代表总数的12.33%；农学类的代表为107名，占代表总数的3.59%；医学类的代表为124名，占代表总数的4.17%；军事学类的代表为135名，占代表总数的4.53%。专业为经济管理类、理工类和法学类的代表仍以此排列在前三位。两种专业分类法的分析结果都从数据上证明了技术精英、经济管理精英和法学类精英在全国人大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九）职业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据公民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行政身份来划分社会阶级或阶层，习惯将全国人大代表划分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归国华侨等几个大类。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流动加快，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的特征日渐模糊。显然，这种粗线条的划分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

因而，诸多学者对人大代表的职业分类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方式。本文结合尹中卿的分类方法〔29〕
 ，将人大代表划分成村（居）委管理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与武警、矿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民间组织管理者、农业从业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专业职称技术人员九大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各级人大、政协、政府、两院、各政党以及全国工商联、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机关的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包括：各类企业的总裁、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其他的企业管理人员，各种事业单位的党委书记、校长、院长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职称技术人员包括：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经济师、设计师、农艺师、医师、教师、律师、演员、教练、运动员等有职称评定的专业技术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包括：农、林、牧、副、渔从业人员，无其他社会职业的村民直接划到此类；矿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包括：矿业、制造业等工业的一线生产人员，包括一线生产队伍中的组长、班长、队长；商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包括：生产、生活、流通等服务部门的一线从业人员，包括基层的组长、班长、队长；村（居）委管理者包括：乡镇、街道以下的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单位管理者，包括村（居）委党支部书记、主任、妇女主任等管理人员；民间组织管理者包括：各协会、团体、基金会等民间组织的管理者；解放军和武警包括：解放军代表团所有成员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武警总队队长、政委等。对职业分类变量的次数分布分析结果见表16。

表16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职业分类结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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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次数分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全国人大代表在职业分类上的几个特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过大，超过一半（50.69%）的代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官”代表太多而“民”代表太少；来自三大产业的一线从业人员过少，矿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商业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代表总共52人，所占比重不及2%，与官方公布的工农代表超过500多人、比重接近20%的数据相差甚远，这也佐证了以往职业分类方式的陈旧，不能反映当下的社会阶层结构；代表中管理者过多，而基层普通职工或一线劳动者过少，除了来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是典型的管理者，职业为解放军与武警、村（居）委管理者、民间组织管理者的代表同样属于管理者的行列，管理者代表数量为2758名，所占比重高达92.64%，而真正来自基层的代表非常少，其比例不到8%，也就是说全国人大代表中，中高层管理者多，基层劳动者少。


三、结语


十一届全国人大延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总体规模，代表数量维持在2970至2990人之间。自九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由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代表团、1个解放军代表团、1个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和1个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共35个代表团组成。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籍贯为山东、江苏、河北、河南、浙江、湖南、辽宁、安徽、湖北、广东、四川、山西的代表较多。天津、上海、北京、海南、黑龙江、吉林、青海、贵州、重庆、甘肃、陕西、宁夏等代表团超过一半以上的代表来自非本籍贯，因而这些代表团籍贯构成的多元化程度更高，包容性更强。山东、河北、江苏、辽宁、浙江等籍贯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着较强的辐射性或影响力。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年龄集中在41—60岁，平均年龄为52.06岁。与往届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更加年轻化，“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代表的年龄结构进一步得到了优化。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1.33%，男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8.67%，虽然与十届相比女性代表所占比例稍有提高，不过与全国人口的男女比例相比，全国人大代表的男性比例过高，而女性比例过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依旧呈现“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

十一届全国人大汉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6.24%，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3.76%，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继续下降。不过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的比重，因而从代表数量上看是“汉族代表多，少数民族代表少”，从少数民族的人口比重来看是“汉族的代表∕人口比小，少数民族的代表∕人口比大”。

十一届全国人大中共党员代表占代表总数的73.73%；民主党派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2.97%；无党派人士代表占代表总数的0.10%；群众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1.59%。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中共党员代表继续上升。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依旧呈现“中共党员代表多，非中共党员代表少”的党派结构。

与往届相比，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大幅提升，高学历代表越来越多，低学历代表越来越少，代表的文化层次越来越高。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相比，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与2008年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处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两端，全国人大代表的整体受教育程度要远远高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管理类、理工类和法学类专业的代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最多，技术精英、经济管理精英和法学类精英在人大代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超过一半（50.69%）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职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官”代表太多而“民”代表太少；高达92.64%的代表的职业为中高层管理者，而真正来自基层的代表非常少，其比例不到8%，说明全国人大代表中“中高层的管理者太多，基层劳动者太少”。

简言之，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特征可以总结为“两个稳定”、“两个优化”、“五多五少”。所谓“两个稳定”即：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代表规模和代表团构成两个结构基本稳定不变；所谓“两个优化”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得到优化；所谓“五多五少”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男性代表多，女性代表少”、“汉族的代表∕人口比小，少数民族的代表∕人口比大”、“中共党员代表多，非中共党员代表少”、“官员代表多，群众代表少”、“中高层的管理者代表多，基层劳动者代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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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开选拔正在成为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精英遴选方式。根据民主性和科学性两大维度，可以构建一个简约的研究框架。以这一研究框架来分析，中国已经出现了以一推双考、公推公选、直接选举、公开比选为典型模式的、基于不同类型职位的公开选拔理论谱系。推进公开选拔制度建设，关键是加强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发展和融合，探索基于分级分类的、对民主性和科学性有不同要求的政治精英遴选模式组合。


关键词：
 政治精英　公开选拔　民主性　科学性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体系来说，优秀的政治精英群体都是其生命力所在。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并更新优秀的政治精英，政治体系就会走向兴盛；反之，就会走向腐朽。要使优秀的政治精英能够被及时发现，能够健康成长并发展起来，要使政治体系能够不断地获取、保持并更新优秀的政治精英，归根到底要靠制度建设。在相关的制度中，政治精英的遴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好的遴选制度是发现、保持和更新优秀政治精英的关键。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的遴选制度正在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这一“革命”就是从原来的“老干部举荐制度”向基于个人努力、通过竞争获得各方面认可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发展。这种竞争性选拔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二者中，由于公开选拔主要适用于工作部门领导成员的选拔和晋升，且面向社会进行，因此更具影响力和典型性。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公开选拔制度的建设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允许并鼓励各地各部门在符合中央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设计并实行具体的选拔办法，因此在“公开选拔”这一大题目之下，出现了“一推双考”、“双推双考”、“两推一考”、“三推三考”、“两推一选”、“三推一选”、“三推两选”、“三推三考两票决”、“三推两考一选”、“公推公选”、“公推竞选”、“直接选举”〔1〕
 等一系列所谓的“模式”，甚至一个部门、一个县、一个乡也创造一种“模式”〔2〕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和概括这些“模式”？如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将这些“模式”纳入一个明确的理论谱系？进而，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公开选拔制度？这些都是现实以及理论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一定的探索。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文献回顾


由于其重要性和敏感性，公开选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以来，很快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迄今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3〕
 基于研究主题所需，本文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从如此庞杂的文献中找到能够对公开选拔作出制度性阐释的线索，进而根据这些线索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循着这样一个目标来审读既有的文献，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研究公开选拔的“科学性”问题。重要的研究探讨了公开选拔考试设计的科学化〔4〕
 、人才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5〕
 、选拔方法和程序的调试和更新〔6〕
 等问题。从数量上看，这一路径的研究是公开选拔研究的主体，占相关研究的绝大部分。二是研究公开选拔的“民主性”问题。重要的研究认为，公开选拔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7〕
 ，是实现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的重要组织保证〔8〕
 ，是中国走向权力开放以及干部任用制度走向民主的“逻辑连续谱”的重要一步〔9〕
 ，它的实行反映了增量民主的思想〔10〕
 ，是中国制度内民主发展的重要表现，将为“竞争性选举”奠定基础。〔11〕
 这一路径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其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的深刻性值得关注。除此之外，也有极少量研究试图将“科学性”和“民主性”结合起来，共同纳入公开选拔的视野。例如，有研究指出，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是公开选拔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的对话和博弈，必将推动公开选拔的改革和完善〔12〕
 。但这样的研究总体还处于“提出议题”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


（二）研究框架


事实上，公开选拔的基本问题说到底还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问题。这从学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民主和科学两大路径展开研究，以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中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规定公开选拔的基本文件《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开宗明义地指出，制定这个文件是为了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13〕
 。此外，从中央以及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有关公开选拔的一系列文件来看，其内容也可以归结到民主和科学两大问题上来。首先，《暂行规定》和各地区、各部门的操作文件都明确规定公开选拔要经过一定形式的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并且，各地各部门还积极探索不同的考试方法，力图考出竞争者的真实水平。这实际上是在通过考试制度建设解决政治精英遴选的科学化问题。其次，《暂行规定》及其操作文件在相关的程序和标准中都在尽力体现民主性（公开选拔程序见表1）。例如，公开选拔要遵循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其职位情况和报考的资格条件要在适当范围内公开，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自主报名，面试要根据多数考官的意见确定成绩和名次，民主测评和考察中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党委（党组）讨论决定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

表1　公开选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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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整理。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认为，可以以民主性和科学性为两大维度建立一个简约的研究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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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民主性和科学性两大维度的公开选拔研究框架

其中，纵轴代表民主性，横轴代表科学性。具体衡量指标为：民主性的衡量指标：选拔过程的参与程度；科学性的衡量指标：人才测评的信度和效度。第一，将选拔过程的参与程度设为民主性的衡量指标是因为，按照程序，公开选拔要经过多轮遴选，遴选中哪些人可以参与竞争，以及哪些人可以参与投票是公开选拔“本体”民主性的基本标志。民主性集中体现在报名、资格审查、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第二，将人才测评的信度和效度设为科学性的衡量指标是因为，公开选拔的目的是为了遴选人才，各种遴选办法是否能够遴选出真正的人才是其是否科学的标志。科学性集中体现在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环节。第三，以两大维度交接点为圆心的虚线圆表示关于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现有制度规定。民主性和科学性都是有限度的，因此有此制度规定；但另一方面，公开选拔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不断的推进中，这样的制度规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以虚线来表示。第四，根据两大维度建立的分析框架形成四个象限：象限一表示民主性程度和科学性程度都较高；象限二表示民主性程度较高，但科学性程度较低；象限三表示民主性和科学性程度都较低；象限四表示民主性程度较低但科学性程度较高。第五，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公开选拔的一体两面。公开选拔说到底是为了遴选出既有才能又能够被各方面普遍认可的政治精英，其才能要通过科学的考试表现出来，其认可度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公开选拔的典型模式


公开选拔孕育、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式推行于90年代末期，先后经历了“试验探索（1985—1987年）”、“发展改进（1988—1992年）”、“经验推广（1992—1998年）”和“正式推行（1999—）”四个阶段。〔14〕
 由于在孕育和发展过程中中央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即在符合中央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地方和部门可以基于本身实际进行探索，因此形成了多种模式。其中的典型模式主要有：吉林的一推双考，四川、江苏的公推公选，四川的直接选举，安徽的公开比选等四种类型。


（一）吉林：一推双考首开公开选拔之风


1988年起，吉林省就开始采取“一推双考”的方式面向全省公开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经过几年的探索，1992年吉林省委组织部向中组部提交了《关于采取“一推双考”的方式公开选拔副地厅级领导干部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吉林省采取“一推双考”方式选拔领导干部的基本程序、主要做法、突出特点、实际效果，以及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探索的问题。当年6月22日，中组部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以供各地各部门参考。因此，吉林的“一推双考”可以说是第一个获得中央认可的公开选拔模式，在公开选拔制度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推双考”的基本含义，是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群众推荐，把考察与考试结合起来。〔15〕
 其程序包括：拟定条件、公开推荐、资格审查、进行笔试、面试答辩、组织考察、决定任用。在民主性方面，公开推荐环节可以采用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方法推荐人选；在组织考察环节，组织部门到干部所在及工作过的部门或单位，广泛听取意见，并在干部所在单位的一定范围内进行民意测验。在科学性方面，进行统一的笔试和面试。1988—1991年，吉林共进行了四次公开选拔，有656名报名者，450名通过资格审查者，遴选出38名副厅级领导干部，其中原来未进入组织部门视野之内的有9名，占23.6%。〔16〕


吉林省“一推双考”为公开选拔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双推双考”、“两推一考”、“三推三考”、“两推一选”、“三推一选”、“三推两选”、“三推三考两票决”、“三推两考一选”等模式，几乎都是在吉林“一推双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若干环节而形成的。


（二）四川、江苏：公推公选党政一把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四川就开始探索运用公推公选的方式选拔乡镇党政领导干部。到2003年，共形成了1988—1989年、1998—1999年、2001—2002年三次高潮。〔17〕
 2003年起，江苏开始探索运用公推公选的方式产生地方党政一把手。2003年12月，中国第一位“公推公选”的县长孟铁林在刘邦故里沛县产生。2004年1月，金坛市“公推公选”的市长候选人吴晓东在市人代会上以高票当选，成为中国第一位“公推公选”的市长。2004年11月，原苏州市长杨卫泽通过“公推公选”高票当选无锡市委书记。〔18〕


公推公选包括两大步骤，一是公推，就是通过个人自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法报名，民主公推的方式产生候选人，把推荐候选人的权力由过去党的组织部门的专有权力变成了大范围的自下而上、多层次、多渠道民主推荐的过程。二是公选，就是在候选人驻点调研、演说答辩、民意测验的基础上，把候选人交由相应的党员或党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直接差额选举。〔19〕
 在公推公选中，公推重在通过发扬民主确定候选人，公选重在通过多样化的、科学的方式考察候选人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选出最终人选。

可以看到，公推公选有以下三大突出特点：一是职位重要。通过公推公选产生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地方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二是在选拔过程中注重民主。这在前述公推过程中有明显的表现。即使在公选过程中，也尽量运用民主的方式，如通过现场演说答辩和民意测验等方式考察候选人的能力；通过直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最终任职人选，等等。三是以实用而科学的方式进行能力考察。由于职位的重要性，一般的笔试和面试难以考察出任职者所需的能力，因此公推公选设计了通过驻点调研和现场演说答辩的方式来考察竞争者的能力。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考察出竞争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竞争者提前了解将来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是一种实用而科学的能力考察方式。


（三）四川：直接选举乡镇领导干部


除了公推公选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川还探索出了用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乡镇领导干部，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绵阳的代表直接提名选举、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的党政领导班子全职公推直选、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直选。虽然“步云模式”由于争议较大且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障碍而被叫停〔20〕
 ，但这些遴选方式还是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1.绵阳：代表直接提名选举乡镇长

绵阳市在1998—1999年的乡镇人大换届选举中，在9个县（区）和高新区选择11个乡镇进行了人大代表直接提名选举乡镇长的试点。主要做法是：第一，最大限度放宽候选人条件：只要是本乡镇选民即可参选，不限制候选人的身份、资历、学历和年龄。第二，由代表（10人以上联名即可）直接提名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第三，大会主席团直接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候选人竞职演说后进行正式选举。

2.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党政领导班子全职公推直选

1998年11月至12月底，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进行乡镇党委、纪委、政府三套班子公推直选实验。其主要做法是：第一，公布党委、纪委、政府三套班子的职位设置、结构要求和任职资格。第二，由公推方式产生党委、纪委班子（包括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和纪委委员）候选人，政府班子（包括乡长、副乡长）候选人。第三，交由相应的组织——全乡党员大会、全乡选民参加的选举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任职人选。〔21〕


3.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直选

1998年11月至12月，遂宁市市中区在4个乡镇公选党政正职的基础上，在步云乡开展了乡长直选试点。其主要做法是：第一，最大限度放宽报名条件：户籍或工作关系在本乡、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年满25周岁、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力以上者可报名参选。第二，由公推方式产生参选人，由党组织推荐和选区联席会议确定正式候选人。〔22〕
 第三，候选人在全乡进行巡回演讲答辩。第四，全乡选民进行正式选举，当选人宣誓就职。

按照民主性和科学性来考量，基于职位要求，四川的直接选举乡镇长主要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任职人选，直选过程中没有专门的考试办法。在民主性方面，步云模式＞南城乡模式＞绵阳模式。原因在于：“步云模式”增加了从参选人中确定正式候选人和候选人在全乡进行巡回答辩两个环节，使得遴选过程更为严谨、更具竞争性。“南城乡模式”由全乡党员和选民直接投票产生党委、纪委、政府三套班子任职人选，投票人范围大于绵阳的人大代表。


（四）安徽：公开比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安徽自1995年就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公开选拔，此后几乎每年一次，在次数上和规范化上在全国都是较为领先的。〔23〕
 在探索过程中，安徽形成了一种通过公开比选遴选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方式。本文以2009年合肥市全国公开比选《合肥晚报》总编辑为例来说明情况。

公开比选模式主要用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遴选，是将信息公开、个人自荐、同行专家学者举荐和专业技术比拼相结合的一种选拔模式。在2009年《合肥晚报》总编辑的公开比选中，共有115名竞争者通过初步筛选；此后根据岗位任职资格和条件，对竞争者从学历、专业、年龄、从业经历、工作实绩等方面进行比选，共10人入围；再次，对入围人选着重从政治素质、理论素养、职业操守和人格品行等方面进行二次比选，确定4名重点人选；最后，通过对重点人选的面对面交流、外围访谈等方式，进行全方位比对分析，锁定2名差额考察对象并从中选出最终人选。〔24〕
 可以看到，由于这种模式主要用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遴选，因此其制度设计重在体现科学性，通过多轮比选确定最终人选。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基于不同类型职位的多种选拔方式的综合运用。例如，除了公开比选外，安徽还实行了类似于一推双考的公开选拔和类似于公推公选的公推竞职等模式；广东江门自2007年起，逐渐探索形成了公开选拔、公开推荐、公开遴选、两推一评和竞争上岗等不同的竞争方式。〔25〕
 贵州贵阳2008年通过公推竞岗的方式选拔区（县）党委书记和区（县）长，同时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其他33个出缺的县级领导职位。〔26〕
 内蒙科左后旗通过公推差选、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等方式选拔领导干部。〔27〕



四、公开选拔的理论谱系


根据民主性和科学性两大维度，可以将前述公开选拔的典型模式纳入本文的研究框架，构建一个公开选拔的理论谱系（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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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公开选拔的理论谱系


（一）公开选拔已经形成了四种遴选模式


从这一理论谱系可以看到，在广义的“公开选拔”这一题目之下，根据不同的职位类型，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遴选模式。主要包括：适用于一般党政领导干部的一推双考模式；适用于重要职位（党政正副职）的公推公选模式、直接选举模式；适用于专业技术性职位的公开比选模式。


（二）每一个“圆”代表一种模式


由于每一种模式内部还可能包括更为细小的模式（各地各部门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细微差别），因此在公开选拔的理论谱系中，以不同的“圆”来表示这些模式。当前，这些模式仍然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完善之中，因此以“虚线”来表示这些模式的边界。由于公开选拔尚处于初创阶段，不同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边界模糊”，因此不同模式有一定的“交叉”。最后，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开选拔还存在不合理、不完善之处，因此这些模式中相当部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水平还较低。


（三）以民主性来比较，直接选举＞公推公选＞一推双考＞公
 开比选


首先，从哪些人可以参与竞争来看，直接选举、公推公选、一推双考的区别已经不大，各地各部门根据具体职位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放宽了报名条件。公开比选由于其职位的专业特殊性，报名条件受到专业限制。其次，从哪些人可以参与投票来看，四种模式还是有较大的区别。四川的几种直接选举中，绵阳实行乡镇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乡镇长；南城乡由全乡党员直接选举党委、纪委班子成员，全乡选民直接选举乡长、副乡长；步云乡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乡长。公推公选中，最终人选由党员或党委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差额选举产生。一推双考中，由党委常委会确定最终人选。在这些选举模式中，南城乡和步云乡的模式实际上已经将选举乡长、副乡长的最终决策权交给了包括“制度外”公众在内的全体选民，民主程度已经非常高。


（四）从科学性来看，总体而言，公开比选＞一推双考＞公推
 公选＞直接选举


由于公开比选的遴选对象是专业人才，因此有必要通过科学的考试确定其专业素质。一推双考中一般要经过一定形式的笔试和面试，并且各地各部门正在不断完善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以提高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在公推公选中，一些地方和部门设有专门的考试，一些地方和部门则没有考试环节。直接选举几乎没有专门的考试环节，完全由特定范围的投票人作出抉择。


五、基于理论谱系的改进策略



（一）探索基于分级分类的、对民主性和科学性有不同要求的
 政治精英遴选模式组合


当前的实践已经出现了一推双考、公开比选、公推公选、直接选举等不同的公开选拔模式，并且这些模式适用于不同的职位类型。今后，应进一步完善这些遴选方式，对于一些非技术性的、主要基于群众认可的职位（如一些地方的党政正副职），可以实行公推公选、直接选举等方式产生任职人选；对于部门负责人，可以实行以一推双考为典型模式的选拔方式；对于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职位，则运用公开比选的方式产生任职人选。除了分类遴选之外，还可以实行分级遴选。例如，对于乡镇一级党政正职，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认可，将有利于其施政，因此可以借鉴四川乡镇直选的经验（同时剔除其不合法、不合理因素）；而对于更高层级的党政正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主要还是应进一步推广公推公选的选拔方式。


（二）根据不同的遴选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民主性和科学性
 建设


第一，对于直接选举和公推公选，重点应加强民主性建设：基于职位特点，最大限度放宽报名条件，同时提供便捷的报名方式；在资格审查、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吸收更多的基层群众和将来的管理对象参与决策和投票，同时扩大公开性，创造多种监督方式，确保公开选拔的公平性。第二，对于公开比选，应重点加强科学性建设：引入现代人力资源测评手段，强化笔试和面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对于类似一推双考的遴选方式，则应既加强民主性，又加强科学性，同时设计好基于职位特点的各遴选环节所占的比重，为最终决策提供合理依据。


（三）进一步推进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相互融合


从公开选拔的实践看，民主性和科学性已经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一方面，各地各部门在追求考试科学化的同时，普遍加大了面试环节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例如，在合肥的公开竞职中的面试环节，采取非结构化面试的方式，让答辩现场公开。评委全部邀请外省专家、领导担任，评委根据竞职人选及现场情况自主提问，不事先出题；评委个人情况当场公开，每位评委为各位竞职者所打分数当场亮出，每位竞职者的得分情况当场公布。同时，在政务办公大楼和行政服务中心设置现场直播大屏幕，方便干部群众观摩和监督。〔28〕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推进公开选拔民主性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让报名、资格审查、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更加科学。例如，南京市近年来在公推公选中，采取公选大会全部当场计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的做法，防止了任何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为了将公推公选和依法任命结合起来，在公推公选政府组成人员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全体成员提前介入，参与公推公选的关键环节，为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命打下基础。〔29〕
 除了上述两例之外，其他地方也还有一些类似的实例，这里不再赘述。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推进民主性与科学性的融合，一是在提升面试环节科学性的同时，扩大其民主性，或者说，以扩大民主性的方式提升其科学性。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或者引进一定的技术，以提升报名、资格审查、考察、讨论决定等环节的科学性，以科学性保证民主性。


六、进一步的思考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其生命力，是一个困扰理论界以及一般社会公众的重大问题。公开选拔制度建设及其代表的改革方向，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对于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命力、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这一制度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人们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渴望和追求，并将“两位先生”设计为具体化的制度、机制和方法，在政治精英群体的遴选这一几乎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层面展开改革，对于不断遴选出优秀的政治精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二是，虽然当前公开选拔的对象主要是中共党员，公开选拔也主要是以党内民主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对于推进中国整个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200多万党员的大党〔30〕
 ，在这样一个大党中进行政治精英的公开选拔，意味着在一个人口中等偏上的国家中进行以民主化和科学化为方向的政治制度建设，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三是，如前所述，公开选拔制度建设运用了开放式探索的方式，允许并鼓励地方和部门进行符合自身实际的试验，这适应了中国国大人多、情况复杂的国情，并符合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其推进过程虽然并不总是那么差强人意，甚至让人感觉眼花缭乱，但其能够不断试错纠错，能够较为扎实地推进改革。这一点实际上对于稳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总之，公开选拔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并且已经结出了可喜的果实。推进这项制度建设，最终还要依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建设和融合，只有把握住这两位“先生”，才能把握住公开选拔制度建设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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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n sele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olitical elite selection mode in ChinaBased on democracy and science, it should make a simple research framework.And based on this research framework, it has formed an open selection's theory pedigree that includes“one recommend two examination”, “open recommend open election”, “direct election”,“open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as typical modes based on different types of positions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open selection, the key is to develop and fuse the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explore political elite selection modes' combination that based on classification and has different requirement for democracy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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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节点世界秩序中的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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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中国的最富裕人口还没有达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在未来20年，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虽然美中两国都面临着相似的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但是中国的人口力量和美国的技术力量仍旧存在本质的区别。如果全球化、受限的主权以及人口变革仍旧是世界大趋势的话，那么美中关系可能成为利益、冲突相交织的世界秩序的焦点，不过，没有任何国家或者组织可以从单边对抗中获取利益。


关键词：
 全球化　多节点　中国

2008年以来持续的全球经济动荡结束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盲目乐观的时代，未来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这个时代的回归。这是历史的原状。但是，透过当前一些不确定和焦虑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逐渐成形的世界政治经济大框架的几个特点。

首先，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而不是是否）与多维度的全球化建立联系。全球框架的最根本的现实特点是无限的互动性。然而，利益纠葛仍旧存在，在某些重要方面仍具竞争力。全球化使每个国家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更大，同时使各国在一个更加广阔、间

＊布兰德利·沃马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一书的作者。张甲秀，中央编译局信息部资源建设处主任科员。

接相互影响的交集网内陷入单边和多边关系的危险增加。

国家及其志同道合的民众对于外在的压力和威胁将更加敏感，但是，即使最强大的国家，对于侵略性或者孤立性的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要谨慎对待。大国单方面声明带来的间接损害和意外结果会被密集的国际组织和联盟加以放大。与此同时，自我孤立的成本也在增加。鉴于全球生产链的复杂性，以邻为壑的双边政策导致了更大的意想不到的结果。〔1〕
 例如，中国组装的每部苹果手机在出口总额中增加179美元，但是其中包括172美元的进口部件。〔2〕
 如果商标上的“中国制造”实际只意味着“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工序”，那么锁定贸易制裁将变得更加困难。诚然，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侵略性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并且具有自限性。夸张一点来讲，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已经在全球化互动中有所体现。简单来说，如果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报应来得会更快。

第二，不平等的主权还将存在，但是它们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跨国组织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但是欧盟的经验表明，政府不愿意将重大利益的最终控制权交到跨国组织手中。事实上，全球化更有利于小国的强大，因为它通过提高统治的占领成本使这些国家更安全。国家在未来可能会从内部崩溃，但是越来越不可能从外部被征服。相应地，小国也更加关注国外势力的决策对它们造成的威胁。由于人口、实力和资源等因素，国家之间仍旧存在不平等，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等的。因为国家独有的地域、身份和历史记忆等特质，全球化不会产生透明性或者相互理解。

与全球化相关的机遇和缺陷对于政治认同具有变革的效果，而且与连通性革命相结合后，公共舆论会越来越强大且不稳定。与此同时，为了共同利益的进一步发展并避免危机，国家将探索合作和监管框架。因此，主权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内舆论和国际承诺的约束。由于公共需求和被协议捆绑住的主权的自由裁量权的矛盾，以及冲动行为的负面影响，政权将越发不稳定。

第三，地域不平等将日益减少。从19世纪开始，当代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国家之间在生产力、财富和实力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此后，西方世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现在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从全球视角来看，从个人的平均寿命，到教育，再到生产力，人的各层面的不平等都在发生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代造成国家之间实力和财富巨大差距的技术发展差距在可论证的目标、技术转移和扩大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外部机遇等方面赋予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后发优势。〔3〕
 然而国家内部的个人不平等会有所增加，并引发国内压力，不过个人对出生地的依赖尽管不会消失，但也在逐渐减少。由于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平等，国与国之间巨大的人口差距赋予了人口力量新的意义。

但是人口力量对国内也颇具影响力。健康水平的提升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全球人口的平均年龄在增长。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三分之一发达国家人口和五分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65岁或以上。〔4〕
 全球年龄中间值预计从目前的29岁增加到38岁。预计中国将在2040年达到日本当前的老年人受供养比率，并在十年内超过美国。〔5〕
 因此，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国家实力，而且人口转移给国内治理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此外，富裕阶层及联系日益频繁的人群的需求越来越高涨，这种种因素都进一步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所述，2008年以后可以配置的世界力量明显不同于前面的后冷战时期。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包含着日益频繁的互动，国家主要的决策者们作为非常稳定的群体在非对称的关系中展开运作。生产力总和的主要标准从财富转向人口，但是人口和技术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力量形式。不管根据哪种标准，或强或弱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其中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在互动中面临的危险和机遇会更多。然而，大国强行解决与小国的争端的企图，可以经由国际框架的连锁效应调节，也可以由长期成功统治的困难来缓冲。在这个结构化的世界里，差异很重要，但是却不存在能够消灭或者控制全球的某一个或多个“极”的势力。国与国的关系是非对称的，但是大部分都是可以协商的。因此，我将这个结构称为“多节点”的而非“多极”的。

以上描述的几个要素并不能决定未来走向。意外事故、领导层变动和决策冲动都可能导致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这与潜在因素无关。而且，历史规划得越长远，越有可能遭遇“黑天鹅”事件，因为无法预料的意外之事往往更具颠覆性。〔6〕
 这种“黑天鹅”可大可小，每个事件的低概率必将由其相近的确定性去平衡，这样意外就会发生。但是，“黑天鹅”可以大到造成长期的全球化逆转，否定国家主权，改变全球人口趋势，当然，这只“黑天鹅”必须非常巨大才可以。较小的“黑天鹅”不需要挑战这些基本的大趋势，但是它们可以重塑这些趋势带来的变化。因此对合乎这些因素的力量的配置不单纯是最可能发生的设想。任何替代路径都要处理偏离那些布满节点的大致轮廓所导致的后果。

全球趋势赋予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诚然，1980年后中国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其高效的领导群体和适当的政策刺激〔7〕
 ，但是外部的环境对它的成功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全球化，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只能是一个沉重的就业包袱。当前，中国与邻国的日益不对称状态，以及中美之间预期的对等状态正在重建它的对外关系。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通过了中上等收入的门槛，如今它享有非同寻常的全球话语权。但是，在遥远的未来，中国当前的优势将日益减少。届时，中国的劳动人口将锐减，它将面临着技术发展的需求，昂贵的革新必须取代廉价的技术转移，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延续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相似的路径。更何况，人口日益发展的多样性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将引发国内治理的挑战，这也会限制中央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中国将变成一个“保守的”力量，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与当前的情况有所不同。

我的目的是将中国的前景放入这个多节点的世界秩序大背景下，预测2030年及以后中国的未来发展。我首先进行中国的发展轨迹分析，然后转移到多极结构的批判。接下来是多节点世界秩序的替代模式及其可能的动力体系。

这是一篇预测性文章，但是其理念并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校正我们对未来的预期。未来不仅是不确定的，更是未定的。它的进程依赖于它的参与者们尚未作出的选择。可是，根据目前的发展势头和计划中的可能性框架，不论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其所提供的远景将变得没有意义。


2030年，中国的世界


2012年3月，世界银行联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大量对于2030年中国经济的全面预测。〔8〕
 这与其他主要的研究机构的预测大致相同。〔9〕
 世界银行预测，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要回落到5%，但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旧可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总额的20%，而且贸易额将达到美国的两倍。世界银行援引一位分析家的预测，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将可以和1945年美国经济霸主时期的顶峰相媲美。〔10〕
 此外，中国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是由相关的中等收入国家驱动的。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增速达到全球增速的三分之二，亚洲内部贸易量将赶超欧洲内部的贸易量。转型后的世界经济将集中于人均收入的顶端而非底部，而中国，由于超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发展的好处和代价


世界银行的预测并不是基于“中国模式”的特殊的成功经验。正相反，它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全球化的大环境，包括这些国家大规模快速发展的制造业，技术转移的创新效率，以及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增长潜力。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城市化，并且存在更大规模、增长缓慢的服务业，它们必须付出创新的代价。从本质上讲，中国及其邻国正在缩小与西方的生产力差距，然而，当它们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时，它们的增速就越发放缓，它们的后发优势也就越弱。世界银行建议中国像一个发达国家那样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加强市场，鼓励创新，绿色发展，提高社会福利，强化财政系统，做一个好的世界公民。

中国的经济活力将继续引领世界经济转型，但是它仍将是世界不平等的缩影。中国的五分之一世界人口中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富有，才能证明中国的繁荣。不过，中国的增速是异乎寻常的。如果将中国分为31个省份，全球32个发展最为迅猛的省份中，31个都是中国的。〔11〕
 即便如此，到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达到发达水平的省份数量将扩张到全球数量的四分之三。但是，巨大的城乡和个人之间的不平等仍旧存在，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但是自2008年后这一数值有所下降。〔12〕
 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位列全球第一，其20%的经济份额和它所占的人口份额相当，所以它的基本情况和国内治理压力将和世界平均水平而非世界最发达国家水平相似。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中国将为其国内外协调创造独特的机遇。

中国从发展中获得了好处，也付出了同样比例的代价。高速发展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制造业发展升级可以创造更好的岗位，但是却减少了就业数量。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身份认同、基础设施和政府治理等问题。此外，城市化最初产生的一大批富有成效的生产力也在骤减。农民们进入城市，赚取更多的钱，却生育更少的孩子。最终中国大陆将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其最初的劳动力大潮变成了退休潮。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得以继续。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将达到49岁，80岁及以上人群将达到1亿。〔13〕


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并且实行党—国体制的超级大国，其所面临的挑战很具体。此外，其地缘政治局势与外交史的共鸣，为其今后的行动提供历史的参照对象。可是，全球化和技术改变了亚洲中心曾经的意义。在亚洲的领先地位意味着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不管世界还是亚洲都不会以中国为中心。


政治经济的可持续性


中国下一个20年的根本政治经济挑战是在不失去对经济治理的最终权利之下，将政府执政方式和社会的需求偏好联系起来。〔14〕
 自从1980年以来，这个政党国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很难想象其他任一类型的政府能够取得同样规模的经济转型。然而，许多有利于治理结构的得天独厚的因素却因为以结果为导向而非以过程为导向的指导思想降低了成功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目标的设定更为复杂，随着社会日益富裕，其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独断的官场作风更易于以权谋私。从长远来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必须更具前瞻性、透明度、参与性、宽容和兼容性，否则，它将不自觉地发展成一个自满的、社会基础不断萎缩、意识形态合法性缺乏的寡头政治。有两个方案似乎可以作为具体的选择来展开，领导层更可能在僵化和改革两个极端之间选择一种可变通的道路。

连通性革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的结合，向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审慎的承诺，自下而上地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推崇，并迫切希望中国尽快享受其威望，行使其新的权力。〔15〕
 民主国家都知道，公共舆论可能会因为冒险失败带来的挫折而发生变化，但是在政党国家这些却不是决定性的。〔16〕
 然而，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日益膨胀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中国领导层的决策。

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别具一格，世界银行利用更多市场力量的惯用秘方也许只是其可持续方案中的一部分。在一些重要方面，中国的人口经济领先于发达国家。它的农业是密集型的，农业用地、土壤和水都比较匮乏。鉴于中国的粮食需求规模及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它不能再满足于建立在破坏农业生产之上的全球市场力量。2009年广东省的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其1956年的一半。〔17〕
 虽然广东省买得起粮食，但是如果中国的粮食安全变得和能源安全一样，都必须依赖于进口的话，其粮食需求的规模将会影响到全球粮食生产结构。

另一个根本的经济挑战是要求企业把所有外部因素体现在它的定价和实施中——主要指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等因素。降低成本是人的逐利天性，但是这些代价却要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中国的人口分布于其领土的一半地区内，其中大部分人群又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其劳动力优势给制造业带去的卓越地位却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通过提高资源价格、升级和多元发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一些压力，但是却不足以避免生态危机。

第三个不太可能通过市场来解决的挑战就是在一个不平等的老龄社会里提高福利。配给是一种理性地分配有限的重要商品的方式，这也是救生艇上存在配给的原因。一般来说，中国不再处于救生艇的状态，但是经济的不平等让很多人走入了绝望的境地，让更多人陷入波动性危险之中。与此同时，退休减少了盈利能力并提高了生活成本。如果预期的中国的老龄化在富裕之前就到来了，那么福利不再是附属于其他健康市场经济底部的安全网，而必将是经济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银行对于改善中国市场功能的建议是适当的，与上文所提出的挑战也是不冲突的。事实上，成功带来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其前景是乐观的。可是，伴随成功而来的还有自满。在某种程度上，自满是基于保证中国政治经济存在继续向前发展的惯性，但是体制改革对于减少调整带来的危机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外部治理的习惯


人们常说，中国新的卓越之处是回归到作为亚洲中心的现代以前的历史境况。的确，朝贡体制为中国新兴的角色提供了指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供了重要的连续性，作为在亚洲有着突出地位的中国，其前景和过去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再次成为亚洲中心，但是这个中心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历史地看，中国不仅是通常意义上亚洲最强大的力量，而且位于亚洲的中心地带，人口最为密集，生产面积也最广阔。即使当它被分裂和征服的时候，它仍旧是中心。与环绕地中海水域的西方帝国流动性的中心相比，中国就是坚固的东亚中心。团结和分裂在一个地区持续变动，征服者进入中国后，会选择适应当地的治理习惯，而不是在遥远的地区建立新的中心。

朝贡体制在明朝得以建立，但是在中国处理和邻国关系之时，逐渐发生了演变。其基本任务是通过建立稳定的对外关系减少外部纷争，具体来说，就是中国承认邻国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不干涉其内政，同样，邻国也要对中国表示尊重。由此生成的形式成为一个等级制度，但却不是统治。朝贡体制被儒家合法化，但也是建立在多次企图占领但收益小于成本的冲突经验之上的。〔18〕
 由于这个体系是最小化的麻烦而非最大化的利益，所以它与商业关系无关。

虽然西方入侵亚洲粉碎了中国的朝贡体制，但是其中一部分原理和中国根本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存在共通之处。尽管中国的五项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国家平等之上的，但是不干涉他国内政，承认他国主权的合法性等原则如同根植于西方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概念一样也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中国的外交惯例更接近于它的历史根源而非西方惯例。

在这个多节点的世界中，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惯例越来越适用于其大部分关系。中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激烈的，这些小国在被中国提供的利益打动的同时也为它们面临的更多危险而担忧。经五项基本原则确认，对朝贡体制合法身份的承认以及中国合作伙伴的利益考虑，中国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合作伙伴于其中可以相互表达尊重，而非屈服于统治。由于全球化增加了统治的占领成本，同时增大了国家暴露于非对称关系下的危险，因此，实现让小国放心的制度化和建立大国之间合作的有序化特别必要。中国在对称关系的处理方面一直不太成功，比如和苏联以及日本的关系。

中国的新中心与其当代之前的情况不同，这个不同之处改变了它的国际关系背景。明显地，家长式的独断假设和对程式化交流的底线的限制在目前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的亚洲中心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炮，而是因为全球化交流。各国的选择都越来越多，中国的合作伙伴也在不断变化。中国重新成为亚洲关注的中心，它已经成为这个多节点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个较大的节点，未来成为最大的节点指日可待。中国潜在的关系的数量和范围都在扩大，其被支配的可能性也在降低。此外，社会和信息互相贯通对互动的多边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


头号分歧：人口力量和科技力量相适应


中国和它的大多数伙伴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越来越明显，而美中两国之间的生产力总和的差距却在急速缩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计，根据购买力平价和2030年之前的市场汇率，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总和将在2022年赶上美国。〔19〕
 但是，接近平等的表象具有欺骗性。人口力量相对于技术力量来讲，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中国的人口数量大于美国，但是美国在中国追平国民生产总值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可以保持技术和财富的优势。虽然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国家力量的基本方法是很便利的，但是人口和技术优势也密不可分，具有不同的说服力。

美国的技术实力，包括它的软、硬实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即使中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以其不可预测的威胁和吸引力优势将仍旧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它正在加强的人口基础及其丰富的国内资源为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可是，全球份额的逐渐缩减，技术（尤其军事）的趋同，以及中国模式都意味着美国的全球优势递减。在经历冷战后刀枪不入的全能的错觉之后，全球经济危机的当头棒喝令美国难以面对。衰退或者脆弱都很容易被误认为过渡到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但是，在全球化世界中，“美国堡垒”的严阵以待方针，只能造成自我孤立，机会锐减。

中国似乎正处于世界强国的上行电梯之上，它必须管理好这个前进中的庞大家族。一旦中国顺利应对了以上提出的种种政治经济挑战，它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生产力和主要市场。然而，同样的人口规模在创造能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分配压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增加而非减少预算需求。中国将在愈发壮大的中产阶级推动下，牵引着欠发达地区，从而到达首要地位。即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赶上美国，它仍旧无法产生同样数量的中央预算。拥有1000元的十二口人家庭比拥有同样数量的三口之家的选择要少得多。如果面临致命威胁，大家庭可以全力防守，但是其他的必要花费会更高。而且，对于局外人来说，大家庭的面包车是无法和小家庭的赛车相媲美的，即使面包车的价格更贵，赛车的驱动不稳定。实话实说，人口力量是不可能对技术力量造成威胁的。

然而，长期来看，这会误导大家对美中各自势力类型形成刻板印象。目前美国人口数量达3.1亿，位居世界第三，联合国预计其人口数量到2050年将达到4亿。〔20〕
 伴随着移民，美国预计未来40年的人口增量将达到全球第三。此外，预计美国老年抚养比率明显低于中国。因为海外移民和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也在锐减。联合国预计，中国的人口数量在2040年开始下降，到2050年人口数量将和当前一样达到13亿，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不是现在的20%。届时，印度人口数量预计将超过16亿。

国家在技术力量和人均财富方面的状况也很复杂。由于科技革新的复杂性和偶然性，科技前沿往往被描绘为宽广的创新领域。技术领先的优势是经验和对复杂进展的合成能力，但是对于个人创新来说，是不存在垄断的。从1995年至2008年，中国是全球专利申请量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其知识产权增长率也是显著的。〔21〕
 在中国大量投资公共研究能力的同时，发达国家正在削减其高等教育预算。〔22〕
 此外，中国的发展规模已使政府能够集中资源用于诸如空间探索和核电等领域并实现突破。对于军事能力来说，中央资源尤为重要，因为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重要问题。

有趣的是，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其人口规模基础上，美国的主导建立在其技术和财富优势基础上，然而40年之后，中美之间的优势将转换，尽管无法预见它们各自的优势是否完全颠倒。此外，这些发展都发生在一个总体的全球环境下，两国各自的全球份额都有所减少。


超越极性


力量的不对称性在国际框架中有影响力，但是，在既定关系中，力量优势并没有赋予强势一方强加其意愿的权力。强势一方常常误判它们推动非对称关系的能力，前文介绍中提及的三个特点降低了其成功支配的可能性。全球化增加了占领成本，主权行动的制约限制了选择。人口变革使得对相关力量的判断更为复杂。不过，全球化不是平均化。较小国家在国际关系的每个层面都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大国则希望建立一个尊重它们能力和利益的国际框架。这个国际框架的稳定性取决于压力和张力的相互对抗和抵消。

国际体系的极性分析的前提建立在力量占优者的根本不同的假设之上。如果强者获胜，那么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言，“鉴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相应地其所辖州的数量也较少。”〔23〕
 因此，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集中于大国关系（那些有能力彼此挑战的国家）和大规模战争（可以决定输赢的斗争）。全球国际关系的结构是由极权的数量，或者在较小程度上由联盟决定。只要能够保持一直强势，利益联盟也不是不可以存在，可是正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间的实力之比要比联盟更稳定。

显然，只要国家主权占优，能力大的国家仍旧比能力小的国家重要。多极化的问题存在于以下假设中，即由一小部分力量通过要么合作要么竞争来左右世界秩序。相反，我认为世界秩序是一个位置不对称的串联，而不是一个“权力俱乐部”和“小朋友”的分叉点，全球构造伸展为超越区域的、纵横交错的、直接互动的队列。巴西和中国的贸易合作超过墨西哥，这不是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国，需要贸易，而是因为全球化。它们之间的交易并不比与韩国的交易更能够取代或者挑战美国。而且，在人口日益决定能力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也给大国带来沉重的福利负担，这将降低它们投射力量的能力。一个去极化世界会更加互动，因此也更不确定，但是这不是尼尔·弗格森所畏惧的混乱的黑暗世界。〔24〕
 多节点的世界并非没有权力或者结构，而是指单边行动的有限选择性和协商的必要性，为预期的后超级大国的权力真空吸入新鲜氧气。


不存在新冷战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两国将建立起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由于不同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的异质性，这个关系让两国都面临更多的难题。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两极。但是在一些根本方面是不尽相同的。首先，美中关系在国际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对双赢战略的替代不是零和，而是两败俱伤。其次，冷战对抗是基于军备和太空竞赛对等的假设。美中权力的异质性更易于形成不对称竞争。在军事方面，中国旨在确保其周边环境的安全，而非追求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对美国号称无隙可乘的太空领域、网络战争和西太平洋提出质疑，但是它却并不寻求取代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25〕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冷战时期的阵营和阵营纪律已经消失。尽管美国仍旧在全球范围内维持联盟和军事基地，但是冷战世界的分叉点是由美国为遏制苏联（还包括1971年之前的中国）并辅以苏联的自我孤立形成的。阵营纪律由苏联以武力执行，苏联日益逼近的存在使欧洲和美国有必要成立北约组织。现在美国的亚洲联盟将中国视为首要贸易伙伴，而非华约中的“北京条约”，中国的地区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建立在双方的承诺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中国也没有驻外部队。

美中实力的比较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将是世界经济中的两个基本节点。其他国家很难在经济总量上和它们相媲美。不可避免地，它们会成为彼此比较和关注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将带来误解和猜疑。竞争的形式比较多样，可以是软实力的竞争，也有可能是充满敌意的斗争。在平静的竞争外围，提高对小国的关注度，可以作为利益竞争的基本点。例如，2009年美国效仿中国，试图加入中国早在2002年就已经加入的东盟友好条约。同样，中国在全球大力发展的孔子学院的文化软实力相对不足。在某种程度上，竞争从对相关立场的关注转移到零和对抗，那么这两个基本节点自身作为全球领导力量都将失去在双边联系和合作机会中本来可以获取的利益。但是李侃如教授和王缉思教授指出美中两国战略的相互不信任可能会持续，从而导致对冲合作和可能的敌意。〔26〕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它们各自与美中的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本身更重要，但是美中关系对整个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各国可能考虑它们与这两个基本节点的战略三角关系，因为美中的关系将影响到它们的双边选择。它们更倾向于利用与一方的关系去缓冲与另一方的紧张，而不是与一方结盟去反对另一方。


多节点的世界


那么，我们期待的世界秩序又是什么样的呢？全球框架的互联性和稳定性以及主要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使得霸权和挑战者之间的绝对对抗成为不可能。目前美国采取参与和包围互补的政策可能还将继续，如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承诺已经日益成熟。与此同时，日益发展的直接国际交往提高了小国加入排外联盟的成本。

简而言之，多节点的世界没有范围，具有互动性，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各主权国家的实力和威胁都不对等，涉及日益重要的地区和全球政权。下面我将对这些特点依次进行介绍。


无范围，互动性，但是建立在利益之上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连通革命增加了宣传、曝光等机会，并且能够对任意区域的人群产生影响。如果我们将范围定义为以一个给定区域为中心的有限的互动的话，那么就不存在更大的范围之说。其他的信息控制包括经济利益和关注等方面，这些都是变化着的。此外，电子参与具有零边际成本、无限的潜在受众以及瞬时传输等特点。与早期的运输革命协力，连通性创造出一个从本质上来说全新的全球互动环境。

但是，利益仍旧存在，通过选择，利益共享的社区（家庭和国家，用最突出者命名）仍旧存在于每个密集交织的信息系统内。政治方面，连通性革命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民意对国家领导者的约束。在媒体自由和反对党合法化的体制下，连通性革命不扩大意见范围，但是它可能出现诸如创建它们自己的信息化世界等极端想法的负面效果。在媒体受控和禁止反对党的国家，连通性使政治谱系更激进并促进区域反对势力的发展。这些影响力在中国尤为明显，因为中国的主流媒体被官方通讯所垄断。当政党国家失去信息控制力，其国际互动将重视民意和非官方的信息。

因此，国家领导者的随意裁量权日益受到外部密集的国际互动和内部多样的声音的限制。〔27〕
 这些限制都无法阻止暴力。事实上，尽管信息十分丰富，但是各国却常常不直接面对彼此以解决分歧，而是相互支持，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舆论和内部政治斗争上。同样，对外界的依赖感以及对牺牲的畏惧可以激发一种自信行为，表达更多的是对自卫的需求而非对于可能的成功的信心。


主权国家，却在实力和威胁方面不平等


我们可以将这个多节点的国际框架描绘为一个稳定的国家模式，每个轨迹都是双边关系伸展出的一束。鉴于它们之间规模和实力的巨大差距，大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对称的。除了美国在其所有的对外关系中都处于强势地位之外，大部分国家的合作伙伴规模都或大或小。此外，邻国是无法选择的，邻国的结构也是不可改变的，每个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记忆。在国家身份、地理位置和对外关系史方面，这个框架是比较稳定的。

在每个双边关系中，非对称性构造起各方的视角、关注点和互动。较小的国家相应地会面临更多的机会和风险，因此它将更加细致。较大的国家则相反，面临的机会和风险都较小，而且易于受到其他更重要的对外关系的干扰。因此，较小的国家调整政策更快，更加焦虑于消极的可能性，而较大的国家除非在危机情况下，一般是比较随意的，即使处于危机时刻，它的关注点也会转移到其他更重要的事务中。一般来说，国家总是倾向于关注更大的合作伙伴，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在没有风险或者收益较少的关系上。

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较大国家往往利用其占优的实力逼迫较小国家致其破产，而较小国家因不断放大的恐惧将给大国带来旷日持久的阻力。如果战争爆发，大国常常高估了胜利的可能性，因为它低估了小国绝望时的抵抗力。对于强势一方，也许只是一场目的有限的“小规模战争”，而对于弱势一方则是性命攸关的，由于弱势一方无力还击，因此它就会采取旷日持久的抵抗，这种抵抗能够让强势一方受挫，双方陷入僵持，最终以协商结束战争。〔28〕


在多节点世界中，“小规模战争”的发生率在降低。由美国预设的单边全能的错觉因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变得不太可能，同时也不可忽略伴生的占领成本。对合作伙伴的任何高压行动都会带来反作用，付出的代价将依据试图占领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而增加。较大的国家常被诱导参与更加鬼祟和限制性的军事行动。中国与印度（1962年）和越南（1979年）的军事行动就是军事冲突战略的例证，减少了草率和限制性行动伴生的影响。所有这些军事行动无一能动摇政权。同样，类似于禁运、无人机攻击以及秘密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政策或者非主权地区的领导者。因此，无需预测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我们可以期待在现有的国际框架内解决冲突，争端将越来越多地通过稳定的合作伙伴协商解决。成吉思汗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尽管全球化增加了高压政治的成本，但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关注点的不对称。通常情况下，全球经济的瞩目程度倾向于根据经济排名。获得瞩目的地区和力量被默认为当然的领导者，也是软实力的基础。可是，与关注度相比，大国需要更强的说服力。其他国家确信通过合作它们的利益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软实力带来的效益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涉及日益重要的地区和全球政权


全球化产生的共同利益可以调节互动，共同利益也可以组织化和制度化。即使在没有整体的机构或协调的情况下，共同利益也可以产生共同的解决方案。交通信号灯的普及及其标准化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底特律发明信号灯初期，在没有采纳任何权威机构意见的前提下，对信号灯的颜色（红、绿和黄）的武断分配而今已经成为全球标准。随着全球“交通”的日益发达，对于监管、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需求变得和国内国际问题一样迫切。〔29〕
 比如说，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可能来自于贸易伙伴，但是食品安全的压力却始于家庭。此外，非政府组织可以跨越国界从事特定任务，加速标准化的普及。

也有一些与全球性和地区性政权相捆绑的共同利益，但是关于这些利益制度化的看法受到相关国家实力的影响。如预防流行病或者应对全球变暖的共同利益问题因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变得更加迫切，其他诸如保护野生动物问题还有赖于全球的关注和行动。在多节点环境下，对抗共同利益的自私自利的流氓行径逐渐减少，通过共同利益的程序化以避免冲突的积极性在增加。可是，大国往往希望避免受到多边机制的约束，受到一国一票的控制，而小国仍旧试图搭便车。与此同时，既得利益政权竭力维护那些已被它们控制的国际协定，而新兴崛起的政权迫切希望对协议进行重新评定。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可以打开一个合作的话语领域，但是形成有效的契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多节点的动力


尽管美中两国以及它们的关系有可能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即使美中两国加在一起，也是人口、科技和财富不断缩减的少数派。在这个非对称却主权各自独立的世界，每个国家都会有建立在它们自己利益和关切之上的关注进程。例如，对于柬埔寨来说，泰国和越南可能比其他更遥远的国家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对于主要节点的态度是由这个节点对于此国环境的直接影响力决定的。同样道理，墨西哥和中国或者越南和美国的关系是以它们各自最近的主要节点的关系为条件的。然而，更多地接触一个主要节点有益于形成与另外一个节点的良好关系。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墨西哥和加拿大早于美国与中国恢复正常化关系，或者越南自1979年之后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由于小国会面临超出它们控制的更大的风险，因此降低风险和稳定预期是它们的主要外交目标。如吕冠一（音译）所说，较小的国家之间的特惠贸易协定扩散的原因是多元化可以使它们在面对大国的威胁时得以缓冲。〔30〕
 同样，较小的国家通过缓冲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降低它们与区域性和全球性政权的单一关系中相应的风险。缓冲关系不需要退缩，的确，如果一个小国没有感到被过多地孤立，那么它就可以安全地展开其所有关系。对于小国来说，在全球化世界中，自我孤立是很糟糕的政策，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尝试将多边互动最大化，并且和主要节点保持良好关系。

当主要节点尝试发展软实力时，小国往往受益，但是当主要节点之间的竞争变得排外时，小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小国必须选择站队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拒绝了目前敌对一方给予它的机会，而与缓冲关系不同的是，它将更加依赖于其靠山的力量。此外，由于靠山的利益源自与其他大国力量的对抗，所以小国需要承担着矛盾正面交锋或者当全球形势变化时被遗弃的风险。另外，靠山还有可能插手小国的国内政治。因此，小国在希望得到大国关注的同时，倾向于避开排外的联盟。在双节点竞争中，大国往往用“追随我抑或反对我”的最后通牒对小国施加压力，事实上这个最后通牒成了更大的威胁。

在多节点世界中，主要节点追求独占联盟将是一种自限性战略。对抗会导致更高的安全成本，并与对手两败俱伤，建立独占联盟力量的企图类似于为对手买单。如果一个主要节点追求建立独占联盟，而其他节点不愿意，那么这个排外的节点有可能通过强加其利益企图离间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包容性节点为了避免风险会采取和谐相处的姿态。如果两个主要节点达成的排外外交逐渐升级，那么一些国家将被迫选择一方，但是大部分国家会避免进行选择，而寻求降低对抗中的风险。在冷战中，双节点对抗将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但是大部分国家的主要关切不是选择哪一方，而是如何能够在冲突中独善其身。因此双节点对抗往往会削弱双方作为主要节点的力量，同时增强区域和次级节点的关系。在一个无界限的多节点的世界中，很难建立并维持一个人为的排外联盟。


结论


预期未来的挑战是当意外出现时，不是所有可能性都均等，糟糕的决策可能会导致自限性的后果。对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进行预测是一种赌博，然而人类的选择是由他们已知的现实决定的，选择导致的结果却是由已知和未知的现实共同决定。因此预测的任务不是对事物作线性发展的估计——这正是“黑天鹅”的盲区——而是对考虑到连续性和变化的期望值进行管理，从而为普遍的行动领域奠定基础。

本文的前提是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家继续作为国际互动中受约束却有决定性的节点，当代技术力量、财富和各国不同的人口背景导致的人口力量等方面的不平等会日益减少。所有这些前提都存在争议。可是，否认其中的任一假设都将在当今的动力和未来之间形成一个更深的假想的鸿沟。中国的崛起既是这些结构变化势头最突出的证据，又是将它们的影响具体化的重要焦点。

如果全球化继续发展，那么国际交流的迫切性和多样性会大大增加，双边互动的间接影响力也更加重要。可是，全球化不是均等化，每个政治共同体都将为其面临的国际风险而忧虑。如果国家仍旧是国际行动的主要节点，那么尽管出现了一些地区组织、跨国组织和跨国交流，国际框架仍旧非常稳固。因此，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些挑战会将中国打造为世界的主要行动力量。

最后，人口革命改变了世界秩序，但同时也加强了各国的福利责任。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在发展其庞大人口的生产力、健康和财富方面作出了示范，显然，中国仍然保持着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差距的势头。中国凭借自身力量达到并超过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底线结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生产和消费的总量使中国名列首位，其规模使中央政府能够集中资源用于建设国家项目。然而，它的选择会受到其人口力量的影响。更加健康和富裕的人口不容易管理，也不可能被长期忽视。此外，中国仅仅是在人口力量的演进方面处于领先的国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很有可能超过美国，但是在人口总量方面可能会被印度超越，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人口力量的转变不过是减小发展鸿沟的技巧而已。

关于前提条件的影响已经详细阐述了，对期望值的管理也逐步接近变幻的预测领域。难以想象全球化会逆转，但是可以想象的是中国未能迎接其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然而，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可以证明对根本趋势的预测是很必要的。首先，它强调了所有国家都可能面对的决策点的广泛意义。比如自我孤立，这是一项选择，但是通过全球化，自我孤立被重新定义并被赋予更重要的影响力。第二，决策可以使反面的基本事实受到它们意料之外的结果的影响。对领导者的选择无法预测，但是任何选择都不会致命到无法得以进一步修正。即使存在致命的选择，其致命性对于制定它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伤害要远高于广阔的全球环境。正如黑格尔所说，不管是和平发展还是冲突发展，“理性的狡诈”都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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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China is likely to become the largest national economy, though not the richest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Chinese demographic power will be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from American technological power despite bottomline similarities in GNP, and it will fac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But assuming that globalization, constrained state sovereignty, and demographic revolution continue as basic world trend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likely to be the focus of a world order in which concerns about conflicts of interests drive interactions, but no state or group of states believes that it is capable of benefiting from unilaterally enforcing its will against the rest.


Keywords


Globalization；Multi‐Nodal；China



 案例研究


 关于“乌坎事件”的调研报告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特殊案例

黄卫平　冯秀成　陈文
(1)




摘要：
 2011年广东省“乌坎事件”的发生引发了国人的普遍关注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以悲剧开始的“乌坎事件”在广东省官方独特的处置方式下，得以戏剧性落幕，为深入解析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生动案例。本文试图在实证调研基础上还原事件真相，解读事件发生的必然原因，分析戏剧性结果的偶然因素，以及目前陷入的困境，由此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微观动态。


关键词：
 抗争性政治　群体性事件　维权　维稳

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简称“两会”）是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最高制度化平台，在2012年3月3日至14日召开的“两会”期间，国家最高决策层对两个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1〕
 的反应，引发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和海内外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之一就是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的所谓“乌坎事件”。该事件不仅是2011年广东社会建设十大舆情焦点，还在2012年北大公民社会发展论坛上被评选为2011年度影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十大公共事件，其中广东“乌坎事件”以45票全票通过位列榜首。〔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坎事件”是近年来中国“抗争性政治”或“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案例。

本文试图在实证调研基础上，解析该事件发生的必然原因和导致戏剧性结果的偶然因素，从而探索在中共中央“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微观动态和地方政府创新的特殊案例。


一、事件过程：乌坎村发生了什么“事件”？


广东省南海边上的乌坎村约有户籍人口12000多人，暂住人口约2000多人，主要就业人群以海上渔业和养殖业为主，有近千人在相关产业链上谋生。另有400多人从事建筑业和工业，以及约400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和运输业，还有200多人从事农业，从事其他行业者约100人。在校学生3500多人，其中就读于乌坎村内学校的约1500人。另有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层管理人员约50人。此外有约1500人在外地经商、打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由乌坎村民开设的服装店就有300多间。其余是待业人员、老人、妇女和儿童，有将近5000人。详情见表1。在香港也有一定数量（约4000人）的原籍乌坎人士。〔3〕


表1　乌坎村户籍人口构成简表〔4〕
 （单位：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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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乌坎事件”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来理解：

狭义的“乌坎事件”是指乌坎村的村民因长期不满原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处理村集体土地和其他资源方面严重侵犯村民权益，在2009年以来多年不断向各级地方政府投诉和上访未果的情况下〔5〕
 ，发现又有企业在村内土地上开工后，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2011年9月21日约有200名村民〔6〕
 在村内聚集，在村民杨色茂、孙汉场、庄烈宏等人的带领下，手持横幅到相关企业、村委会和陆丰市政府抗议请愿，其中部分村民情绪失控，毁坏相关企业财物，暴力冲击村委会和派出所。22日上午，村民试图再次集会时，上百名汕尾市的武警、特警奉命前来驱散集会村民，维持秩序，引发警民冲突，村民用砖块袭击警方，警方以警棍、盾牌和消防水炮应对，期间双方共有数十人受伤，六辆警车〔7〕
 遭打砸、被掀翻，有数位村民因暴力抗法被拘〔8〕
 ，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而广义的“乌坎事件”则是由2011年9月21、22日开始的长达三个月的乌坎村民群体性有组织的抗争。9月23日，村民林祖銮站出来呼吁村民捐款资助受伤村民，号召村民坚持理性抗争，制止打砸行为。9月29日，村民按姓氏推举117位村民代表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9〕
 。10月22日，乌坎村部分妇女组织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进一步有组织地向地方政府投诉和请愿，并在提出清查乌坎村集体土地买卖情况和公开村务、财务状况等经济诉求外，村民们还揭发村党支书薛昌当年9月在人大代表选举时的舞弊行为，明确要求查清2011年2月村委会换届选举情况，真正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而提出由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村委会的政治诉求。由于乌坎村警民冲突事件吸引了境外媒体的关注，不少海外媒体记者进入该村，境外传媒广泛报道〔10〕
 ，对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压力。

在9月21、22日之后的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村民和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对政府处理乌坎问题的进度非常不满，上级临时委派的村党支部代理书记也因曾卷入土地买卖而不被村民信任，基层政府还在村内派工作人员发传单游说村民放弃抗争。在一系列诉求仍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11月21日，在林祖銮等人的精心组织下，乌坎村民将近4000人〔11〕
 到陆丰市政府进行和平集会上访。村民在得知官方媒体报导当日上访人数约400人后，又一次感到自己的诉求被地方政府漠视，更大的愤怒继续蔓延、发酵。

而地方政府一方面在11月17日立案查处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从1973年至2011年11月1日任中共乌坎村党支部书记）和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舜意（从1971年起至2011年11月1日任乌坎村党支部副书记）〔12〕
 ，另一方面在12月10日宣布“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公布通缉名单，并拘捕到其中五人〔13〕
 ，有意识地将事件的性质往部分村民“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的传统套路引导。不料，12月11日被捕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副理事长薛锦波在被拘留期间意外死亡，官方鉴定为“心源性猝死”〔14〕
 ，由此更加刺激了乌坎村民的抗议浪潮。警方为防止更多的外部势力进村声援村民和阻止村民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包围了村子；村民则设置路障，封锁村子各路口，白天由妇女守村，晚上由青壮年守村，试图阻止警方进村抓捕通缉名单上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林祖銮和理事长杨色茂等人。村民在村内不断组织抗议活动，扬言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抗议请愿，除了重申原来的基本诉求外，还增加了要求交还被警方拘留期间猝死的薛锦波遗体和公开验尸，释放其他被捕村民等诉求。

就在双方高度戒备、严重对峙，各种信息和谣言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更大规模和更为严重的冲突随时可能一触即发之际，突然峰回路转。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省工作组到陆丰市，在12月20日的陆丰市干部群众大会上，朱明国首次明确肯定乌坎村群众的主要诉求合理，大多数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只要村里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警方不会进村抓人，林祖銮和杨色茂等人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可考虑从宽处理。此新闻在当晚广东卫视播出后，村民和警方开始各自撤除路障，村民取消了原定于次日的游行示威活动。〔15〕


12月21日上午，林祖銮和朱明国以及汕尾市市委书记郑雁雄在陆丰市信访办会面，政府接受村民的主要诉求，同意交还薛锦波遗体〔16〕
 ，承认“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村民代表地位，并以朱明国为组长，时任副省长林木声为副组长，率领由省政府各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村清查和解决村民提出的各项问题。次日，省工作组进村受到村民欢迎，朱明国在村办公室与林祖銮会谈，当天被拘留的村民陆续被“取保候审”，释放回村。由此长达整整三个月的乌坎村民群体性抗争的所谓“乌坎事件”结束，村民在体制外的长期维权诉求开始纳入体制内有序释放。

2012年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宣布正式成立乌坎村党总支，由林祖銮任总支书记和村委会的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原党支部自行解散。此后的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乌坎村村民前所未有地经历了四场较为规范的“选举民主”的洗礼：

（1）2月1日，全体符合资格村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选出以杨色茂为主任的11位委员（后因杨色茂报名竞选村委会，于2月29日按规定辞职，由洪天彬接任主任）。

（2）2月11日，在村党总支和村民选举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全体村民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选举产生109名村民代表，然后选举7个村民小组长。

（3）3月3日，由全体合资格村民重新选举乌坎村第五届村民委员会，从23位自荐参选的候选人中竞选产生7人，组成村委会。林祖銮在与曹镇才的竞选中，以90%以上选票的绝对优势当选村委会主任，杨色茂在与薛健婉、陈少领、洪锐潮、张德家等人竞选中，以过半数选票当选为副主任，由于其他候选人均未得票超过半数，依法次日再选。

（4）3月4日，全体村民在首轮选举中未过半数，但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中竞选产生一位副主任，首轮选举得票最多的两位妇女候选人中竞选产生一位委员（妇女主任），其他得票较多的三位候选人竞选产生两位委员。

最终村委会选举结果如下：

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陆丰警方通缉名单头号人物、现中共乌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銮为主任。

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理事长、陆丰警方通缉名单二号人物杨色茂为副主任。

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理事，曾因维权过激有“打砸行为”被警方拘捕、“取保候审”的洪锐潮为副主任。

原“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主要代表陈素转为委员（妇女主任）。

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理事，曾因维权过激有“打砸行为”被警方拘捕、“取保候审”的张建城为委员。

从2009年首次到省政府上访的发起、参与者之一，网络QQ群网名“乌坎热血青年团”主要成员，陆丰警方通缉名单四号人物，曾因维权过激有“打砸行为”被警方拘捕，“取保候审”的庄烈宏为委员。

原乌坎村上访组织者之一孙文良为委员（任村会计）。

至此，2011年9月21、22日数百名乌坎村村民群体性游行上访，引发数十人受伤的严重警民冲突这一悲剧性事件，经过5个多月的多方博弈，在中共广东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乌坎村村民团结、理性的有组织长期抗争中，史无前例地戏剧性落幕。由此开启了在广东省工作组主导下，由乌坎村党总支和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代表，与党和政府以理性精神和在法治基础上，通过体制内协商来解决长期困扰村民的集体土地等利益纠纷问题的新阶段。

回顾“乌坎事件”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第一，村民维权有较长的酝酿和发动时间。早在数年前就有村民在网络QQ群上以网名“乌坎热血青年团”的名义宣传和动员村民起来维权，并事实上多次成为上访群体的骨干，从而决定了“乌坎事件”绝非意外的偶发事件，村民的维权诉求已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由于地方政府官僚机器的长期拖延、推诿和打压，而不断地集聚能量，等待着“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因此，“乌坎事件”的爆发有其必然性。

第二，村民维权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如果说“9·21”和“9·22”事件是部分村民自发、无序的违法暴力维权，引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基本上属于临时起意的“反应性抗争”，也就是针对原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持续“卖出”集体土地后，村民的随机反应，维护和争取挽回的是物质或经济利益；那么，以林祖銮为典型代表的村民“意见领袖”在“9·23”事件迅速站到了前台，组织广大村民广泛捐款救助“9·22”事件受伤村民，推选并组成了“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坚持理性维权和“依法抗争”，最大限度地争取媒体和舆论同情，以及尽可能避免多数村民“搭便车”的行为选择，其“政治行动的真正导因却往往是伦理和情感”，“只有在他们感到忍无可忍、不能不为他们的正当利益而奋力一争的时候，他们才会决心卷入短兵相接、情绪激昂的集体行动中”〔17〕
 ，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抗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的形式，农民通过诉求上级政府和法律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曲解、滥权和枉法行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进行集体利益的抗争。也只有这种抗争才能使农民的集体行动显得理直气壮”。〔18〕
 这表明“乌坎事件”之所以持续时间较长，对抗强度较烈，组织程度较高，很大程度上源于领袖威望和能量较大，这又有一定的偶然性。

第三，村民不仅有经济诉求，更有政治诉求。从持续为村土地问题到各级政府上访、投诉村干部，发展到为了查清村里的土地交易和财务状况，不惜制造“群体性事件”向地方政府施压，再升级到组成“非法组织”，推选产生“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表村民明确要求真正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重新选举村委会，主动为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依法解决“乌坎事件”预留了空间，这不仅需要村民领袖有非凡的勇气，更要有高度的智慧。为了使有组织的群体性抗争能够取得成效，组织者往往并用合法和半合法手段，尽可能使用“踩线不越界”的行动策略，“即在向政府诉苦的同时运用有节制的群体聚集手段，边缘性地触响秩序的警铃，有分寸地扰乱日常的生活，以危及社会稳定秩序的某些信号来唤醒政府出来解决他们问题的诚意。但这种手段是一把双刃之剑，它既可能很管用，也可能马上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正因为这种策略的高度危险性，更使集体行动的组织者要加强对集体行动的控制，以免授人以柄”。〔19〕
 其实陆丰市政府还是正式发出了通缉令，只是未能在第一时间成功抓捕到林祖銮、杨色茂等村民领袖，薛锦波在被捕后又意外猝死，更是令地方政府进退失据，这才最后导致广东省委以非常举措来应对和化解危机，这更是极其偶然的。如果陆丰警方及时成功地拘捕林祖銮等人，而薛锦波也没有意外猝死，“乌坎事件”完全可能结果迥异。


二、原因分析：为什么会发生“乌坎事件”？


“乌坎事件”的发生有着独特的背景和诸多深层次的原因。对“乌坎事件”发生的解读也是林林总总，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正确处置方式，与引发该事件的原因及定性直接相关。


（一）究竟是“境外敌对势力”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所致？还
 是基层政府行政失当或政治错误引发？


当地基层政府曾以村民欢迎海外媒体采访、报道为由，竭力想将事件描述为少数不法村民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所致，一些境外媒体也在报道中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似乎也给了地方政府“合法”使用国家专政机器，以暴力镇压“暴乱”的充分理由。而乌坎村民从2009年起就开始持续向各级政府上访（共计赴广东省信访局6次，赴汕尾市信访局1次，赴陆丰市信访局1次，赴东海镇政府1次）〔20〕
 ，却没有得到政府有效重视，长期拖延和相互推诿导致村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步升级、官民矛盾日积月累，此事实却往往被基层政府所刻意回避。

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从村民长期抗争、宁折不弯的现象中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明确指出：“乌坎事件的发生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累积的结果，是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21〕
 这实际上正视了“乌坎事件”是政府工作失误所致的事实，断然拒绝简单动用国家专政机器来掩盖政府失误，从而避免了给党和政府引发更大的合法性危机，从而也揭示了“乌坎事件”的必然性。


（二）究竟是在海陆丰地域特殊民风条件下的偶发现象？还是
 经济社会发展中系统性、结构性矛盾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


在“乌坎事件”发生后，有一种舆论认为海陆丰地区（汕尾市）“素以民风强悍或逆反闻名，换帖结拜和结社聚义的风气很盛”，有所谓“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之称。但早在2010年3月（“乌坎事件”爆发前一年），就有署名“幽壹”的网文《汕尾还有多少“定时炸弹”待引爆？》，披露当年3月“陆丰碣石镇又出事了”〔22〕
 ，作者认为“对于这类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大型冲突，近年来在汕尾大地上已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例如去年（2009年）的‘3·11’陆河县河口特大械斗事件，还有去年（2009年）的陆丰村民悬赏百万法办贪官事件，都是因为土地纠纷而起”，作者当时就判断“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起因土地纠纷而起的恶性事件。事实上，因为地方政府的长期不作为，在汕尾大地上还暗藏着不少这样的‘定时炸弹’，它们只待有了合适的‘导火索’，立马就会接二连三地引爆”。十分不幸的是，“幽壹”的预言在一年后的“乌坎事件”中再次被证实。正如“幽壹”所述：“为什么在海陆丰大地会屡屡发生这类恶性流血冲突事件呢？除了以往所谓海陆丰民风彪悍的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只要人们认真反思一下在“乌坎事件”中被多数村民深恶痛绝、反复投诉的那位严重侵犯村民利益的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居然是在乌坎村“执政”长达近40年，长期深受地方政府信赖的“老先进”、“老模范”〔23〕
 ，就不难发现乌坎村村民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系统性、结构性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偏好”早已与基层群众相距甚远，乃至完全对立了，其彻底颠覆了传统政治文化中代表群众利益、公正无私的“老支书”形象，而村干部们也早就与基层政府构成了利益共同体。长此以往，乌坎村民的集体抗争就势在必然了。〔24〕



（三）究竟是市场化改革引发的利益冲突？还是市场改革还不
 彻底、不完善的弊端所致？


有人认为，乌坎村的问题主要是村内利益纠纷和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引发的矛盾，由于当年为了开发经济，吸引外商，村委会以优惠价格转让土地，并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后来经济发展了，土地价格飙升，村民才突然醒悟，要求追讨已经按法定程序转让的土地，从而引发冲突。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完善的弊端所致，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所引发的。由于作为村集体土地的共同所有者的全体村民维护和保障自己利益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清，市场交易行为不能有效地在相关权益者之间公开，在透明的制度平台上运作。村干部既不经过全体村民选出，又不经过多数村民同意就能把集体的资源变卖，恰恰表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不清，市场与公权力的关系暧昧，由此酿成严重的农村治理危机。

1992年以来，在市场化改革的大潮中，由于乌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兴办集体企业“陆丰市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以及将该企业与港商陈文清〔25〕
 的合作经营中，长期罔顾村民利益，未经规范程序，在多数村民并不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大量转让土地，引发村民极度不满。原乌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主要领导近40年连续任职，长期把持村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分配，与港商和基层官员的利益关系扑朔迷离，从而使该村企业的集体产权事实上被虚置，多年来村民从中所获利益微乎其微，村集体企业事实上成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的私人企业，大量的村集体土地被转让，并履行了法定的转让手续，从而给现在合理、合法解决乌坎村的土地问题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农村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及时、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程度很低，在传统体制下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往往在“组织”安排下，事实上是走过场；而党内民主机制又运行不畅，从而导致村党支部、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严重地“党政不分”和“政企不分”，这种现象不仅在乌坎村，而且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因此，如薛昌、陈舜意那样在一个村长期垄断性执掌党、政、财权长达近40年的案例也决非个案。乌坎村的案例只是以较极端的方式证明了只搞不彻底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不搞涉及权力结构体制的政治改革，在“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传统体制下，村民在所谓“集体经济”中的产权不明，土地未经“确权”，他们在当年“联产责任承包制”改革中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最终只能付诸东流，以致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对村土地的收益权、处分权，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四）究竟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的“权力一天比一天小，
 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胃口一天比一
 天大，一天比一天难管”？还是部分官员的观念、能力、素质还停
 留在全能政治时代，不适应民主法治的时代趋势？


在“乌坎事件”中汕尾市的主要领导有一番很令人玩味的讲话，作为地方党和政府的代表，面对在改革进程中法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群众，要贯彻中央高层呼吁建设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精神，却又承担着长期信任、重用薛昌等人的难以推卸的政治责任，他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官员）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然后呢，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国家这样的政策，一天比一天对老百姓好，但对现在当干部的可就艰苦，这一点我承认，我自己也深有感受。”〔26〕


很显然，汕尾市领导在应对和处置“乌坎事件”时，表现得十分无奈，他们很希望能够用传统“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来解释“乌坎村民”的“维权抗争”是如何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以及动用“专政机器”通缉“首要分子”，这是他们驾轻就熟的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理念正在改革开放中经历着重大转变，胡锦涛关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7〕
 和习近平关于“权为民所赋”〔28〕
 等重要论断，深刻表明了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9〕
 ，“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0〕
 ，正成为新时期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正如俞可平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全部的政治生活正沿着五条主线发生相应的重大变化：即从斗争到和谐，从专政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集权到分权，从国家到社会。〔31〕
 这也正是广东省委创新性地处置“乌坎事件”的时代背景。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以汕尾市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广东省委决策的过程中，思想上是很痛苦的，相当一批官员的观念、能力、素质还停留在全能政治时代，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权力来源于人民，而哀叹自己“权力一天比一天小”；他们不习惯行使权力要受到法律制约，而感慨“手段一天比一天少”；他们没有责任政治的概念，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害怕“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他们把老百姓视为自己管理、统治的对象，抱怨他们“一天比一天难管”；他们不懂得“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32〕
 ，以为“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害怕“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全能主义政治和官本位所造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使民间难以生长出监督政府和官员的舆论力量，全能主义的政治传统也养成了政府官员对民众的傲慢与偏见，这就决定了他们对村民长期上访投诉的官僚主义态度和对村民集体抗争的必然打压。〔33〕



三、个案特色：“乌坎事件”戏剧性结果的原因何在？


“乌坎事件”以悲剧开场，戏剧性落幕，得益于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国内外复杂局势中审时度势，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在警民冲突、官民对峙的千钧一发之际，解放思想，果断决策，以创新性举措一举扭转被动局面，为我国解决此类事件开拓了新思路，提供了新经验。但相较于目前中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和“抗争性政治”的处置结果，这却有着相当的偶然性。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大方面：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理念重大转型为广东省委指明了
 正确方向，但这远没有成为全党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上逐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4〕
 ；党在实践中逐步由“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性”革命党，向在民主法治条件下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转型，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党正在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35〕
 的要求，坚持以提高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证。正是党中央这一系列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重大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为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理性妥善应对“乌坎事件”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但党中央重大执政理念的转型要逐步转化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具体实践，不仅有相当的时间差，而且还存在广泛而复杂的歧义，主要原因如下：其一，由于我国对以“文革”为登峰造极表现的传统极左意识形态并没有经过系统的价值清理，某些地方党和政府不仅习惯，而且倾向于用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应对复杂的利益纠纷，以便简单化地“合法”动用暴力手段和专政机器来解决问题。其二，我国在文本制度上关于公民和党员政治权利的相关规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落实不仅有差距，而且事实上还难以得到司法救济，宪法和党章规定的权利不必真正落实，对某些地方党委和政府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其三，复杂的现实利益纠葛。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网络，也使地方党和政府中的部分人对于中央精神阳奉阴违，选择性执行。其四，某些似是而非、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观念也一直困扰着许多官员，正如当时省委领导同志所指出的，“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36〕
 ，我们以为还应加上“必须破除地方党和政府天然代表人民利益而没有自己利益，而普通民众素质差，文化低，没有能力代表和管理自己的错误观念”；再如“专政”的概念虽早已不在官方文献中公开宣示，据林尚立教授统计：“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有四处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十五大报告中减少为三处；十六大报告中没有一处用‘人民民主专政’一词，‘人民民主’成为唯一的标准提法；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变化过程是逐渐的，但却是深刻的。”〔37〕
 但笔者以为中国官方并未正式宣布放弃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某种意义上毋宁说中国政治语境中的“人民民主”只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某种隐晦表述，中国的地方官员往往更愿意相信“专政”的暴力，而不是“民主法治”的权威。

广东省委的指示是“乌坎事件”转危为安，化“危机”为“机遇”的关键，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他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失误找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纠缠于境外媒体的兴风作浪，推波助澜，避免简单粗暴地用专政手段解决问题。广东省工作组承认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是村民利益的真正代表，通过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原来体制外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主要成员通过合法程序转变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将体制外村民政治参与的诉求纳入到我国政治制度的体制内来有序释放，创造性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化解了社会危机，体现了高超的执政智慧。

广东省委处理“乌坎事件”的方式表明，党和政府相信村民有能力代表自己的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并不必然代表村民利益，如没有群众监督，不仅可能行政不作为，而且可能以权谋私。

但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型还远没有完成，更没有成为全党共识，在社会利益关系高度分化和对立的当下，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即使在广东，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对省委处理“乌坎事件”的举措不以为然，颇多微词。笔者在与各地部分党政官员的访谈中，逐步意识到多数官员本能反对广东省委向“暴力抗法”的“造反”村民妥协、退让，而主张坚决镇压。一方面，从维护政权稳定角度而言，地方官员更多从微观和个人利益考虑，他们与乌坎村民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广东省委显然是从宏观和全局角度来研判、权衡如何处置“乌坎事件”更有助于维护、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地方基层党政官员相对缺乏灵活应对治理危机的能力和资源，广东省委的处置方式令他们有在以暴力“维稳”前线被“出卖”的感受。


（二）广东省委创新性贯彻中央精神为妥善解决“乌坎事件”
 奠定基础，但这并不具有法治化、制度化改革的趋势


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中却滋生着动乱。〔39〕
 中国现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而重大的社会转型中，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基础，执政党必须避免“透支”自己的执政资源，尽最大限度挖掘现行体制的吸纳空间和制度弹性，因势利导地将不稳定因素化解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从而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乌坎事件”的有效处置，很大程度得益于广东省委创新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科学发展观”，通过支持村民“维权”来实现基层“维稳”，通过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村民的政治权利，来有效维护和逐步实现村民的经济利益诉求。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群众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中涉及暴力抗法的相关事件时，比较通行的做法一般是严惩组织者、煽动者，以刑事犯罪追究其责任，然后对多数参与者和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诉求给予一定程度的回应，从而在表面上平息事态。也就是以让多数人一定程度地“搭便车”，而让组织者、煽动者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方式，来分化、瓦解基层抗争性群体，寻求事件的迅速平息，而避免真正触及引发事件的体制机制原因，特别是忌讳群众的相关政治性诉求，从而往往为下一次类似事件埋下祸根。

而中共广东省委在处理“乌坎事件”中却率先打破常规，不是就事论事地严厉打击有“暴力抗法”现象的“维权”群众；也不是简单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给基层政权“维稳”；更不是将基层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和抗议笼统视为“阶级敌人”或“境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捣乱，来掩盖地方政府的过失；而是正面、主动、积极地回应“抗争群众”的诉求，特别是政治诉求，从而试图通过“维权”来实现“维稳”，从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这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也表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应对基层群众的“抗争性政治”中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创新探索。

但这事实上又是在地方政府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压制乌坎村村民抗争失效后，广东省委理性预判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将导致更严重的政治后果的前提下，作出的紧急危机处理，而非法治化、制度化趋势的改革。


（三）乌坎村村民政治智慧和维权能力显著提升为有效化解危
 机提供了可能，但这些要素在当下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中还不具备


首先，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一代村民的综合素质全面提高，公民社会逐步成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长期在外经商、打工的经历，开拓了村民的视野，促使他们的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和公民精神逐步觉醒，他们长期抗争，坚持不懈，逐步走上了高度组织化维权的道路，从“乌坎热血青年团”QQ群〔40〕
 广泛发动和联络村民，到“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出现；从充分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表达诉求，到娴熟运用现代视频技术记录维权过程，收集、保留原始物证；从提出清查村集体土地买卖问题和村财务问题等经济诉求，到提出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政治诉求，无不反映了新时代村民的素质与能力。

其次，在新一代村民中涌现出以林祖銮为典型代表的“意见领袖”。林祖銮〔41〕
 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复员军人，长期接受党的教育，曾担任过村委会的副主任，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有较深入的理解，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商致富，年近70岁高龄，站出来领导维权，被多数村民本能地视为完全不是出于私利，而是为了公益和公平、正义，也因此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公信力，能够较有效地集中反映村民的诉求，并具有理性约束多数村民合法维权的能力。特别是他一度被陆丰市政府列为头号被通缉者而承担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其所体现的为村民公共利益而自我献身的公共精神，被视为“小村曼德拉”。他从乌坎村村民有组织抗争的“精神领袖”，逐步转变为中共广东省委妥善处置“乌坎事件”的理性谈判对象和有效合作者，以及最后成为中共在乌坎村实现有效领导的正式代表，身份多次转换，这既是中共广东省委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地创造性化解基层治理危机的成功体现，也是新时期村民素质和能量的体现。

再次，新一代村民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在不断累积。在维权的艰难进程中，乌坎村村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一方面认为在基层政府长期推诿拖延、对村民诉求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只有不断扩大事态，吸引媒体关注，才能引发高层政府的重视。因为多年的上访实践和与基层政府的博弈表明，在一些利益纠纷错综复杂的地方，对底层民众的诉求事实上存在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而有效借助境外媒体的报道，来对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往往是村民津津乐道的成功经验。在他们看来，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官员并不在乎民众的诉求，而只在乎掌握他们“乌纱帽”的上级官员，因此，村民只有不断扩大事态，迫使高层政府介入，才有可能实现诉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懂得必须将自己的行为尽量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踩线而不越界”，特别是必须善于将境外媒体的负面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村民们坚决否认有所谓“乌坎起义”，无论境外媒体如何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村民秉承中国农民传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智慧，坚定相信“中共有青天”，反复打出“拥护共产党，拥护党中央”、“要求中央政府正视乌坎诉求”的标语，并不断通过微博向外表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从而为高层政府出面收拾残局预留了台阶，也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政治谋略，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并开始拥有了初步的“责任意识”。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广东和其他地方仍有不少官员对广东省委处置“乌坎事件”的手法表示不以为然的同时，乌坎村现在的村民委员会主要成员则自觉地意识到乌坎村村民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省委的决定紧密联系，他们有责任积极与省工作组协调合作，努力遵循民主法治的轨道，通过体制内的博弈来逐步解决历史上长期积累的问题。


四、现实困境：乌坎村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


从2012年3月4日乌坎村选举产生新的村委会以来，乌坎村的治理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广东省委应对“乌坎事件”的创新举措虽很受媒体好评，但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颇多微词。而要有效解决村民的土地诉求问题，新成立的村委会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而这在现行体制内又是必然的。


（一）非制度化的官民博弈中，政府的妥协缺乏法治提升与制
 度改良的空间，只能使村民暂时停止抗争，却并未能真正消弭引
 发冲突的根源


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往往以“维稳”为基本目标，只追求“摆平”冲突，并不真正重视，也没有能力消弭引发冲突的根源。常见的方式是两个极端：其一，能拖则拖，能堵则堵，为了不引起上级不满，尽可能堵塞群众利益的表达渠道，想方设法“截访”，将麻烦留给下任。其二，为了摆平事态，避免上级政府的追责，脱离法治，不按制度，尽可能“花钱买太平”、“买平安”、“买稳定”、“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从对“乌坎事件”的处置来看，不难发现关键原因也是由于高层政府的妥协和善意，虽然事后乌坎村村民进行民主选举，维权领袖林祖銮被纳入体制内，成为乌坎村新的党政领导人，使得“乌坎事件”更富有传奇色彩。但在事件爆发过程中，地方政府先是对村民多年上访再三推诿，后又想动用国家机器通缉维权领袖，最后实在是为了摆脱大规模流血冲突必然带来的巨大危机，才决定“化干戈为玉帛”，可以说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依旧是政府在特殊时期为了平息事态的“摆平式”机会主义的行政行为，不仅表明现行信访制度的失败，也完全缺乏司法救济机制。特别是引发事件的主要原因，土地问题实在太棘手，“乌坎村已被上届村委会转让的土地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履行法定程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要收回的难度很大。”〔42〕
 而且此类现象在广东，乃至全国都不胜枚举。广东省政府只能不断运用行政手段和财政资源来投资乌坎村的民生建设，诸如修路、铺设自来水管道、完善村学校的设施等，试图以此缓解村民对收回土地的诉求，依赖的还是现行体制内较少受到监督制约的行政权力，并非法治手段。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违反规则和法治的事情积累多了，现在即使想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都越来越困难，因为弄不好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其他存在土地纠纷的村庄也会效仿乌坎，这样将会产生不可预料的政治后果。

正如孙立平教授认为，现在无论体制内外，对于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越陷越深，有许多抱怨。如果仔细分析，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面临的一种深深的困境，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孙教授将其称之为“纠错困境”〔43〕
 。这种困境也意味着乌坎村村民试图收回“失地”的原始诉求几乎是无解的难题。


（二）乌坎土地问题的复杂性与部分村民对土地的激进诉求，
 使新一届村委会陷入困境


乌坎“失地”村民的抗争性维权，从表面看是直接针对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未经村民同意，未经规范程序“变卖”集体土地，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基层政府的介入与支持，大量土地的转让并已履行法定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根本上讲，如果没有更深入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真正解决农村土地“确权”问题，类似乌坎村的土地纠纷就难以杜绝。因此，乌坎村村民要求收回“失地”的诉求，在合法选出新的村委会后，就转化为对新一届村委会的压力，新村委会也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有与政府合作，妥善解决乌坎土地问题的责任。为了取得村民的持续支持，2012年9月21日，林祖銮告诉村民，目前已有3853.41亩被非法转让和分配的土地确定归还乌坎村。此外，由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等各级政府支持建设的6项总投资达6000万元的民生工程进展顺利，乌坎村土地权属界线核定工作有效推进〔44〕
 。但不少村民对此还是不满意，他们要求收回所有“失地”，要求新一届村委会分钱、分地，认为村委会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没有给他们带来明显的利益，因此，不断对村委会施加压力，甚至扬言还要改选村委会，酝酿再次向政府示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广东省委处置“乌坎事件”的创新举措，在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后，已经使政府成功地将来自村民的压力转移给了新一届村委会。

乌坎土地问题直接牵扯到村民、村委会、投资商和政府等多方面的复杂关系。村民关切的土地问题就是要求收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被原村委会“有偿”转让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而投资商当初则是由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而来，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有偿获得土地。原村委会则是配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有偿转让土地，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村民要求收回已被转让土地的诉求能否实现，从法律上来讲，关键是涉及原村干部出让土地的合同是否有效。对于有效合同中出让的土地，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已经无法收回，村民对于这部分土地的诉求实际上是难以满足的。村民如要收回此类土地或者政府对村民进行赔偿，全国范围内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所以村民只能收回无效合同中出让的土地，而很难收回有效合同中出让的土地。当然，对于无效合同中出让土地的收回也需要一个处理过程，如果土地尚未开发，则可以恢复原状归还村民，如果已经开发的话，就只能利用政府赔偿的方式，政府赔偿又存在很多法律和政治障碍。

所以，乌坎的土地问题是复杂历史条件下长期形成的矛盾，需要包括村民、村委会、投资商和政府多方博弈，才可能逐步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决定最后解决不仅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而且有待博弈各方的进一步妥协和交易。但部分激进村民一味要求全部收回“失地”的极端诉求，正不断使试图与政府理性合作的新一届村委会陷入困境。


（三）乌坎的村民自治正在经受严峻的挑战


首先，中国高层决策层发展基层民主、推进村民自治的政治决心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共十八大报告所作出的“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展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45〕
 等表述，是中国执政党对基层治理发展的理想原则，能否在现实中不断得以实现，正在挑战着各级地方政府。由于汕尾市、陆丰市等地方政府在“乌坎事件”的应对过程中处境尴尬，本来就对广东省委处置事件的特殊举措颇多微词。为了尽可能妥善处理乌坎事件的遗留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曾频频向乌坎村释放善意。2012年4月18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到访乌坎时，承诺为村民们解决诸多影响生产生活的困难。20日，广东省委工作组列出2012年乌坎村基建设施配套援建项目汇总表，需要修建整改的项目共计十几项，包括自来水供应设施改建、村道建设、村居绿化、乌坎教师住宿楼、学校图书馆，以及避风港和航道清理等。目前，已确定图书馆总投资133万；村道建设项目总投资1004万；自来水建设项目总投资2000万，已进入设计阶段；乌坎避风港项目建设总投资600万；该村教师宿舍项目总投资787万。2012年4月23日，查处和收缴原村干部违纪款共计106.77万元。其中，按规定拟退回乌坎村46.3万元，退回乌坎港公司3万元。〔46〕
 但乌坎村部分村民似乎对此并不领情，还在不断扬言如果不能完全收回“失地”，将重新示威抗议游行。随着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副书记朱明国兼任省政协主席，新一届广东省委将如何处理“乌坎事件”的遗留问题值得关注。

其次，乌坎村村民能否理性、负责任地有效实现村民自治也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广东省委处置“乌坎事件”的方式，实际上是对村民维权压力的重大妥协，是高层政府为缓和冲突，寻求在制度框架内依法妥善化解危机的创新性举措，其本来也面临体制内传统观念的非议，因而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而部分激进村民却误以为是自己逼得政府退让了，不懂得理性妥协，但部分村民只有权利意识而缺乏责任意识，一味要求收回全部“失地”，而且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极不信任，他们那些难以满足的诉求正在使与政府理性合作博弈的新一届村委会进退维谷。由于乌坎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少数激进村民失去耐心，在“乌坎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乌坎村再次爆发抗议游行，大约100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和村委会的不满，引发舆论对乌坎前景非常担忧的声音出现。如《华尔街日报》所称“乌坎的幻灭感象征着中国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面临的局限”，“现在，乌坎的希望已经破灭”。〔47〕
 这是很令人忧虑的，乌坎村村民只有在与政府已经达成的谅解的基础上，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以建设性的方式追求可实现的有限目标，争取体制内更多力量的支持，才可能真正实现乌坎村村民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乌坎村新一届村委会能否在政府与村民之间有效斡旋，既最大限度理性代表大多数村民的合法利益，又配合政府保持社会稳定，成为乌坎村村民自治是否成功的严峻考验。由于2012年2、3月间，乌坎村民主选举村委会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赏，海外媒体高度评价，如《华尔街日报》称“乌坎村民选举试水中国草根民主”，“乌坎选举带给中国的新思路”〔48〕
 ，国内还有网友和学者把“乌坎选举”与1979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相提并论，称“乌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小岗村”〔49〕
 ，乌坎选举被广泛看作对于中国基层治理改革具有重大的指标意义。2012年2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祝华新的文章，认为“这说明中国人配得起搞民主，中国民主素质论者可以休矣”。〔50〕
 《新京报》发表社论：公开透明的选举开启乌坎未来。〔51〕
 甚至有学者还运用了“乌坎模式”的提法。而《环球时报》则发文：外媒拔高乌坎选举很蹊跷。〔52〕
 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一度也曾让新一届村委会踌躇满志，他们天真地相信，只要推翻了原来的村委会，就可能通过清查账目和土地交易，为村民追回重大利益。但以后的经历很快就让他们陷入尴尬，一方面清查出来的被原村委会非法占有的利益远不像村民们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是大量由原村委会有偿转让的土地，很多已履行法定程序，不可能追回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希望动用公共财政大量投资村的民生工程来和村民置换利益，却得不到村民特别是一些较为激进的村民认同，新一届村委会在激进村民和政府之间处境难堪。2013年2月14日搜狐网上一篇题为“广东乌坎民主自治陷入困境，维权骨干分子渐分化”的记者采访，反映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祖銮深感压力巨大，心力交瘁，而又得不到村民理解的感慨。笔者在乌坎村的调研中也发现，村委会成员、代表激进村民的庄烈宏已辞职，表明新一届村委会正面临分裂趋向。一些村委会成员也承认缺乏经验，部分村民的急功近利和诉求激进的言行、宗族矛盾、原村委会势力的处处阻挠以及现行体制机制的巨大运行惯性，往往使他们内部意见分歧，不知所措。林祖銮曾向笔者表示，不后悔领导村民维权，但后悔出来担任村官。村委会副主任杨色茂也表达了他只希望能坚持最后一年的任期，时刻准备将困境留给下一届村委会来应对。


五、观察思考：“乌坎事件”证明了什么？


中共广东省委有效处置“乌坎事件”的生动案例与时下一些地方政府“为创新而创新”的“假创新”、“伪创新”相比，是不折不扣的体制机制变革意义上的地方政府创新。

首先，它事实上推进了有助于体制机制变革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中共广东省委明确提出要改“权力维稳”的思路为“权利维稳”，认为党和政府要通过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维权”来实现政治上的“维稳”；汪洋更是明确表示，“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肯定“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广东省委肯定乌坎村村民的主要诉求合理，多数群众的过激行为可以理解和谅解，事实上承认“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村民代表地位，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将其主要领导成员依法选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实际上肯定了基层群众有权利自己组织起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这些都是可能极大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的观念创新。

其次，它事实上已经实现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虽然乌坎村2012年重新选举村民委员会的实践是完全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在文本制度意义上“没有任何创新”，但在实际操作的体制机制上，却是一改传统“确认式选举”惯例，充分激活了文本制度内在的自由竞争式选举的基因。其选举程序的规范、选举规则的公正、选举过程的透明，是多数地方村民委员会选举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以实践纠正了以往村民委员会选举“走过场”现象，体现了广东省委对推进村民自治的诚意。而广东省委处置“乌坎事件”的特殊举措和乌坎村村民自治的实践，也有效地分化了乌坎村村民，不仅争取和团结了多数理性的村民，并成功地将部分激进村民对地方党和政府的“维权压力”转移到新一届村委会，有效地使村民自治成为激进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防火墙”。这些都有着鲜明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特色。

中共广东省委有效应对和成功处置“乌坎事件”的案例证明：

第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不仅难以巩固，而且可能得而复失。正如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8月考察深圳时所强调的：“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53〕
 乌坎村村民事实上丧失了对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应有权利，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体制和土地制度的弊端。

第二，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只有通过发展民主法治，才是文明合理的治理之道和唯一可行的出路。2012年5月9日，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我们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背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必须强化民主法治”〔54〕
 ，这正是成功处置“乌坎事件”的重要经验。

第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前提下逐步推动的，是民众努力、积极争取的结果。正如2012年3月5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汪洋回答记者问题时所说，“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作了纠正，如此而已”。〔55〕
 而乌坎村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恰恰证明了即使是依法实行民主选举，也是他们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才努力抗争得到的成果。

第四，在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所催生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分享诉求，是可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积极回应的。只要国家理性认识到使用暴力去压制社会力量成长所需支付高昂的政治“成本”，会极大地透支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就可能理性拓宽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民主政治就可以在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中逐步发展。“乌坎事件”的有效化解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我国目前文本形式的民主制度已达很高的程度，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和执政党党员享有的政治权利是很充分的，只要将现行文本制度的民主基因充分激活，强化执行细则，落实违法追究机制和司法救济程序，最高决策层率先垂范，全面纠正如乌坎村过去那种“走过场”的选举模式，我国的民主政治就有极大的上升空间。

第六，民主选举只是民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作为缺乏民主传统政治文化的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不仅各级党和政府必须长期经受民众政治参与诉求不断增长的挑战，而且广大群众也有个学习民主政治、熟悉民主程序、养成民主习惯、培育民主精神的长期过程，只有坚持以文明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的价值取向，才可能逐步使官民双方和各种政治力量在不断沟通、充分协商、理性表达、妥协交易的相互博弈中累积经验、创造条件、培育基础，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第七，现阶段我国多数地区基层民众的主要诉求还是经济性质或民生福利性质的，除了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群众如果有政治性诉求或“公民权利诉求”，也主要是试图通过伸张自己的政治权利来维护或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或经济权益。乌坎村现在的困境是村民更多地想要“钞票”胜过要“选票”，给了“选票”却没给够他们想要的“钞票”，部分激进村民仍意犹未尽。如果国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在民生福利方面给民众更多的期待和想象，以给民众更多“福利”和“钞票”的希望，有可能延缓民众对“选票”的强烈诉求。

第八，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只要没有高度组织化的全国性反对力量及标志性人物与外部敌对势力里应外合，执政党和政府在时间和空间上均有机会、能力与时俱进地开拓高度灵活的政策回旋空间和超强政治吸纳能力，以拓展和扩大执政基础，改善和提升执政能力。


附表


附表1　乌坎村村民维权（信访、上访）简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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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主要成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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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原乌坎村干部出让土地简要历程〔56〕


[image:  ]


[image:  ]


附表4　薛昌治下乌坎村获得的部分荣誉简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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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原乌坎村干部不同时期出让的部分土地价格简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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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乌坎村界限范围内土地现状〔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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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中所指的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引发关注的“王立军事件”，其二是本文所解读的“乌坎事件”。

〔2〕刘素楠：《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揭晓》，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20日，A30版。

〔3〕根据乌坎村提供的资料数据和与村民的访谈资料整理。

〔4〕此表根据乌坎村提供的资料数据和与村民的访谈资料整理绘制，数据比较粗略。

〔5〕乌坎村村民维权（信访、上访）简要历程详见附表1，该表根据村民提供的资料整理。

〔6〕国内官方媒体汕尾党政信息网报导数据为200名，见http：／／www.shanwei.gov.cn／160506.html，2011年9月22日。香港媒体报道中的数据是近3000名村民。根据村民提供的影像资料，算上围观的村民，直观估测起码有千人聚集在村内旧电影院广场附近。

〔7〕《陆丰东海镇乌坎村发生少数村民聚众滋事故意毁坏财物案件》，http：／／www.shanwei.gov.cn／160506.html，2011年9月22日。另有村民称掀翻警车数量为9辆。

〔8〕据村民称，当天被拘捕到村边防派出所的村民有三名，于次日（22日）晚释放。

〔9〕乌坎村共有47个姓氏，各个姓氏推出1到5名代表作为临时代表，由117人组成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大会，最后在这些村民临时代表的秘密投票下，产生出一个由13人组成的村民临时代表大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便是乌坎非常时期的最高议事机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主要成员情况详见附表2。

〔10〕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约30余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BBC、NHK、法新社、《联合早报》、香港TVB、台湾中天电视等知名媒体。《香港明报》、《旺报》甚至将“乌坎事件”称作是“乌坎起义”，引起国际舆论关注。

〔11〕当日的官方媒体南方网和汕尾党政信息网报道，到陆丰市政府上访的人数为约400人，见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swyc／content／2011－11／21／content＿33593015.htm，2012年12月21日和http：／／www.shanwei.gov.cn／162786.html。

〔12〕2011年12月17日公布的陆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通报：东海镇乌坎村原党支部书记薛昌，原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已辞职）陈舜意因严重违纪问题，于2011年11月17日被市纪委立案查处。为进一步查清薛昌、陈舜意二人的有关问题，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规定，市纪委对薛昌、陈舜意二人实施“两规”措施。摘自陆丰宣传文化网。

〔13〕此处五人指村内维权集会的积极组织者薛锦波、庄烈宏、洪锐潮、张建城和曾昭亮。

〔14〕12月14日下午，汕尾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官方通报了薛锦波死因调查情况及其他有关情况。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医刘水平在通报会上指出，薛死因系心源性猝死。法医初步确定，排除死亡是由外力导致的可能性。参见《乌坎事件嫌疑人死因调查结果排除薛锦波外力致死可能》，载《南方日报》，2011年12月15日。

〔15〕《乌坎村民欢迎省工作组进村，村民20日晚自拆路障，省工作组21日进村调查》，http：／／www.shanwei.gov.cn／164011.html，2012年12月22日。

〔16〕据村民透露，2012年2月10日，陆丰市民政局与薛锦波的妻子达成协议，协议表示村民诉求合法无罪，政府以不同名义给予薛家380万元经济赔偿。2月16日，汕尾市在汕尾殡仪馆，交还薛锦波的遗体给其家属，后遗体被运送至陆丰市永安殡仪馆亲友举行告别仪式。

〔17〕应星：《村庄集体行动的“反应性政治”逻辑》，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9月上，第38—43页。

〔18〕同上。

〔19〕同上。

〔20〕乌坎村村民维权（信访、上访）简要历程详见附表1。

〔21〕在12月20日举行的陆丰市干部群众大会上，关于乌坎事件的成因和性质，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传达汪洋书记关于“乌坎事件”的指示时提出。

〔22〕《汕尾还有多少“定时炸弹”待引爆？》，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read.asp？Blog ID＝171120＆Post ID＝22314030，2010年3月10日。

〔23〕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以来乌坎村党支部多次被省市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村委会五次被评为省文明单位，1996年和2006年村党支部还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固本强基”先进党支部。薛昌1995年被评为省优秀党员；1996年获“汕尾市劳动模范”称号，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薛昌治下乌坎村获得的部分荣誉简表见附表4。此外，据村民反映，村民长期上访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东海镇党委书记是原乌坎村副书记薛祖专的亲外甥，是村副书记孙来国的堂兄弟。东海镇原纪委书记薛某是乌坎村原党支部书记薛昌之子。

〔24〕为平息民愤，化解危机，2012年4月广东省有关方面依法对原乌坎村“两委”干部进行了查处：2012年4月23日，广东省工作组专项小组对乌坎村原村两委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通报，查出原村干部涉及非法转让土地、利用职务侵占村集体财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违反廉洁自律收受红包、违规购买小汽车、违规操作村民委员会选举等违纪问题。对原村支部书记薛昌予以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18.92万元；对村委会原主任陈舜意予以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8.6万元，如还发现涉及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问题，进一步发现薛昌、陈舜意等人有违法行为，将与上述涉嫌违法的问题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详细内容见《乌坎原村干部被查处收缴违纪款106万元》，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7726981.html，2012年4月23日。2012年8月10日，原陆丰市委书记、汕尾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增新也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见《广东汕尾政法委书记陈增新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10／c14562－18718485.html，2012年8月10日。这些都一定程度表明了广东省当局对乌坎村村民诉求的特定回应。2012年12月底，广东省陆丰市法院作出判决，追究了薛昌、陈舜意等人的刑事责任。2012年12月底，陆丰市法院作出判决：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被判有期徒刑2年8个月，监外执行3年；原村党支部副书记陈舜意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监外执行3年；原村委会副主任庄景根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监外执行1年；原村委会副主任孙来国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监外执行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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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ukan Incident” in 2011 attracted tremendous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tarting as a miserable incident, “Wukan Incident” ended up in a dramatic way thanks to the “unusual” handling of Guangdong authorities. In this sense, “Wukan Incident” provided a vivid case for researchers to deeply examine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local democratic experiments in Chin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presented lots of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Wukan Incident”, based on which they attempted to dig deep by exploring both the eventualities and contingency of the dramatic ending of “Wukan Incident” as well as reasons behind the impasse in today's Wukan village. By doing so, the authors tried to present the micro dynamisms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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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N市政府耗资甚巨，构建“e路阳光”建设工程平台，进行“技术反腐”的创新实践。该工程确实提高了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技术门槛，但其实际绩效并不理想，未能真正实现腐败行为的根本性改善，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反腐实践只是政府管理过程内部的科学化、精密化革新，在缺乏外在必要而严格的约束与压力的条件下，难以消除“内部人控制”或内外勾结等弊端。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切实治理腐败行为，就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机制、体制制度创新相结合，不仅要注重以科学精神推进技术反腐，更应注重以民主与法治精神推进制度机制创新。


关键词：
 政治腐败　技术反腐　制度创新　权力约束　政府管理

多年来，中国大陆政府一直强调反腐倡廉建设，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政治腐败现象似乎并未获明显好转，反而呈现“越反越多且越恶劣”的趋势，大案要案所涉情节日益严重，其间缘由十分值得深入而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报告拟以政府曾高度赞誉的一个反腐实践案例——S省N市〔1〕
 “e路阳光”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平台的实践——为例，讨论并评估正流行于中国大陆的“技术反腐”实践。


一、缘起与发展


与注重体制制度改革或机制创新的反腐实践不同，作为对一种创新性反腐实践的概称，“技术反腐”强调从管理技术与程序创新并完善的角度，预防与遏制腐败。所谓“技术创新”，即创新有关管理的规则、程序和技术，实现管理的科学化、程序化和制度化。〔2〕
 “技术反腐”，也就是在制度与机制创新之外，采取特定科技手段，规范权力的运作程序，监督权力的运作过程，防范潜在违法犯罪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周学荣和张哲在《技术防腐问题研究》专文中提出，“技术防腐是把防治腐败与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网络、计算机、信息、通信、电子等技术手段来制约公共权力、监督贪污腐败、规范政府行为等，在‘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指导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3〕


目前，“技术反腐”这一概念已为国内同行广泛使用。2010年9月，在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于河北唐山曹妃甸召开的“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的一名干部提交了一篇名为“职务犯罪技术预防：反腐科学化的一种趋势”的论文，明确倡议“技术预防腐败”的理路。该文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职务犯罪预防专业化、职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预防也将在反腐倡廉建设和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职务犯罪预防与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结合后，职务犯罪预防的天地毫无疑问将进一步拓宽，职务犯罪技术预防将会呈现出蓬勃生机。”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反腐败的常规实践主要集中于思想道德教育和犯案惩罚两个方面，前者着眼于预防，后者着眼于惩治。很显然，思想道德教育强调自律，系改造思想观念的软工程，从腐败的初始源头下工夫；后者则强调打击的及时与力度，两者的实际收效均不高。为此，众多学者呼吁反腐实践的改革创新，尤其强调引入民主、法治与科学的精神。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却是一项浩大而艰难的工程。相比之下，从科学或技术层面着手，规范权力的运作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技术反腐（创新）”，更易于操作。这或许是其被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技术反腐实践被引入工程招投标领域。从国内所披露的信息看，在权力寻租和腐败方面，工程建设领域可谓是重灾区。2011年5月17日，中纪委、监察部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情况时称：2009年9月到2011年3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举报3.31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273人，其中厅（局）级干部78人，县（处）级干部1089人。中央工程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通报了20起典型案件，这些案件发生在20个省（区、市），出现在工程决策、土地出让、招标投标、工程发包、物资采购、资金运作、工程款结算等多个环节，涉及廉租房建设、地铁建设、水利建设、征地补偿、矿产开发、房地产建设、学校工程、公路工程等多个领域。这20起案件最突出的特点仍然是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收受贿赂、进行权钱交易的占多数。据其说法，工程领域的腐败多发生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如项目决策、土地审批、规划调理、环境影响、招标投标、项目实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等。〔4〕


上述情况在S省及N市也不例外。2007年，N市就发生了系列相关案例，如N市工程学院基建处副处长周坤在学校工程采购招标环节的受贿案，市政公用局市政业务处原副处长张军、X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王文、B区市政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程木根等“团伙腐败”案，J区建设局原局长邵华案等工程建设领域的重大案件。〔5〕
 基于此，针对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环节出现的问题，近年来S省Z、N市等市开始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积极推进网上招投标，破解“围标串标”、评标不公等突出问题。2007年，Z市率先开展建设工程远程异地评标工作，省里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试点，全面推广。2009年6月，举行全省建设工程远程异地评标暨远程评标网上监察系统（即“e路阳光”，以下简称之）开通仪式，在省辖市全面推行远程异地评标，并在全省交通、水利、政府采购等领域实施。2010年8月，S省又以召开现场会的形式，全面推广N市“e路阳光”工程建设项目网上招投标全程运行模式，努力推动全省全面实现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

据N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人介绍：“e路阳光”平台网络于2009年7月正式开通运行，总投入800亿元。之所以将这套网络系统命名为“e路阳光”，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1）字母e是英文中“电子”一词的首字母，意指这是一套电子信息网络；（2）字母e是英文中“工程”一词的首字母，意指这是一套适用于工程领域的网络；（3）字母e同“易”字是谐音，意指这是一套用于交易的网络；（4）字母e同“易”字是谐音，也可以指代“容易”之意，象征着这套网络能简化工程交易环节，使得工程交易工作更加便捷。

N市“e路阳光”网络平台的建立，源于2006年5月N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的电子网上招投标构想。从此起一直到“e路阳光”工程的正式建成，全部过程分为三期：自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结束的一期工程，完成了部分环节，从纸质化办公向电子化办公转变；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的二期工程，实现了全过程的电子化办公；2008年6月至2009年7月三期工程的结束，标志着全流程网上招、投、开、评标活动的实现。至此，该市建设工程招投标领域全面实现“全流程无纸化、全流程电子化、全方位规范化”。如今，“e路阳光”工程网络平台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其设计与运行理念已经突破建设工程招标投标领域，向政府采购、货物招投标等领域扩展。


二、运作机理


按照项目管理者的说法，“e路阳光”工程的运作机理可以概括为“1488”，即“构建一个网络、整合四大系统、具备八项功能、具备八项创新”。


（一）构建一个网络


这个系统承担省、市、区、县四级工程项目的投标（S省属工程和G、L两个区县的工程已被纳入“e路阳光”工程系统），年交易额达800亿元。目前，全市范围内的工程招投标实现了一网运行、统一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项目招投标的“五个统一”：统一信息发布、统一评委抽取、统一交易运行、统一行政监管、统一行政监察。而且，“e路阳光”工程正计划吸纳铁路（上海铁路局）和水利（长江航运段建设管理）两个专业工程。


（二）整合四大系统


“e路阳光”将“工程交易、信用平台、行政监管、行政监察”四大系统整合一体，形成整体合力。“工程交易”是这一平台的主体功能，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评标、开标等环节均通过这一平台展开。“信用平台”是这一平台一项重要的附属功能，工程交易的全过程均在这一系统留痕。政府的招标行为和开标行为、企业的投标行为、专家的评标行为都被置于网络系统的监管之下，这督促参与交易过程的各个行为主体践行诚信，而且其不诚信的行为会在曝光台公示，且永久保存。“行政监管”系统的主体是招投标的业务主管部门，“e路阳光”平台的铺设大大方便了政府部门对工程招投标业务的监管工作。“行政监察”系统的主体是纪委和监察局，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N市纪委和监察局直接入驻，在工程交易的过程中直接伴随着行政监察。


（三）具备八项功能


一是所有招标备案文件均无纸化递交、备案和审查。“e路阳光”工程的前两期建设都着眼于“无纸化办公”，2008年6月第二期工程的结束即标志着实现了全过程的电子化办公。

二是资格审查文件、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均电子模板化工具制作。招投标文件的模板化，突显和固化通用条款，是规避“明招暗定”现象的重要手段。

三是实现数字认证、电子印章、可信时间戳。这三项技术的运用，使得在网上进行招、投、评标活动成为可能。如此，在网上进行的所有文件的填写和确认均可获得同现场一样的效果。

四是实施网上报名、资格审查、开标、评标、异地远程评标。这项功能是“e路阳光”的主要功能，这意味着工程招投标的全过程均实现了网上办理。

五是建立信用信息库。“信用平台”收录了所有参与过或有资格参与工程投标活动的企业的业绩信息和信用信息。信用信息库不仅记录了各家企业的业绩和信用信息，而且对于业绩较差和信用缺失的企业自动设置障碍，限制这类企业的行为资格。

六是实现各流程、环节、节点监控和评价。“e路阳光”全程记录各个环节，并且通过系统监督系统，可以实时监看各个环节的进展情况。

七是实现网上支付和短信平台。工程交易过程中需要缴纳的行政费用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支付，而且对于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信息，系统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相关当事方。比如，评标专家的选择就由系统从专家库中随机选择后，以短信的形式通知相关中选专家。

八是实现标后数据使用、分析和管理。系统自动保存每一次招投标活动的数据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有效管理，而且，这些数据信息随时可以调阅和分析。


（四）具备八项创新


第一，公开透明。全过程阳光运行，从项目登记、发出招标公告，到评标结果公示、合同备案，全程12至14个环节的参与单位、人员、经办事项、时间节点、数据交换等关键信息全部“网上留痕”。而且，所有有资格参与招投标的企业其基本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查询。

第二，诚信记录。构建良性运行环境，在N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上，汇集了15000多家企业、47000名各类人员的基本信息。在信息网上开设的不良行为公示栏查询专区，对于各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作出黄、红牌的处罚。通过“曝光台”这样的信用平台，使违规违法企业“一处受罚，处处受罚”：在处罚期间，系统会自动限制违规违法企业新的投标资格。

第三，多维监督。通过招投标管理的“电子眼”，使得招、投、开、平标“全过程留痕”，如此使得权力监察有根有据，以此来规范招投标的运行。通过这种典型的“机器管人管事”，消除了人情腐败的漏洞。“e路阳光”考核评委到位，通过量化评委的行为过程，如通过专家看标书的时间展开专家评标的纪律检查，加强对专家评标行为的监控；系统连接“封闭评标区”门禁指纹识别设施，自动记录评委参加评标活动的次数、签到时间，并对评委迟到、早退等异常情况自动记录。同时可以按照评委考核办法，记录评委评标时的评标质量、工作态度、专业水平等综合情况，定期汇总统计后报送监管部门。如果多次“异常”评标，相关部门将对该专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在“e路阳光”的总监控室，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专家的评标行为。在封闭的评标区，评委的每个举动，每讲一句话，都会完整地记录下来，就连评委阅读标书的时间、时长，电子系统都全程记录并存档。“e路阳光”平台根据评委打分的偏离情况，利用专门开发的数学分析模型对评委的打分偏差进行离散度分析，并形成结果，供监管部门考核评委时参考。

第四，预防腐败。首先，文件编制模板化，固化“通用条款”，凸显“专用条款”。在传统方式条件下，招标人很容易改动“通用条款”，监管部门也很难控制和发现。平台将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编制的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编入专用标书制作模板工具，可供招投标人自动编辑和生成招标公告、资审文件、招标文件等相关文件，既统一了文件编制格式，又利于监管部门的备案审核。同时，针对招标人需要根据工程特点编制的“专用条款”，“e路阳光”平台的使用工具将这部分内容集中在文件的相关位置，以不同颜色字体进行反映。其次，围标、串标难度明显增加。通过技术性地规避公平招投漏洞和加大对围标、串标的打击力度，使得围标人感到不值得冒此风险，由此防止了投标人之间的相互串通；此外也使得以“明招暗定”为主要形式的政企串通腐败难以展开；而且，投标人与评委串通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再次，发现围标行为能力增强。通过对标书的相似度分析、语义分析、设参数分析、各特征码对比分析、IP地址追踪等多种技术手段，可检测、发现围标行为。

第五，评标客观公正。“e路阳光”平台通过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加强对专家评委的监管，促其评标更趋客观、公正。规范评标行为，解决了评标不公问题。通过远程异地评标，扩大了评委选择范围。全省优选3661名专家，组建统一的评标专家库，通过远程语音通知系统随机抽取，不仅解决了各地评委人数偏少等问题，而且切断了投标人与评标专家的串通渠道。通过网上实时监测，促进了评标过程规范。系统对标书相关内容进行自动检测，防止评委为保护“意中人”而“选择性废标”；实行流程控制，在关键部位设置节点，防止漏审和随意性；自动生成评标报告，避免人为疏忽。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实时录音录像，将评标过程中的8个环节、23个监控点数据及时传送，发现异常自动提醒，并自动对评委打分偏离情况进行离散度分析，促进了评标质量的提升。

第六，节约环保。通过全过程的网上电子化办公，形成了绿色招投标的新模式。负责人向我们介绍说，通过全过程网上电子化办公所节省的纸张，使得200万棵大树得以幸免。

第七，便捷高效。这是网上办事最明显的优点。在以往纸质办公的时代，每进行一次招标活动，文件都会堆积如山，而今政府工作人员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轻松办公，而且文件查找快捷，文件保存方便。对于企业来说，原本参与一次投标竞标活动需要跑许多部门，而且每个部门都要往返多次，如今，大部分活动都可以在网上办理，而且与招投标相关的部门都在政务大厅开设办公窗口，所以，参与企业只需要往返政务大厅两三次即可完成整个过程。

第八，数据挖掘全面提升市场专业化水平。企业业绩在系统内永久保留，这既记录下业绩优良企业的优秀表现，也留下了违法违规企业的不光彩行径。如此形成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淘汰机制，使得诚信、专业化水平高的企业被系统自动识别，获得更多的得标机会，同时系统自动将不诚信、专业化水平较低的企业排除在外。这种淘汰机制无疑有益于整个建筑工程市场的诚信化和专业化水平。


三、绩效评价


“e路阳光”自运行以来，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央纪委和多省市政府多次前来考察调研，得到政府极高的评价。2011年3月24日，中央纪委某副书记曾率中纪委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检查组，到N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调研“e路阳光”网上招投标工作，充分肯定了“e路阳光”在创新建设工程招投标监管模式上发挥的作用。他说：“e路阳光”是N市加强工程建设领域监管的创新成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希望N市住建部门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提升“e路阳光”，加大推广力度，加强队伍和制度建设，为N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和多家地方媒体也作了大量报道，均对其成效给予充分的肯定。2010年9月7日《N日报》以《N市“e路阳光”：探路科技防腐》为题，对“e路阳光”的运行效果作出评价称：“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以监控行政权力运行为重点，在全国首建‘e路阳光’全流程无纸化网上招投标平台，开辟了工程招投标领域科技防腐新途径。去年（2009年）9月，中央纪委领导来N市调研，听取了‘e路阳光’情况介绍并给予充分肯定。同年11月，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专门听取这一招投标平台发挥源头防腐作用的汇报，予以高度评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的总结，它说：“事实证明，权力行使过程越透明，腐败空间就越小；暗箱操作空间越大，各种腐败现象越容易滋生蔓延。‘e路阳光’的亮点就在于应用现代信息手段，让更多‘阳光’照进工程建设领域。它通过信息技术优化、固化招投标流程，推动招投标监管监控从‘局部、事后’向‘整体、实时’转变，权力制约由‘人盯人’向‘机盯人’转变，进一步提升了工程建设领域监管的针对性、实时性、实效性。没有阳光就没有生命，没有阳光就容易滋生腐败。‘e路阳光’平台的成功实践启发我们，运用科技手段预防腐败，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引入监管之中，无疑是源头防腐有效路径。”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2012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以《S省N市“e路阳光”新探索》为题也作了专门报道，将这一实践称为“技术反腐”方向一次新的极有意义的探索。

上述赞誉性评价和报道均以前述平台管理者的自我评估为基础。不过，我们依据自身调查，却对“e路阳光”工程的成效有着不尽一致的意见。按有关部门的说法，近年来当地群众对工程招投标过程中违法行为的举报率已越来越低，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e路阳光”工程预防并控制腐败的功能已臻佳境。

首先，从工程招投标领域的腐败发案情况看。以2009年年底为中间时点，比较“e路阳光”工程实施前后的情况可见，工程招投标领域的腐败发案情况并未有显著改善，反而有上升趋势。2007年至2009年，N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重大工程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132件，涉案136人，占同期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总数的31%，涉案金额达上亿元。

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查办N市的工程建设项目贪污贿赂案件和人数达35件41人，分别占立案总数和总人数的53.85%和56.94%。〔6〕2010年至2012年，N市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共107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39%。随机抽取其中54件受贿案件，通过评阅案卷、同职务犯罪服刑人员面对面访谈等形式的综合分析，发现发案情况呈现“涉案领域广、环节多、金额大”的特点。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几乎遍及所有工程建设领域，在高架道路工程建设、高速公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信息基站建设、城市道路绿化建设、拆迁工程补偿、市政工程建设等领域均有职务犯罪发生。54件案件均为大案，其中10万至50万元的案件37件，50万元以上的案件12件，涉案金额总值高达8000余万元，有的单笔贿赂就达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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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市G区检察院检察长说，“我们联合某大学犯罪预防与控制研究所，选择了其中的54起案件作为调查样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调查发现，发案环节贯穿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立项审批、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工程设计、工程发包和转包、招投标、材料设备选购、施工管理、工程项目变更和追加、工程监理和质量验收、工程款预付和结算等各个环节都存在腐败犯罪的发生。〔8〕


其次，从工程招投标领域腐败行为的变化看。客观而言，“e路阳光”工程的确提高了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的难度和成本，提高了对串标围标行为的识别能力，如从2010年到2013年4月，通过技术分析已经识别出涉及300家企业的一两百起串围标行为。不过，这些被系统过滤掉的只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整体实力较弱的市场实体，而对于技术水平较高、实力较为雄厚的市场实体而言，“e路阳光”工程不过是促使犯罪方式更加隐秘化而已。相比于对2007至2009年间发生的54起案例的分析，对2010年至2012年间54起案例的分析结果显示，大腐败案中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多大改变。主要的腐败行为依然如故：一是规避招标。按照相关规定，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以上的工程，必须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决定施工单位，择优中标。而相关单位在确定工程建设项目时，通常以工程时间紧，减少设计、监理费用等为借口，将一些本应该公开招投标的建设项目故意肢解为小型工程，然后以邀请招投标的方式选择施工单位，从而为相关人员和施工单位进行权钱交易打下了基础。二是低价中标，高价决算。为承揽工程，有的施工单位故意以低造价中标，到了工程实施过程中，他们为了实现“堤外损失堤内补”以谋取更大的利润，往往采取多报、虚报、变更设计等手法，增加工程量，提高合同造价。在此过程中，为使变更设计项目获得审批，施工单位人员便对工程监理、业主人员行贿。三是套用项目，套取资金。所谓工程建设中的“套用项目”，就是在原做过的项目基础上扩大范围，上报一些莫须有的项目套取资金。如某案件中业主管理人员和施工单位共同利用工程变更、增加工程量之机，非法套取国家建设资金26万元；另一案例中，被告人以虚增工程量、多开工程费发票等手段套取国家土地复垦专项资金8万元，占为己有。四是公开串标。相关建设单位在邀标过程中，以有长期合作关系为由，致使邀标单位限于与其有关系的几家施工单位，表面上看似合法的邀标形式，实际上却成了几个人商量的“圆桌会议”，从而为他们串标创造了条件。

总之，上述腐败方式多数是绕开“e路阳光”平台，即使进入这一平台，也可以通过类似上述第四种方式进行公开串标。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平台反而使得“大鱼”们的违法行为有了更为美丽、更为有效的包装。在调查中，有关方面同志表示：当地建设工程腐败行为的揭发情况也反映了这种变化，即群众对工程招投标过程中违法行为的举报率越来越低，2013年侦破的多数案件系权钱交易的当事方举报、交代的结果。这也说明群众对于工程招投标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辨识能力被相对削弱。


四、结论


近年来，N市政府耗资甚巨，构建“e路阳光”建设工程平台，试图实现“技术反腐”实践的创新。该工程确实提高了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技术门槛，但其实际绩效并不理想，未能真正实现腐败行为的根本性改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限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在为众人熟悉和掌握后，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甚至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局面。

“技术反腐”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限性，一方面源自这一实践本身的特点，从本质上来说，技术反腐实践只是政府管理过程内部的科学化、精密化革新，在缺乏外在必要而严格的约束与压力的条件下，难以消除“内部人控制”或内外勾结等弊端；另一方面，更源于缺乏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的基础性条件支持，在社会政治管理或治理领域，如果说体制制度是其基本内核和规则框架，那么，机制就是运行载体，技术则是程序编排，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果只有治理技术层面的创新，缺乏机制创新与体制制度革新的结合与衔接，不注重将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转化为机制与体制制度，同时以机制和体制制度的创新为技术机制的提升开辟空间、提供保障，那么，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必将难以收获应有的成效并持续下去。

从反腐败实践来说，在缺乏程序性民主授权，缺乏民意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权力有力制约，缺乏必要的司法自主与法治，缺乏来自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形成的强力监督，缺乏健全的公民社会等宏观条件下，试图仅从管理技术创新层面推进反腐败实践，只能出现短暂而有限的即时效应，更多的只会沦为昙花一现的“政治秀”。换言之，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切实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行为，就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机制、体制制度创新相结合，不仅应注重以科学精神推进技术反腐，更应注重以民主与法治精神推进制度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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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ly years，Ncity spent a large amount of government funds in con‐structing a platform called“e‐road in sunshine”in order to launch“technical an‐ti‐corruption”innovation.This construction dose technically heightened the thresholds for rent‐seeking and other corruptive actions.However，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was far from satisfactory because it didn’t change corruption situa‐tion from the very root.Rather，it caused 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that some people were seeking for new ways to conduct bribery beyond this techno‐logical restriction.In essence，this technical anti‐corruption innovation is on large a scientific innovation on governmental managerial process，thus it cannot diminish the corruption featured by“insider‐control”or“internal and external collusion”situations on the account that necessary restrain mechanism from the society haven’t been built.In order to control corruption on the practical level and“seize the power into the cage”，a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Government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echnical anti‐corruption innovation，but should also put more efforts in digging the essence of democracy，executing rule by law and putting forwar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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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动态


 重要会议回顾


“中韩合作与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在吉林大学举行


1月15日，由吉林大学东北亚区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与韩国庆熙大学国际地域研究院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院和韩国研究所协办的“中韩合作与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吉林大学召开。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地区各国间的交流以及中韩合作与发展等三个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议主要就中韩建交20年来的成果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中韩战略认同以及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合作进行了展望；对东北亚新安全环境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的东亚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刻研究；对中国如何协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推进地区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召开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人口政策改革研讨会”于2013年3月1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人口政策改革为何如此困难以及后计划生育时代公共政策如何建立与完善进行探讨。

与会学者认为当前的中国人口政策亟待改革。学者们不仅关注了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人口数量问题，更关注到了中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学者们还从法律角度对公民的生育权及法律保障、失独家庭及生育反弹势能、中国人口政策改革面临的特殊问题等进行了探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社会各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升温，生育政策更是关系着每一位公民的民生大事，与会学者、全国政协委员王名也在积极准备关于人口政策改革的提案。与会学者寄希望于提案能够引起政府重视。


“中国民主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3年3月23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民主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北大法学院四合院三进院会议室成功举行，来自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十余位法学、政治学者参加了会议。

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民主的一般理论及发展，二是现代民主与政权建设。会上，与会学者依次作了精彩的主题发言，各位参会者从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协商民主和地方政权建设作了深入探讨。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作总结，沈教授认真总结了此次研讨会取得的成效，并对所研讨的主题作了自己的思考，还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该课题研究的建议。


“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2013年6月初，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农村改革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首届世界农村和农民学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英国、美国、日本、印度、法国、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海外学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江西财经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的80余名学者与会。

论坛以“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农民之命运”为主题，旨在推进世界各国学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与发达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了解和借鉴不同国家或地区农村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拓宽学者的学术视野，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并推动世界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农民之命运。与会专家学者就“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反贫困战略”、“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流动”、“农村和农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此次会议期间，国际农民学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广受师生欢迎。以会议为平台的协同创新取得了多重成果，开创了协同科研、教学的一种新模式。


2013年第二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贵阳举办


7月20日至21日，第二届“农村社会学”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

本届论坛围绕“新时期的中国农村发展”，重点探讨了“农村城镇化”、“农村社会建设”、“农村社会管理”、“农村社会文化”、“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家庭与性别”等主题。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作了“迈向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学”的主题报告。他认为，推进农村社会学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要推动研究范式的创新，抓“真问题和大问题”和增强理论自觉意识。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也作了精彩发言，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雷洪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杨敏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阙祥才副教授、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潘泽泉教授分别对报告作了精彩点评。

据悉，本届论坛被评选为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优秀论坛。


“转型与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
 论坛在贵阳举办


7月21日，由中国社会学年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贵州大学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转型与创新：中国经济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论坛在贵州举办。本次论坛是继2011年南昌社会学年会、2012年银川社会学年会之后连续第三次举办的以“经济社会学”为主旨的专业论坛，也是第一次以中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为名主办的专业学术论坛，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论坛的基本宗旨是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民族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探索和回答新形势下各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热心于经济社会学、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提供重要的交流平台，为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大经济社会现象、人口经济、农业经济、民族经济和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广阔的视野，以此促进经济社会学、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大家一致认为，论坛涉及内容涵盖了经济社会学关注的所有领域，对提升国内经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带动国内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科本土化历程，提升国内经济社会学的品质与学科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论坛为热心于民族经济、农业经济、网络经济和市场经济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2013）暨第三届“变迁中的
 中国城市社会和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中国城市管理高峰论坛（2013）暨第三届“变迁中的中国城市社会和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22—23日在广州中山大学成功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城市治理与城市发展研究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共同主办，旨在推进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领域各学者之间的对话。

本次会议共举行了五场研讨会，就“中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国际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比较”、“中国城乡及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城市化及城市发展趋势与转型”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举行了“跨学科城市治理研究”圆桌论坛。

本次会议共有来自美国、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的学者约30人参加，共同针对城市管理特别是中国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本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助于推进我国城市治理领域各学者之间的对话，进一步推动美好城市、美好生活的建设。


土地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中国道路——第三届城市与
 土地管理研究生论坛成功举办


由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中心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主办，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研究生会、城市与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研究生班承办的第三届城市与土地管理研究生论坛于2013年6月23日在中山大学成功召开。

本次论坛聚焦于“土地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中国道路”。在论坛过程中，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鲁东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的20多位博士生、研究生围绕“土地的逻辑”、“城市的过程”、“发展的落脚”、“寻找安全”、“在地行动”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对话。

本次论坛旨在提供国内城市与土地管理方向青年学者交流学习的平台，共谋专业发展、共享学术妙趣、共现城市治理梦，并将继续探究土地管理与城市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风格、中国气概。


“转型与创新·和谐与繁荣”——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
 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3年7月5日至7日，以“转型与创新·和谐与繁荣”为主旨的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内外城镇化和房地产学界及业界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和政府相关部门的代表及青年学子，通过大会主旨报告、圆桌论坛、学术报告、专题学术报告等形式，共同研讨了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这一热点议题。

大会从全球化视角出发，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选取新型城镇化这一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为重点，围绕“城镇化与中国西部城市发展新机遇”、“城镇化下房地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房地产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运作”、“房地产数据的挖掘、集成和利用”、“文化旅游地产”和“住房制度与住房保障”等6个圆桌论坛，对新型城镇化，住房、社区与环境，住房抵押贷款，保障性住房，住房经济学与城镇化，住房按揭与房地产金融，土地市场与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住房与收入，房价及地价，租赁物业与商业房地产，城镇化进程，房地产税收及评估，房价泡沫，商业房地产及地价，物业租金与物业税等36个专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学术交流。


2013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隆重举行


2013复旦管理学国际论坛于7月22日上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开幕。此次论坛的主题为“转型中的中国企业持续创新”，论坛汇聚了企业管理者、政府官员和国内外一流学者，共谋应对之策，为中国企业逆势突破、乘势而上寻求解决之道。

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香港永隆银行行长马蔚华、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等知名企业家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围绕中国企业持续创新的主题分别发表了演讲，并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转型创新的经验、途径及其所面对的困难和阻力。


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贵阳举行


7月20—21日，以“美丽中国：城镇化与社会发展”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2%，按照国际城镇化的经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仍会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社会转型，将发达国家曾经用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时间经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压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进行，很多发展问题也集中凸显。新型城镇化是注重生态文明的城镇化，是绿色的城镇化，贵州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堪称典范，希望社会学人从贵州的实践中汲取经验。

与会代表对此次年会的主题给予了高度的认同，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主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并结合大会主题介绍了贵州省在建设美丽贵州、加快城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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